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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明天文库·传播学系列之一。

原文作者詹姆斯·密尔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一位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他于1811年发表该文，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在对出版自由的讨论中，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推进了西方表达自由思想体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序上推动了英国近代宪政制度的形成，并对西方20世纪关于自由的讨论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他将出版自由置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个范畴加以考察，推动了英国近代表达自由思想体系的发展。

全书包括原文的英文全文、中文翻译、相关学术文章和作者生平传略。此次中文的首次出版相信能对西方表达自由思想研究领域中的断层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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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表达自由观念的演变及其界碑（代序）

许正林

一、西方表达自由观念形成的前提

“尽管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潮产生于近代西欧，但其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最先明确表达个人自由理想的正是古希腊人。”
⑴

 事实上也是如此，西方表达自由观念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伯里克利最早就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个人主义的原则；德谟克里特认为，语言、风俗习惯和法律这些人类建构并不具有禁忌的神秘性质，而是人的创造，不是自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而我们对这些人类建构是负有责任的；而苏格拉底更是强调，我们必须相信人类的理性，同时又要提防教条主义，我们必须抛弃厌恶理论（即对理论和理性的不信任），也要抛弃制造智慧偶像的那些人所采取的神秘态度；他认为，科学的精神就是批评
⑵

 。到古希腊晚期，斯多葛学派更明确强调一切人生而平等。认为最高的立法者乃是自然本身，其理由是，“人们通过上帝赐予的理性能力与诸神一道，直接参与这种秩序。自然、人性和理性是一回事。”
⑴

 古罗马帝国实行共和体制，西塞罗是这一制度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是一种“公共的事业”。一个执政官的职能是发布正文的、有益的和合法的命令，国家实施的“有害”的法规，理所当然不配被称作法律。国家和它的法律必然永远符合上帝的法律或道德的自然的法律
⑵

 。很显然，在西塞罗的自然法理念里，国家的存在的基础在于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到了中世纪，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控制达到一种极致，因而有黑暗的中世纪之说。事实上，中世纪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控制有着浓厚的宗教和政治的根源。首先是教会对思想控制。事实上，早在中世纪之初，思想控制是教会与君主抗衡的一种手段。控制民众，使他们虔诚地相信上帝，是教会的职责，而一旦愚弄乃至完全操纵百姓的时候，教会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而教会控制思想的主要手段就是严惩异端邪说。不仅如此，教会还进一步强化清除任何异端邪说的群众性行为，使每一个人的灵魂随时都受到神的监视。中世纪对思想的控制除了体现在教义教规上之外，同时还体现在哲学上，哲学的研究被规定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证明信仰的前提，这对于信仰而言是必要的，哲学应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的唯一性。第二，通过信仰可知的事物，要在哲学的帮助下了解由此产生的类似事物。第三，可以利用哲学反对那些反对信仰的人，无论是通过剖析对方的错误还是证明对方的虚弱，以及其学说的不必要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俾女。因此，中世纪哲学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描述也必然是在神学意义之下的。对于人的自由意识与自由选择的看法，其基本观点是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是有知识有智慧的创造物的特权。因为自由首先是属于上帝的，其次是属于天使的，第三才是属于人类的。人们认为，在睿智世界之外，非理性的生物靠直觉行动，没有判断其自身行动是否合乎神意的能力，它们在自然本能的驱动下行动，因而没有做出抉择的自由，它们当然也不可能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因此可以说，整个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都被基督教的正统教义所控制，上帝是绝对的精神，人类在上帝面前只有以爱赎罪，别无自由。

对中世纪思想控制做出反叛的是奥康的唯名论。奥康（William of Occam/Ockham,1300-1349）是14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唯名论者，他认为，世俗权力来源于上帝，但它是按人类社会的共同契约建立的，统治者和法律是由公民决定和选择的。按照“自然法”，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人不须听从别人，只须听从上帝。人类根据天性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国家和法律，即国家和法治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很显然，这些观念，包括论证方法直接影响了弥尔顿。

到了16世纪，英国出现了报纸，当时英国国王及政府对报刊出版设立了限制，主要采取了三大限制措施：第一，出版许可；第二，星座法院和宗教高等法院；第三，事前审查制度（Prepublishing Censorship）。1530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首先设立了出版许可制度，1557年，英国国王向书籍、出版公会（Stationers Company）颁发许可证，只允许该公会印刷出版报刊书籍。英国国王试图通过这种许可制来达到对出版的垄断和控制，在许可证前言中英国国王写道，发放许可证目的是为了抑制“名誉侵害、恶意、宗派、异端。”“星座法院”和宗教高等法院，是当时英国国王和政府压制言论的支柱，星座法院原来具有国王审议专会的性质。后来逐渐具有法院的功能，同时也成为抑制地方贵族权力的机构。1586年，伊丽莎白女王制定了《星座法院条例》。根据这项条例，印刷业所有师傅必须登记，禁止在伦敦以外地区印刷；新的师傅就任，须“宗教高等必须法院”同意，在斯图亚特时代前期，有关批判国王以及政府的言论均作为名誉侵权罪（政治诽谤）在星座法院审理加以处罚。1576年，英国又制定了一项新闻检查制度，规定每个星期由两名检查员对伦敦所有印刷品进行一次搜查，对有些印刷品可以没收。1641年，对国王专制不满的英国议会废除了“星座法院”书籍，出版公会的权力有所降低，这是历史上英国首次实现报刊书籍的自由出版，但此后出现了人身攻击的报道，1643年英国制定了新闻法，同年英国设立“许可证（Board of Licensers）。”1647年又制定了《印刷限令》（Act for Regulating Printing）。1655年，英国制定了《印刷令》（Orders on the Press）。这一系列行为均是为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巩固王室的力量，1662年，查理二世重新颁布出版物检查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言论的控制。

因此可以说，文艺复兴是在反教会集权、反神权思想控制、反皇权制度控制等多重背景下的思想文化运动。就文艺复兴本质而论，以人权反对神权，即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观念的本质其实就是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观念强调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欲望、人的意志，个人意志成为权衡一切制度的尺度。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的自由观都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原则之上的。

在弥尔顿之前，已有多人从不同侧面表达了自由主义的观念。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7）就提出，“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
⑴

 在他看来，人就应该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来做任何事情。正如卡特林所指出的，霍布斯的学说导致这个结论：“主权的分立的学说，主权服从法律或主权的行使受到个人意见与良心的限制的学说，都是虚假的。巨富或享有一定自治权的行为和公司，置习惯于现行主权之上的普通律师，以及要求精神上忠于宗教而不是忠于主权的教会，都是对主权、国内和平和理性的威胁。”霍布斯关于国家性质和人对国家的关系的学说，企图为十七世纪的一些政府的集权政策作辩护。虽然他最伟大的著作《利维坦》一书既受到保皇派和克伦威尔派的攻击，又受到英国国教和清教徒的攻击
⑵

 。与弥尔顿同时代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也认为：“我们幸而生于共和国中，人人思想自由，没有拘束。……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
⑶

 他进一步提出，“既然人都不能放弃他的判断和感情的自由，既然每个人因为有不能割让的天赋之权，是他自己的思想的主人，所以，思想分歧矛盾的人，若强迫他们只按最高当局的命令说话，是不会没有可悲的结果的。”
⑴

 斯宾诺莎更强调思想和言论自由作为人的天赋权利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剥夺个人吐露心里话的自由，是极其严酷的。在斯宾诺莎看来，“最好的政府会容许哲理思辨的自由，正不亚于容许宗教信仰的自由。”虽然言论可能有损于权威，毫无限制的个人自由也极其有害，但是，如果个人的行动自由可以被剥夺的话，思想自由也不应被剥夺。因为，每个人都有理智的天然能力而不必求助于什么神奇的外力。而且，限制人的自由判断的理智，那就会使科学和艺术得不到什么创获
⑵

 。由此可见，弥尔顿虽然是欧洲思想史上第一个专论言论自由的人，但其《论出版自由》的思想精髓已散见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表述当中。弥尔顿应算是一个集大成者，同时又应是“言论自由论”的创始人。

二、弥尔顿的自然主义表达自由观

在议会派和国王派对立的过程中，为获得无许可印刷的自由，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在英国国会发表了题为《论出版自由》的演说，主张以自由、公开的讨论来决定观点的胜负。他认为通过用自由的讨论来保障言论自由才是真正的革命，弥尔顿提倡的通过“自由讨论”来保证言论自由的主张，标志着近代“自由讨论”理论的创立。

无论怎么说，弥尔顿在英国思想史上，算不上大思想者，但他在1633年至1650年之间撰写的一系列表明政治观点的小册子，却是在英国，乃至在欧洲都是有着深刻影响的。1639年前后，弥尔顿开始投身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站在独立派的立场上，选择政论和小册子作为其主要的武器，向君主政体和封建国教开火，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写出了5本有关宗教自由的小册子，给保皇派和官方教会以沉重的打击，克伦威尔执政期间，他进入政府任职，专门处理外交文件。164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此后不久，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小册子，如《偶像破坏者》（1649年）、《为英国人民声辩》（1650年）等。在这些小册子中，他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支持共和政体，捍卫基本人权，充满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

直接反映弥尔顿传播观念的是他的《论出版自由》。1644年，他因出版书籍引起国会愤怒，被传至国会出版委员会接受质问，他在国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11月，弥尔顿故意不征求书刊检察机构的同意，印刷了这篇演讲词。以示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蔑视。这就是著名的政论小册子《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在《论出版自由》中，弥尔顿首先是对检查制度的批判。他认为，检查制度难免误禁好书，而误禁好书则无异于误杀好人。他说：“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朗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但事实上，“教会和国会最关切的事项就是注意书籍与人的具体表现，然后对于作恶者加以拘留、监禁并严予制裁。”
⑴

 显然这与人权自由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弥尔顿展开了对检查制度性质的批判。弥尔顿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不错，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像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
⑴



其次，是对书报检查制度根据的批判。如前所述，检查制度事实上是长老会害怕革命继续深入，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的一种借口。弥尔顿指出：“但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此外还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如果有学问的人将首先从书籍中接收并散布邪恶与错误的说法，那么掌管许可制的人如果不是我们认为，或他们自以为比国内任何人都更可靠，更不易受腐蚀，人家又如何能信任他们呢？”
⑵

 弥尔顿认为，人首先是理性的动物，作为理性的动物，人本身就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且还有克制冲动、压抑刚愎的潜力；其次，人作为理性的动物，还具有判断是非，辨别真假的能力。“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对于坏的胃口来说，好肉和坏肉一样有害，最好的书在一个愚顽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
⑶

 尤其是富有理性与判断力的人，更是能够以毒攻毒，以异端的“书籍来反对异端”
⑷

 。

在弥尔顿看来，上帝赋予人们理性，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事实上，从上帝创造人的本意来说，他是不会把人类“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的”。他的意图乃是使每一个成熟的人在一切方面，尤其是在选择上，充分地使用其最高的智能。就思想源头而言，弥尔顿很显然又受到了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论影响。奥古斯丁在388年完成的《论自由意志》（De Civitate Dei）和426年完成的《论恩典与自由意志》（De Gratia et Arbitrio）两书中，相继深入讨论并深化了由奥利金首先提出并初步论证的自由意志问题。奥古斯丁认为，上帝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人认识能力、理性能力和自由意志，三者都源于上帝，本身善的，但它们只是中等之善，有被误用的可能。当意志指向和追求较高之善，或靠近上帝时，就是行善；相反，当它指向和追求较低之善远离上帝之时，即为犯罪，也就是伦理上的恶。他说，所谓幸福便是自由意志朝向永恒之善运动的结果，善用自由意志的人便存在着幸福。伦理上的恶起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于自由意志的错误选择。意志是“心灵趋于占有或保存某物的自发活动”。人的自由意志，又称自由选择或自由决定，是人类面临善，做出善与非善的主观选择时所具有的一种特殊能力。它的最根本的特点是自由，当它进行决断的时候，任何事物都不能干涉，甚至上帝也不会干涉。否则就不成其为自由意志了，因为如果意志不在人的权能之下，它就不会是一个意志，人只有对自己有权拥有的东西才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是灵魂统辖肉体的心灵状态，它是灵魂的禀性。灵魂的本性是追求超越自己的完善性，自由意志的选择违背灵魂的本性便造成伦理的恶，这时灵魂趋向肉体的享受，而不是趋向上帝。然而，自由意志是上帝造人时赋予人的能力，它作为人的灵魂的禀赋，具有不犯错的可能性。而人的堕落正是因为人抛弃了这种可能性。

弥尔顿正是发挥了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论。弥尔顿认为，人类的自由，就其内容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三类。其一是宗教信仰自由。具有选择新宗教的权利，人们具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其二是家庭或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一是婚姻自由，婚姻在人生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婚姻的不幸，甚至可以看成是人生的失败。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果在家里受低于自己的女性的奴役——所有对男人奴役中最可耻的一种——在议会和法院里高谈自由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此，当夫妻关系紧张，水火不容时，离婚就应该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二是教育自由，即孩子能否自由地获得适当的教育。“就抓住时机向人类灌输美德（内在所感受的真正自由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来说，就共和国的贤明管理来说，以及就巩固共和国的基础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三是出版自由，弥尔顿认为，“决定真与假，什么应该出版和什么应该禁止的权力不应该放在少数检查图书的检查者的手里”，
⑴

 而应该由作者或出版者自己来决定。

其三是公民自由。弥尔顿认为，“全世界的国王，一般说来都是由人民授权，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托付给他权力的”
⑵

 。这个条件就是维护公共安全和个人的自由。如果无视这一条件，那么人们就可以收回赋予他的权力。这些理由“牢固地奠定了人民对于国王的优越地位”。
⑶

 人民有权监督国家行政，有权废立君王。对于无道的暴君，人民则完全可以“用惩治其他人的同一法律来惩治他”。这是因为，人民和国王的权力同样来源于上帝，在政治权利的天平上，他们是平等的。他警告当权者克伦威尔不要忘记自由是我共和国以无比的英勇赢得的，它以无比的光荣生长起来；如果它毁灭像它的发展那样迅速，就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带来极大的诽谤和耻辱。不要践踏自己曾经为之奋的自由：“我们没有自由，你本身也不可能得到自由，因为这是自然的规律，凡是强占他人的自由的人，必然首先成为奴隶，再也没比这一点更公正的了。”
⑷



这里需要再度说明的是，1643年，英国国会在长老派议员的操纵下，又恢复了革命初期一度废除的检查制，规定未经检查官的审阅批准，不准印行任何书籍小册子。弥尔顿认为出版检查制是人性和尊严的漠视，是学者、民众、国家、甚至连教会神职人员的轻蔑。对于一个明达之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污辱，对于已故的贤哲流传后世的著作，也是一个莫大损害，所以在弥尔顿看来，这对整个的国家都是一种污蔑和损害。英国的发明、艺术、智慧以及庄严而又卓越的见解绝不是一二十个人所能包容无遗的。更不用说，没有他们的监督这一切就不能通过，不经过他们的漏斗滤过，没有他们亲笔签署就不能发行，不论他们的禀赋多么好，我们也不能如此轻视英国的文化，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

弥尔顿认为，如果因为有人写作并发行了诽谤好人的错误文字，并滥用和糟蹋了自己所享有的信誉，经证实后对他判决的责罚就是今后在发表任何东西之前必须经主管人员审阅，证明他所写的东西可以阅读而没有危险，那么许可制就可能让人认为是一种有失体面的惩罚。如果把全国从未触犯法律的人都包括在这样一个疑神疑鬼的禁令之内，那就不难想见是个多么大的污辱。而当我们看到赖债的人和罪犯都可以不加看管地在外面行走，一本温良恭顺的书发行时，标题后面却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挂上一个看管者，就尤其感到污辱的严重。

其次，检查制度对一般人说来，也是一种责骂。因为我们如果这样两眼盯住他们，连一本英文的小册子也不敢让他们看，那我们就把他们当成糊涂、恶劣、没有原则和没有人格的人民看待，并认为他们在信念和判断力方面都已病入膏肓，不由检查员拿着管子喂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们不能说这是对他们的爱护，因为在极端仇恨和鄙视俗人的教皇统治区中就是用这样严厉的手段来进行统治的。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明智的制度，因为它只管住了许可制中的某一部分，而且连这一部分也没有管好，其实它所要防止的毒素大可以通过其他管不住的门路更快地涌进来。

最后，检查制度对于神职人员也是一桩不光彩的事。对他人的工作和教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教化，我们的估计并没有这样坏。既然有了并且还将继续有这样多福音之光，而教士们又不断地在宣教，结果他们所遇到的却原来是一帮没有教化、没有原则的乌合之众，只要出一本不管什么小册子稍微鼓吹他们一下，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教义问题和基督徒的道路，教士们宣教了这样久，对教民们又有了这样大的诲益，然而人们仍旧认为不经过检查就不能放手让教民们看两三篇论文，印发并散布的讲道集和讲演集已经是汗牛充栋了，甚至让其他书籍都无法发售，但只要遇到一个小册子之类的小武器就必须躲到出版许可制的圣安格罗城中去，否则就无法防御，教士的一切竟被人这样轻视，人们就大有理由认为这对他们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虽然检查制度污辱了学者、人民和国家，以及教会神职人员，但是这种倒行逆施的制度，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只因为第一，现实生活中检察官的品质低下，使得他们无法胜任工作。一般而言，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生杀大权的人，能够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因此，“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项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没有选择地审读那些书，也是一件枯燥而无聊的事情。所以一般有品评、判断能力的人都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难想象那些检查员“不是骄傲专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贪图金钱。”
⑴

 在他们手下，除了一般庸人已经接受外，不会放过其他任何东西。

第二，正如国家在选择检查员时可能发生错误。“检查员在选择作家的时候也同样容易发生错误。”而这种错误往往是致命的，它可能会误禁好书。“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伯中的上帝圣像。”
⑵

 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

第三，通过检查员查禁的即便都是坏书，也不可能消除罪恶，甚至还会因此而遮掩道德的光辉。“因为德与恶本是一体，消除其中之一，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
⑶

 所以，人们应该注意，在检查员手里，很难从书籍中消除罪恶，即便是能消除一些罪恶，也会破坏同样的美德。

第四，检查制度在钳制书籍贯方面，虽然威力很大，但是“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
⑷

 弥尔顿认为，出版必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前提。

今人对新闻自由的内涵已经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大略包括：出版之前免于检查；出版前不须请领执照或特许状，也不须缴纳保证金；政府不得以征税或其他经济力量迫害新闻事业；自由报道、讨论及批评公共事务；自由阅读、收听或不阅读、不收听；自由传播新闻并免于检查等
⑴

 。由此可见，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已经涉及到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新闻言论自由的诸多方面。根据弥尔顿的论述，出版自由的实质性目的，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的开篇部分写道，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者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
⑵

 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个言论开放的社会，能够听到人民的怨怼、批评、意见，恰恰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二，是容忍不同意见的争论。在他看来，压制新颖而不能见容于流俗的意见，已被实践证明是不识时务的螳臂当车的行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不论怎样受到他人的诽谤，我们都要谦恭而又耐心地听取他们意见。纵使这些意见与我们有所不同，我们也应该容忍他们。”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正是我们发表写作和言论来推动大家进一步讨论激动人心的事情的时候。……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谁都知道，除开全能的主以外就要数真理最强了。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来取得胜利。这些都是错误本身用来防卫自己、对抗真理的花招。只要让真理有施展的余地，而不要在睡着了的时候把她捆住就行了。如果把她捆起来，她就不会再说真话，而会像普劳底乌斯被捉住时只说寓言一样。这时她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形态，而不现出自己的原形。”
⑴

 因为通过这些不同的意见，能启发思路、开阔视野、即便它们是了无用处的尘土，也能成为擦亮真理的武器。这种宽容美德，不仅符合基督的精神，而且还是接近真理的重要条件。

争取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当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公开打出自由、平等的旗帜时，言论出版自由被视为诸种自由（如财产、经济活动、婚姻）中最首要的自由（the first freedom）。资产阶级无论是在哲学上宣传天赋自由，自然权利、自由意志、自由选择，还是在政治上主张人权、民主、平等、理性、三权分立等，首先要能够将这些思想不受限制地表达出来，并通过媒介宣传出去。

施拉姆等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对《论出版自由》的评价是：“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的论点，虽然这篇文章没有全面论述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但是在当时提出了反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有力的论点。弥尔顿个人对于清教派检查他的作品感到恼火，他谴责了检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他的论点的基础的假定是，人们运用理性就可以辨别正确与错误，分辨好坏，而要运用这种才能，人们就必须不受限制地去了解别人的观点和思想。弥尔顿相信真理是肯定的，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并且只要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真理本身就具有战胜其他意见而存在下来的无可比拟的力量。从弥尔顿这种思想出发，形成了现代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以及‘自我修正过程’的概念，那就是让所有想说什么的人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真实的、正确的思想会保存下来，虚假的和错误的思想会被克服。政府不应该参加战斗，也不应该协助其中一方。虽然虚假的可能取得一时的胜利，但真实的意见通过吸引了新的力量来维护自己，会通过自我修正过程最后战胜其他意见而保存下来。”
⑵



弥尔顿的自由主义理论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人是理智的动物，人本身就是目的。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就是社会的目的。人作为有思想的有机体，能够组织其周围的世界，能够做出促进社会利益的决定。虽然人不常运用上帝赋予的解决人类问题的理性，但从长远来说，他们凭借个人决心的积累，对文明事业仍起促进作用。人所以有别于低等动物，就在于他有思想，记忆，利用经验和做出结论的能力。由于这种不平常的本领，所以人也是不平常的。人是文明世界的基本单位，也是它的推动者。因此，个人的成就成为最终的目标——人的目标，社会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
⑴

 。事实上“人是理智的动物”这一预设是很理想化的，对此，西方学者也看到了其中的脆弱性。“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学说，不论我们是否把它们看作天赋的、不可分割权利，是基于某些假说。假设之一就人们想认识真理，并且愿意受真理的指导。另一个假设是归根结底真理是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各种意见的自由竞争而获得的。另一个假设是既然个人的意见必然分歧，就必须允许每一个人自由地、甚至强烈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要他同时给别人以同样的权利。最后一种假设是通过这种互相容忍和不同意见的比较，看起来最合理的一种意见就会出现而被大家普遍接受。”
⑵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弥尔顿倡导自由的同时，“承认自由讨论的权利可以加以限制，但是避免谈到作为这种限制的基础的一般性原则。他要求的是那些虽然有意见分歧，但却是诚实的和认真严肃的人，应该享有不受政府检查的自由。弥尔顿认为罗马天主教徒和当时影响很小的新闻工作者不符合他的诚恳标准，所以拒绝这些人以充分的自由。”
⑶

 施拉姆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弥尔顿予以充分肯定，是客观的，同时又指出了弥尔顿对言论自由限制原则论证的疏忽，也是客观的。虽然对于原则应该是什么施拉姆也没有明说，但是我们能够感到，那就是言论自由是否具有边界，这里所谓边界并非指制度性的，而是指理性原则上的。虽然弥尔顿的立论是建立在“理性”这一基础上的，但弥尔顿的所谓理性显然是理想化的。这也就为后来的洛克、密尔父子的论说留下了更多空间。

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成为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理论的基础。其言论自由及天赋人权为洛克所发挥。其思想和主张对美国及法国的言论自由的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三、《人权宣言》的民主主义表达自由观

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于1644年出版，但在当时流传不广，影响不大，1778年第一次再版。法国大革命时，米拉波将该书译出介绍给了法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是现代传播的产物，同时它也带来了传播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中公布的人权宣言（1789年）第11条规定：“思想及意见的自由传达是人的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一切市民均可自由发言、记述、印刷，但是，滥用这种法律规定的自由必须负有责任。”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出版自由的正式文件。但由于此后法国一直处于政权更迭、政局动荡之中，“新闻自由”还只能是一个口号。其后法国发行的报纸仍要受到警察的限制，受行政机构的制约并负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19世纪后半叶。

直到巴黎公社被镇压后，1875年法国国民议会重新通过宪法、确立共和体制。议会制订《出版自由法》（Loi sui la liberte de la presse），并于1881年公布，其制定过程历经10年，该法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出版法”，其特点包括取消新闻的事先限制，详尽规定事后处罚两点，这部法律开创了现代新闻法的模式，集中反映了现代国家言论自由具有的问题，该法第一条规定：“印刷、出版享有自由权；任何报纸、期刊之发行，仅须向政府声明由谁负责即可。既无须事前申请许可，亦无须缴纳任何财务保证，只要向政府申报报纸、期刊的负责人的姓名。”第5条规定发行报纸不用事前认可及提供保金。第69条规定“对于印刷业、书籍销售、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规定的重罪或轻罪敕令、法律、声明、命令，不论何种内容均予废除。”

但该法保留了各种事后处罚的规定，其中包括犯罪教唆罪、误报罪、捏造、编造、虚假报道造成的侵害良俗罪、诽谤侮辱公务员罪等。《人权宣言》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是宗教上的意见——而不受打击，只要他的言论不扰乱法定的公共秩序。”第11条则进一步规定：“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应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除非根据法律决定的情形而必须为这项自由的滥用负责，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这两个条文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新闻出版自由、舆论自由和言论自由。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作为法律条款，一方面将表达自由称为人的最为宝贵的权利之一，在另一方面又将其具体行使明确限于所有公民，作为一项（自由的）人权，该权利位于理性主义时代中，个人从中世纪的宗教上合法化的社会秩序的剧痛中解放的核心，而作为一项公民的（民主）权利，它象征着从附庸地位到负责任的公民的政治解放，因此，初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法文本中的表达自由观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

对于法国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口号，马克思曾提出了质疑。他说，法人（人权）宣言中的公民权利称颂为“……与他人一起参与共同体的政治权利”，但同时将宣言中的人权谴责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的权利”、“分割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共同体”。他说：“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人权，而且是真正的，发现这些权利的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吧！这种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有同别人一起才能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须要研究的是另一部分人权，即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不同的droits de l’homme（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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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马克思的这种敏感已经预见了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和无产阶级言论自由观的一种本质性区别。

按照无产阶级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有免于外部灌输而形成他或她自己的意见并且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上捍卫这些意见的自由而不必惧怕压制。这被说成是代表了基于理性和对人的尊严的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上的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并由此构成其他自由权利的基石。表达自由因此被看作是个人隐私的本质性组成部分，它要求针对外部干预的绝对保护。国家的合理干涉的范围始自这样一点，即当表达自由直接干预了他人的权利或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明显的、直接的威胁时。按照对表达自由的传统理解，即该自由是使个人免于国家干预的自由性权利，而国家没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保障这一切权利。

按照无产阶级的观点，人权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体现，并且以“个人和没有阶级对社会主义之间利益的客观一致性”为标志，其目的不是防止干预，而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关系的集体建设。特别是就交流沟通的权利而言，其重点是放在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利益的政治的、集体化的功能上。其结果是，表达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完全作为社会主义目标框架之内政治权利而得到保障。然而，将表达自由包括在社会主义的民主进程中，还意味着国家自身承诺采取全面的措施来保障这一权利，诸如确保对出版以及印刷报纸和书籍的技术和财政支持。这应该是无产阶级言论自由与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最本质的区别。

意见与表达自由概念经古典时代的集体的“参与自由”（“Liberté－Participation”）到启蒙时期的个人的“自主自由”（“Liberté－autonomie”），再经1789年的《人权宣言》，最终到19世纪末，才真正形成一种系统观念。

表达自由的完全内容应该是指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包括“公共的”和“私下的”意见自由，“公共”并不意味着意见和信息必然是政治的，尽管政治意见自由构成了这一权利的本质性的基础方面。而表达自由的内容界定应当包括各种信息，包括事实、批评性评论和意见，更具体的应该包括任何类型的可传达的主观思想和意见，价值中立的新闻和信息、商业广告艺术品，还包括不管多么吹毛疵和政治评论、色情内容等等，但是必须将仅仅是散布信息和思想的行为与超出这一点积极地实施这些思想的行动相区别，例如建立反国家的团体以及颠覆政府的具体准备，是不包括在对表达自由的保护之内的犯罪行为。同时还包括交流沟通的形式，除了纯粹的口头交流沟通（言论、书写、电讯和新闻自由）以外，所有的视听媒介、电子和其他通讯都因此受到保护——即特别是广播和电视、电子媒介、电影、照片、音乐、绘图和其他艺术等等。所以意见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两种不同的权利，因此制定区别性规定是适当的。意见自由被说成是纯粹的私人事务，属于精神领域，而表达自由是一项公共事物，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事务形成意见和以思考推理的方式发展意见的自由，被认为是绝对的，并且与表达自由不同，不允许法律或其他权力的限制，持有和形成意见的私下自由。因此，思想自由导致意见自由，即意见能常表示着思想过程的结果。

就法理而言，应使国家避免对意见自由的任何干预，但困难的是我们常常面对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意见自由所包括领域就是复杂的，诸如国家宣传、私人广告、个人交谈论和信息对我们的现代通讯和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所散布的所有新闻、评论和信息等等。其次，是对意见自由的判断。通常，只有当违背一个人的意志或至少是未经其默示同意而对其施加影响时以强迫、威胁或相似的不允许的方法施加时，才有可能谈到对意见自由的权利的干预。寻求信息的权利在任何情况都与所有一般地获得的信息相联系，就个人数据和其他的有关一个人的专门信息而言，可以认为有关的个人有被告知这些数据的广泛权利，只要这不损害国家或私人数据库方面保密的迫切利益。但是，公开授权新闻界和电子媒介真实告知公众所有他们关心的事情，是否暗含着新闻工作者具有寻求高于和超出可普通地获得的信息的特权，有时也时很难界定的。例如，如果一个记者拍摄的示威者和警察之间暴力，冲突的影片被安全部门夺走或销毁，这是否构成对信息自由的侵犯。

对表达自由的典型限制，并不是直接针对作者而言，而常常是针对用以表达的媒介方式，比如禁止散播或输入印刷品，或绘制品，或对之处以罚金或没收，禁止上演戏剧、在集会或国会中发言等等。因为如果不如此限制，公共秩序就有可能导致对表达和信息自由的完全损毁或导致规则和例外的颠倒，所以对某一个法定限制必要性（相称性）必须提出极为严格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制定人权法、新闻法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保护言论自由，另一方面防止乱用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从一种理念到制度的确立，是法国人的功劳。《人权宣言》第十一款宣称：思想和观念的自由是人的最宝贵的权力之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不滥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表述、写作和出版。这成为其后新闻法的经典文本。

四、詹姆斯·密尔的功利主义表达自由观

自由主义思想观念被写人法律文本并非意味着问题的终结，它只是表明表达自由在此时突破了传统的自由主义自然权利观的主导，成为政治自由的主体内涵之一，而由于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界限，自由主义的发展在某个阶段难免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到19世纪，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一种完整的观念体系。自由主义（Libertarian）理论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而言论自由理论自弥尔顿（Milton）的著作《论出版自由》始，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已经形成。出版与报刊应该是自由的思想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最好的思想总会得到承认，而最劣的思想则会失去作用，自由的思想市场是个人基本的意见、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在报刊上的简单延伸。反映19世纪言论自由观念的思想家有威廉·戈德温、詹姆斯·密尔、边沁和约翰·密尔等。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把真理和虚伪放在一起，通过自由的公开讨论，有谁见过真理失败了呢？”后来约翰·密尔发挥了弥尔顿的这一思想，认为不论从哪点出发，压抑言论自由都将带来危害，如果被压抑的见解是真理，就剥夺民人们获得真理的机会即使被压抑的是虚伪的见解，也剥夺了人们通过使真实与虚伪对抗，达到更加了解真实的机会。其实，从弥尔顿的自然主义的表达自由观念到约翰·密尔的理性主义的表达自由观念，中间经过了一个詹姆斯密尔的功利主义表达自由观念的重要过渡过程。

詹姆斯·密尔是英国思想史上一位不易被注意到，却又不可或缺的人物。詹姆斯·密尔是英国的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小密尔踏上学术之途正是受其父的影响，包括其自由主义观念的建立。詹姆斯·密尔被认为是十八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而且全然不为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潮流所动，像他的老师边沁以及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他把人当作自然对象，认为对人类的系统研究——可以遵从类似于动物学、植物学或物理学的路线——可以且应该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之上。他相信他自己已经掌握了关于人的新科学的原则，他坚信任何按照这种新科学教育出来的人、被别的有理性的存在物培养出来的理性存在物，都因此能够抵制无知与邪恶——思想与行为中最大的非理性根源，两个真正要对人类的不幸与邪恶负责的东西。詹姆斯·密尔培养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将其与别的较少受到理性教育的孩子相隔离，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因而成了他唯一的伙伴，这个孩子五岁会希腊文，九岁会代数与拉丁文，约翰被父亲精心调制的智识膳食所喂养，自然科学与古典文学得到很好的调配，他不容许接触宗教、形而上学、诗歌；边沁认为这些东西是人类愚蠢与错误的汇聚，音乐是唯一允许他自由地沉溺于其中的艺术，可能是因为它被认为不太容易会错误地表现真实世界。这个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约翰·密尔在十二岁的时候，便拥有极端博学的三十岁人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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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沁是詹姆斯·密尔的老师和朋友，边沁无疑对詹姆斯·密尔产生了重要影响。边沁认为，“新闻自由和公开讨论的自由”是“善的政府”的必要条件，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做两件事：首先，创建一个基于法律和自由市场交换的公民社会，给公民带来幸福的政府；其次，该政府旨在保护公民不受强权政治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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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选举自由，选民的意见也不能有效地得到表达，如果缺少连续的新闻自由，定期的选举将会像一个“一年中有八个月把猎狗锁起，而将羊群交给狼进行管理”的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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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詹姆斯·密尔认为，媒介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工具，有必要为此重新加以定义。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媒介不仅是保护权利的一种工具，同时也对权利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侵害。如果将“自由”的意义考虑在内，媒介所产生的侵害无外乎以惩罚的表现形式存在的。如果考察詹姆斯·密尔关于媒介可以作为侵害工具的思想来源，我们可以看到他深受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同时继承了洛克、斯宾塞等人的部分思想传统。事实上，边沁的思想在詹姆斯·密尔的诸多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同时，在这篇文章中，密尔将“个人”和“财产”的概念引入媒介权利侵害的解释之中，并从法律的角度考虑，主张建立一种像惩罚偷盗或杀人行为那样的一种法律的体系来对权利侵害行为做出惩罚的具体规定。此外，詹姆斯·密尔还讨论了媒介在个人名誉和政府利益之间的协调。他认为，媒介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应该受到限制；如果政府通过媒介使个人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就应该对这种损害行为进行赔偿。同时，他还提出，应当建立一套法律的条款来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到媒介的侵害。对不构成惩罚标准的情况下，劝诫是必要的操作行为。为此，詹姆斯·密尔为政府通过媒介所造成的侵犯和赔偿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选择。这里，他仍然将媒介作为一种工具来理解。詹姆斯·密尔强调教育的功能，并将他对教育的一贯信任带入出版自由的讨论中。他认为，知识在出版自由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管制的问题上，通过教育的途径来实现的出版自由比其他方式对公众更加有利。从他的政治著作中可以看到，在詹姆斯·密尔的思想中，融入了存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工具理性等的一些因素，他的贡献在于将这些因素加以分解并应用到对媒介、出版自由的讨论中去，虽然在他的出版自由的讨论中尚未形成体系，但却对二十世纪的关于自由的讨论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五、约翰·密尔的理性主义表达自由观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言论自由信念，主要反映在《论自由》（On Liberty）中，成为19世纪欧洲言论自由理论的经典阐述，也成为英国言论自由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论自由》一书里，全面论述了封建专制的严重危害，以及言论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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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学者，密尔是一位看重传统的人。

密尔自己就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归于古希腊人。就思想渊源而论，密尔仍然承建了弥尔顿的言论自由观，即只有通过自由而公开的讨论，才能接近真理，而要提高人类的理解力，分清真理与谬误，只有在自由而公开的市场上让思想通过讨论进行竞争，达到一种理性的表达自由境界。1895年，密尔发表了《论自由》一书，他继承了J.弥尔顿的思想，在书中主张“少数者权利”及“言论的自由市场”。他的思想和主张对美国及法国的言论自由的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就思想背景而言，密尔的自由理念是其幸福观的内核之一，而其幸福观的建立显然受到其师边沁的影响。密尔大致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倡导自由：没有自由，真理就不会被发现——我们既不可能“在思想中”也不可能“在生活中”进行那些惟一能为我们揭示新的、意料不到的，使快乐最大化并使痛苦最小化的方法的实验，而快乐的最大化和痛苦的最小化正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自由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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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密尔的自由主义观念是建立在其功利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密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其出版于1861年的《功利主义》一书。该书密尔阐述了功利主义原则，即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高道德准则。密尔的这一思想源于边沁和他自己的父亲詹姆斯，而其父又曾受到了霍布斯、休谟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斯的影响。在保持这些传统功利主义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密尔对这一哲学思想加以人性化的阐述。

密尔提出一则道德原理，即认为行为与其带来的幸福程度成正比。每个人的利益是对其个人而言的幸福，而按照密尔的观点普遍幸福就是对于全社会的利益。这一观点曾受过很多批评，但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成为当今我们所知晓的许多社会理论的奠基之石。

功利主义的两种类型是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认为一个人要试图决定应该做什么事情，就需要考虑在一定情况下哪一种行为能产生最大幸福或利益。在这其中并无规则可循；每件事都是视情况而定的。但是，在源于密尔的规则功利主义观点看来，人们是根据能否为每个人谋求最大幸福的规则来决定应该采取哪一种行为的。事实上，在边沁与康德之间还有一个模糊的范畴，这便是第三种功利主义，即普遍功利主义。问题就在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进行一种行动会对全社会的利益造成什么影响。

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认为，道德是完全与任何从自我或者从他们那里获取幸福与喜悦的渴望分开的。一种道德格言或规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道德是约束我们无条件地遵守一种最高规范。康德视这种以原则为导向的道德为一种基本自由，例如，当一个新闻记者对一种格言或道德准则富于责任感时，他会脱离于所有的自然动机和考虑因素，他的意志会以一种道德相对论和预测后果的不断的因循守旧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束缚住他（她）。

当一种最高准则，被自由地、理性地接受时，意志会解放并且引导他们的道德行为。如果人理性地遵从他们接受了的原则，他们就是道德的；如果没有，他们则是违背道德的。就这么简单。康德相信，还有别的各种准则，称为“假想性的准则”，但这些准则必须有一些特殊的结果，对于康德，它们从本质上说是注重实效的，而非道德的。

绝对责任是指无视代理商的特殊要求而应该做的责任。举例来说，这种责任约束人，因为它是被理性和自由地接受的。这些道德权利源于康德的绝对规则，他相信所有的理性之人都能接受的准则。这也是一种超级格言或准则（参见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

康德也推崇人就是人，他的直言律令的第二种陈述要求每一个人应该被看作一个人，而不是某种手段（使用）。对人的根本性尊重，人的尊严的真实价值，支持以下的理性格言：它们是康德伦理学（道德）系统的基石。康德相信道德的尽善尽美是一种和法律无关系而非仅仅无私的忠诚。这意味着一种失去光泽的无私，源于一种对自我满足或者对推测别人的关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康德是一个道德的革新者：他的形式主义的伦理学大概是第一个推荐一种不妥协的自我牺牲的哲学。他的观点是别的伦理学家事实上正在谈论语用论和陷入合理化，而不是道德学。

应该说，密尔是将边沁和康德两者的功利主义观点相结合，并将其普遍化了。按照密尔的看法，不管幸福是什么，它都不是边沁所认为的那样：因为边沁对人性的理解明显是狭隘的、根本不合适的；他对历史、社会、个人心理学没有任何想像性的把握；他不理解是什么东西且应该使社会连接在一起——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他意识不到荣誉尊严、自我修养或对美、秩序、权力与行动之爱；他只理解生活的“事物”的方面。所有这些目标（密尔正确认为是核心性的）只是唯一普遍的目标即幸福的手段吗？或者它们是幸福的亚种？密尔从未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他说幸福，或功利，不能用作行为的标准，这就一举摧毁了边沁体系中的最自大的主张，其实也是其核心学说。“我们认为”。他在论边沁的文章（在其父去世后才发表）中说，“功利或幸福是一个太复杂或不确定的目的，除了以许多一级的目的为中介外难以追寻；而关于这些次一级的目的，那些在终级标准上存在着差异的人们，可能且往往存在着一致意见，这对于边沁是简单而确定的；但密尔拒绝边沁的公式，因为这个公式建立在一种关于人性的错误观念上，在密尔那里它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因为他在其中加进了很多实际上人们因其自身之故而追求的不同（也许并不总是不相容的）目的：爱、恨、公正、自动、自由、权力、美、知识、自我牺牲的需要；对于这些目的，边沁要么无视，要么将其错误地归类为快乐
⑴

 。

在密尔的著作中，“幸福”常常意味着某种与“一个人的愿望的实现”类似的东西，而不管愿望是什么，这等于是将这个词的意义扩展到无意义的地步，词语依旧，但是精神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边沁那种老式的、实际的观点已不复存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幸福不再是行动的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标准，它就没有意义，就像它想取代的那些“超验”直觉论者的妄想一样毫无价值。密尔补充说：“当两种或两种以上次级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对某种第一原则的直接诉求将成为必需。这个原则就是功利，但是他并没有指出这个概念在抽干了它的老式、唯物主义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还如何使用
⑵

 。

密尔在《论自由》中强调了个人表达思想的自由的重要性：“如果全人类除一个人意见都一致，而只有一个人持有相反的意见，那么全人类要压制这一个人的意见，并不比这个人如果有力量来压制全人类更为合理，如果意见仅仅是一种除了本人以外毫无价值的个人所有物，那么阻挠人们的享用，仅是伤害了私人，至于伤害了几个人或是很多人，倒是无法区别的。但是压制表达意见的特别罪恶在于这是对全人类的掠夺，对于后代和当代人，对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特别是对于不同意见的人，都是一种掠夺，如果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就被剥夺用这错误来换取的机会；如果是错误的，他们就失去了几乎同样大的好处，那就是通过和错误意见的斗争，真理就会被理解得更明确，印象也会更生动。”
⑶



对于交往和态度，密尔相信深刻地坚持一种意见就是将我们的情感投入到其中。他曾经宣称，当我们真正执著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念的人。他宁愿要这种情绪也不要冷漠的性情与意见。他并不要求我们必然尊重别人的意见，恰恰相反，他只要求我们试图理解与容忍它们；仅仅是容忍——不赞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轻视，但是容忍，因为没有信念，没有某种情感，他认为，不可能有深刻的信念。而没有信念，也就不存在生活的目的，于是他自己曾经面临的可怕的幻灭感就会来到我们面前。但是没有宽容，理性批评和合理责难的条件就会被摧毁。他因此强烈呼吁理性与宽容。理解并不必然导致谅解。我们有可能带着激情与仇恨争辩、攻击、拒绝、责难。但是我们不会压制或者倾轧：因为压制与倾轧将毁灭善恶，这等于是集体性的道德与理智自杀。怀疑地尊重我们反对者的意见在他看来似乎要好于冷漠与犬儒主义。但是即使是冷漠与犬儒主义态度，其危害也要轻于不宽容或扼杀理性讨论的，强加于人的教条
⑴

 。

密尔认为，每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应该享有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而对于思想，意见是否正确的判断，永远是相对的。事实上，从弥尔顿到赫尔姆斯，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是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判断原则的优越性以及真理若不受约束即能战胜一切的原理，其口号是“自我校正过程”和“观念的自由市场”。“这个理论是民主的巨大进展的一个构成部分，其结果是人类幸福的巨大增进。”
⑵

 受边沁和其父詹姆斯密尔的影响，密尔也是从实用主义观点来考察权威与自由关系的。自由作为一种基本权力，其底限是成年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在行使这种自由时不伤害别人的同样的权利。

密尔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为最大多数人创造幸福，维护幸福，增加幸福，一个最美好的社会就是其中最大多数的人享受着可能有的最大限度的幸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给予其成员以自己去思想和行动的权利。对此，密尔界定了表达思想自由的两个基本要件：首先，如果我们压制某种意见，那就等于压制真理。其次，错误的意见可能包含着为发现整个真理所必需的那一点点的真理。第三，即使大家接受的意见是全部真理，但是他们往往习惯于作为一种先人之见而不是在理性基础上来掌握的，除非他们被迫来维护这种真理。第四，如果大家接受的意见不是常常和别的意见发生争执，就会失去活力，对于行为和性格不起作用。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的下面一段著名的引文中强调了个人表达思想的自由的重要性。“如果全人类除一个人以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一个人持有相反的意见，那么全人类要压制这一个人的意见，并不比这个人如果有力量来压制全人类更为合理。如果意见仅仅是一种除了本人以外毫无价值的个人所有物，那么阻挠人们的享用，仅是伤害了私人，至于伤害了几个人或是很多人，倒是无大区别的。但是压制表达意见的特别罪恶在于这是对全人类的掠夺，对于后代和当代的人，对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特别是对于不同意这种意见的人，都是一种略夺。如果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就被剥夺了用错误来换取真理的机会，如果是错误的，他们就失去了几乎同样大的好处，那就是通过和错误意见的斗争，真理就会被理解得更明确，印象也会更生动。”
⑴



密尔认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窒息的意见是谬误：即使我们确信，要窒息它也仍是一个罪恶，权威压制某个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权威者“不是不可能错误”，对任何意见的十分确定性正是人们易犯错误之一
⑵

 。如果全体人当中除一个人之外都持有相同的意见，仅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那么，人类要使那一个人沉默更称为正当。迫使一种意见不能发表是“特殊罪恶”，“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
⑶

 我们永远不能确信试图压倒的意见一定是谬误；即使确信它是谬误，压制它也仍然是罪恶。因为“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被未来时代所排斥，其确定性正像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
⑴

 。那么，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取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正是通过言论自由的对立争论状态，真理获得发展。所以在密尔看来，意见的被压制，实质就是真理的被压制，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可能包含有发现整个真理所必需的那一点点的真理。密尔一方面反对意见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反对意见的强加。他认为对发表意见的限制不仅仅是来自政府，同时也来自社会上多数人不能容忍的非传统见解。

密尔用这些关于自由的一般观点说明特殊的表达思想的自由时，提出了四大论点。首先，如果我们压制某种意见，那么就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来说，就等于压制真理；其次，错误的意见可能包含着为发现整个真理，但是他们往往习惯于作为一种先入之见而不是在理性基础上来掌握的，除非他们被迫来维护这种真理；第三，如果大家接受的意见不是常常和别的意见发生争执，就会失去活力，对于行为和性格不起作用；第四，表达自由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应是允许一切意见自由的发表，但在方式上需要有所节制，即不要越出公开讨论的界限，而且公开讨论也需要具有公正性，非情绪性。

密尔认为，压制意见表达的特殊罪恶在于，它正在对全人类进行掠夺，对后代的掠夺与对现存一代的掠夺一样，而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掠夺甚至超过对持那个意见的人掠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更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就失去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产生出来的，对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因此，出版自由一直被视作一个自由和理性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竞相揭示不同的观点，会最接近于真理；社会的进步，将有赖于有权选择和能够知道其成员渴望什么。真理、福利和自由肯定是相伴而来的；对刊物的控制，最终只能导致非理性或专制。虽然它在短期里似乎是有理的。

在承认出版自由的社会里，答案一直只在一方面，使报纸摆脱事先检查制度，但另一个方面要对其侵犯他人的权利或社会的合法要求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对个人的（名誉、财产、隐私和道德的）保证，对各群体和各民族以及国家安全的保证，有时比基本的出版自由价值更加重要。

在体现出版自由的制度性结构中，也已出现了许多困难，在许多环境中，新闻出版自由（press freedom）已成了与财产权等同的东西，被用来指不受政府约束和干涉地拥有和使用发表工具；相应地，出版自由（freedom to publish）被视作一种财产。正如格拉塞（Glasser）所说：报刊自由和报刊责任位于一个连续的相反的两端，因为责任通常包含着承担义务，也因为自由论的实质是否认义务，所以“责任的报刊”（responsible press）就被视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出版自由思想是无法压制的，它为抵制检查制度、许可证制度、政治控制以及防止妨碍记者报道不受欢迎的意见、告诉真相或拒绝说谎，设置了一道牢固的防御工事。

对于密尔，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其一，密尔不像洛克那样相信绝对的言论自由，他认为，如果言论有碍于社会，则应对其加以限制。其二，密尔重视言论自由并认为其对好的政府非常重要，认为言论自由与好的政府同样有价值，因为它对于好的政府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其三，密尔自由原则只适用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社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才能理性地行使自由。其四，密尔相信只有通过自由的言论，才能全面实现人的价值，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通过提供更多的行为方式，言论自由能帮助实现人的普遍利益。

本来，表达自由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不应该有那么多复杂的讨论，但因为政治理念、政治制度的不同，尤其是社会不平等的事实长久存在，表达自由一直成为并且还将继续成为一个话题争论下去，这其实非常无奈与可悲。

当我们回顾人们追求表达自由的理想观念时，应该记取那些历史上的先驱者，尤其是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是从弥尔顿到约翰·密尔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份文献在汉语学界一直未受到重视，包括在一些重要的西方思想史、传播史的研究专论中都只字未被提到，形成研究的断层。译者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详加注释，并附相关研究补充，将这一长文全方位地介绍给读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我也很高兴地写出这篇长长的序文，向读者们隆重推荐，也很高兴为译者的充满艰辛与快乐的工作，尤其是这本译作的学术价值作一个见证。

2008年9月4日于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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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一、基础导读

表达自由的思想发端于近代英国，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近代英国有关表达自由的论著中，有两篇直接以“论出版自由”为题的文论尤为重要。一篇是弥尔顿（John Milton）1644年发表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说，另一篇就是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于1811年发表的《论出版自由》。两篇文论相隔160余年。

17、18世纪的英国社会，正处于在革命中实现转型的动荡时期，也是英国政制模式逐步确立的时期，紧随其后的英国宪章运动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表达自由最主要的存在形态——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在重重矛盾和冲突中逐步获得宪法保障，在逐渐摆脱政府强制审查与惩罚的诉求中发展起来，而这两篇直接以“出版自由”为题的文章，为后人提供了看清英国表达自由发展脉络最为直接的依据。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在国内早有译介，并有着不同的版本，广为流传，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引证材料，但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却鲜为人知，就连詹姆斯·密尔本人也极少有人了解，这构成了我们在西方表达自由思想研究中的一种缺憾。

若将思想还原至历史语境，可以发现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使某些思想在传递过程中发生了奇妙的断裂；二是詹姆斯·密尔本人的写作文风使得他的文章晦涩难读，这为其思想的传播，尤其是需要语言转换的传播带来障碍。第一个原因或许可以追溯到辉格党随后在英国较为长久而有力的统治对不同意见的压制，追溯到英国当时的知识普及局限，追溯到当时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和社会动荡，个中原因既有影响思想传播的外部动因，也有思想本身的内部张力，而这些是无法在这篇幅有限的序言中予以详细探究的。至于第二个原因，在译者对詹姆斯·密尔表达自由的思想集中关注和研究的三年以来，一直有将这篇《论出版自由》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愿望。然而，由于翻译的难度，时至今日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这篇文章虽非鸿篇巨著，但作者文笔的晦涩和拘谨的表述方式，使得翻译工作步履维艰。目前的译文中可能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谅解与指正。然译介，尤其是对经典的译介，目的仅有一个，即让更多人分享有价值的思想。这也是本书所倾力追求的。

成形于近代英国的表达自由思想体系，随后在整个欧洲和美国的理论与实践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⑴

 。尤其从政治哲学和法律角度来看，近代英国的表达自由思想为西方自由和民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⑵

 ，为以人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哲学发展提供了依据。因此可以说，对西方表达自由的关注也即对人类社会生存状况与共同理想的关注。

在对表达自由传统的关注中，英国近代的表达自由的思想无疑是最根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其中贯穿着近代英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种种学说理论，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功利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集大成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这一传统人所共识的代表性人物。然而，从表达自由思想的视角来看，还有一个人尤为重要，此人就是边沁的好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如果忽略了他，我们对表达自由思想的英国传统的理解就会有失完整，这也是翻译其表达自由思想的代表作《论出版自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詹姆斯·密尔之前，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政治自由的重要阶段。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为主要任务，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以便跻身于统治者行列。政治自由是资产阶级参加政权、执掌政权的重要条件，是17世纪资产阶级要求的基本自由。18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自由主义的发展也随之步入经济自由的阶段。此时，已经获得了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执掌了国家权力，正在努力发展自由经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变革，促使詹姆斯·密尔站在国家经济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角色和个人的自由权利。他的思想形成并建立在经济放任自由原则的基础之上，将表达自由置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相异相交的范畴内加以考察，并从立法的角度着重讨论了表达自由的限度问题。

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成文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特殊历史阶段，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思想正在从萌芽走向逐步成熟。由于17世纪早期欧洲各国频频不断的革命，整个欧洲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都日渐强烈，这使得自由主义在当时不仅成为一种政治信条，同时也成为一种经济信条和哲学信条。在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政治自由，掌握了国家权力。它们努力洗清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余，建立自由发展的经济关系。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不只是‘一个政党的信条……一种舆论氛围’……在英国和法国，它实际上实现了其政治目标。虽然速度慢且不尽完善，但自由主义的、立宪的国家发展成型，体现了根本的自由（舆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及议会自由，个人的自由以及选举权逐渐扩大）。”
⑴

 表达自由在此时突破了传统的自由主义自然权利观的主导，成为政治自由的鲜明旗帜。但由于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界限，自由主义的发展在某个阶段内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就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的那样，“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前半期，自由主义充当了一个新的阶级——商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一个屏蔽”
⑴

 。

到了19世纪早期，欧洲经历了重要的政治性历史转折。“为了反对拿破仑，民族反对派与自由反对派结成了联盟，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也同时展开了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人们当时并不清楚地知道，在实现了复辟的国家中将会采纳何种政府形式。”
⑵

 当时的欧洲社会，在经历了18世纪到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意大利、西班牙、普鲁士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后，这些国家都逐步建立起各自的政治体制，而英国也在整个欧洲的注视中建立了英国的议会模式。政府形式、政治体制，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公民选举权和表达权等权利形式的保障成为整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詹姆斯·密尔和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对国家功能和个人自由权利进行审视，推动了自由主义理论在19世纪为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并指引了整个领域的发展方向。

“17世纪中期既大大变革了英国的政治，也大大改变了英国的思想，然而却与内战以前的时代保持着不间断的连续性。”
⑶



从形成理念的哲学本体来看，詹姆斯·密尔的表达自由的思想主要建立在两种哲学基础之上，即英国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和功利主义哲学。他的表达自由思想，其本体论（或者说，报业权利理念）建立在两种英国哲学传统基础之上：其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古典哲学；其二，是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哲学。生活在从传统的古典哲学向功利主义过渡时期的詹姆斯·密尔，其思想的形成同样具有融合与过渡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继承了古典主义哲学中关于权利的基本理念，并在功利主义哲学中对此加以发扬和适时的改进，这种有机的结合可见其《论政府》、《论法制》和《论表达自由》等具体文章。应当说，密尔的表达自由思想是对洛克等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继承与修正。他在《论出版自由》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些影响20世纪表达自由发展的核心理念，其中某些理念成为后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关理论的争论基点。

在英国的古典哲学中，洛克（John Lock）的哲学思想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的学说超越了同时代英国的政治讨论，为美洲和法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政治思想的基础，并于18世纪末的两次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洛克学说中为捍卫个人自由、个人同意以及自由获得并享有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抗争的思想，在这两次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洛克学说中的许多务实的精神和宗旨大多传给了功利主义，同时他本人也认为公共利益必须从私人幸福的角度加以考虑，坚信自由主义能够去除政治弊病。洛克的学说中体现着强有力的法律观念，他强调以法律规范政治自由。洛克认为，法律是自由的保障，自由是法律的目的。“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暴力，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可能有自由……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⑴

 虽然对自由范畴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洛克关于“法律是自由有力的保障”的思想，在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中得到鲜活的再现。

詹姆斯·密尔继承了洛克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坚定不移地主张个人自由，这也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但同时，詹姆斯·密尔在《论出版自由》中还特别强调了对个人自由权利侵害的关注，他的论述中涵盖了洛克和弥尔顿没能回答的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对政治自由真正的威胁？公民、政府和出版业的关系是什么？侵害的动机以及如何控制侵害？等等。他对自由的理解和解释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20世纪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给出的解释。

相对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来说，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具有历史推进意义。后者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将出版自由置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即便当时还没有明确使用这两个概念）两个范畴加以考察。尤其是在对出版侵害问题的讨论上，詹姆斯·密尔将出版侵害分为关于个人的出版侵害和关于政府的出版侵害，即将侵害的范畴分别在个人和政府两种不同的领域中进行讨论。关于这两个领域内出版侵害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相关理论，包括今天新闻自由理论的相关核心原则。

詹姆斯·密尔细致地划分了出版侵害的范畴，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动机分析，并提出了防止出版侵害的方法。他主张，个人的意见应得到充分的表达，并应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个人表达意见的权利不受侵害。对于政府来说，讨论自由是维护政府正常运作、推动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要依照不同情况对侵害政府权力的出版行为进行详细分类，而不可一概而语。总体而言，詹姆斯·密尔是站在个人权利立场上的表达自由维护者，是表达自由忠实的维护与推进者。

从表达自由思想的发展史来看，这篇《论出版自由》在表达自由同政治、法律和心理学的特殊关联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可以看作是表达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发展和在法律领域获得保障的要求。同时，文中对出版侵害动机的心理学分析也为这两个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

詹姆斯·密尔的“表达自由”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主要是指他对政治表达的申辩。他主张，对统治者行为的自由指责是对公民利益的必要保障，其字里行间都可见作者对权力滥用的重重忧虑。詹姆斯·密尔主张自由的政治表达，强调媒体在政治表达中的作用。他认为，尤其是在选举权的问题上，赋予公众使用出版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尤为重要，其理由是出版是公众获得良知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公民的良知是做出“好”的选择的先决条件。他反复强调，公众将“选择的权力”交给任何人都是极为危险的。从他对政治表达的积极维护来看，詹姆斯·密尔在继承弥尔顿的自然权利观和洛克思想的同时，在权力与权利对抗性的思辨中，对表达自由进行了政制范畴的推进。正因如此，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可以说是英国近代关于政治表达文论的典范，它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自由与民主的内在矛盾问题，为近代议会民主范式转型提供了依据。

关于权力制衡和立法制约的思考
⑴

 ，促成了18、19世纪代议制民主形式在欧洲和北美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以18世纪英格兰启蒙运动思想领袖休谟（David Hume）、弗格森、亚当·斯密、伯克（Edmund Burke）等和18、19世纪法国的贡斯当（H. B. Constant）、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为一路，以边沁、詹姆斯·密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一路，以18世纪后半叶的美国为一方。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詹姆斯·密尔超越了同时代的理论家，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媒体的权利侵害与保障、报业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等，在20世纪成为自由和民主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詹姆斯·密尔虽没有能够像20世纪60、70年代的许多学者那样，提出传媒的获取与使用概念，但在他的《论出版自由》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极为类似的观点。

詹姆斯·密尔强调公共讨论自由的重要性，并为讨论自由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

讨论自由是指平等地表达和讨论主题相关的所有意见的权力，和通过任何作者认为合适的媒介将讨论意见推荐给他人的权力。在意见的表达上，如果只为某种观点的表达设置了障碍，或只为某种观点的表达提供了方便，而其他观点没有，那就是不平等的。讨论自由就会遭到侵害，真理就不能自我证明。如果错误的一方占尽优势，真理就会失去在公众间广泛传播的机会。

他给出的结论是：“出版自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它，良好的政府就得不到保障。”20世纪的学者欧文·费斯（Owen M Fiss）将公共辩论看作是一种公共自由，获取与使用传媒的自由或权利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权利，是为了个人的自我表达，不如说是为了保障与推进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公共辩论领域。他还进一步指出，言论自由通过公共商议的过程来培育民主
⑴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詹姆斯·密尔的著作中，关于讨论自由的论述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密尔所处的年代是英国宪政的形成时期，在这个过程的初期，社会意识和规范并不能达到他所提出的理想境界。

权利侵害被作为《论出版自由》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提出。针对这一问题，詹姆斯·密尔主张建立法律的框架对出版自由加以规范。这或许是受到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思维的影响，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边沁立法原理的推广。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密尔不像边沁那样有着严密的法律推理能力，他的思维更像一个哲学家。从他著名的《英属印度史》（1818）和《对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1929）来看，的确如此。然而，在他的《论政府》、《论法制》和《论出版自由》中，除了优秀的思辨能力外还表现出严谨的法律风范。在《论出版自由》中，他主张对政府权力滥用所带来的出版侵害予以详细审查，并应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惩罚条款，使受害人得到补偿，并以此来限制和防范侵害行为的发生。密尔关于表达自由的法律思考为欧洲和美国的宪政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石。我们可以在20世纪及以后的重要文献
⑵

 中看到他思想的影子。在密尔的论述中引人了“个人”、“财产”和“诽谤”、“规劝”等概念，强调了法律对公众“知情权”保障的重要性，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隐私权”的问题，这正呼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英国普通法中没有隐私权的状况
⑴

 。

詹姆斯·密尔关于权利侵害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侵害动机的角度提出了防范侵害发生的途径。他对出版侵害的动机分析从实践的角度运用了犯罪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是对表达自由权利保障颇有见地的探索分析。在对个人对他人侵害动机的讨论中，密尔将动机分为三类：金钱利益动机、竞争动机和报复满足动机，并对这三类动机的产生以及不同情况下的存在机会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并用法律机制作为补充，探讨制定防范侵害的方法。同样，在对关于政府的出版侵害讨论中，他试图建立一种能够抵消侵害动机的动机，主张针对不同情况下的侵害制定适度的惩罚，保障个人自由表达权利，并从心理层面防止日后类似侵害的发生。从对功利主义的运用来看，他援引了边沁关于“苦乐是人们行为动机”的观点，指出应制定明确的惩罚措施，即制定法律来规定表达自由的限度，以免带来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这些措施应能使政府或个人充分认识到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以达到趋乐避苦的效果。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法制》中，对制定法律和确定侵害的赔偿作了详细的说明，这篇文章也是《论表达自由》中关于“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观点”的重要理论依据。

此外，密尔的论证中还隐含着表达自由与其限度的深刻冲突，他强调舆论在意见形成中的重要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在公众头脑中建立起正确的意见：应形成反面意见的时候形成了正面的意见，这跟在应形成正面意见的时候形成了反面意见是同样有害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结果都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要以惩罚的方式防止其一的发生，另一方面也一样。”

但是，他同时主张，即使反面意见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也应允许其存在。只有意见的完全自由，才能保障公正的言论秩序。这一观点与主张意见自由交流中的自发调节功能的意见自由市场理论有着某种相近之处。

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内在矛盾。根据霍尔姆斯大法官的关注点，即“个人可以反对国家的思想，但国家不可垄断社会”的意见来看，他的观点与詹姆斯·密尔有着极大的接近性。而詹姆斯·密尔甚至对其中的具体问题，如“不违反真实性的非难是否应算作出版侵害”
⑴

 等进行了辩证的分析。随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议题，以功利主义的视角论证表达自由，这也就成为20世纪表达自由发展范畴的主要导向。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宪政的主要观念与制度模式都起源于英国。宪法的财产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原则、有限政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都是从英国宪政经验中得出的。詹姆斯·密尔生活在英国宪政思想确立的时代，表达自由思想正经历着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的《论出版自由》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密尔在这篇文论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当代表达自由领域中许多的核心讨论，如意见自由市场、公共领域的话语程序、媒介使用与获取理论等，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其论证为表达自由获得宪法保障提供了理论基石，深刻影响了表达自由于20世纪在欧洲和美国的发展，包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些相关理论。詹姆斯·密尔从个人和政府两个维度探讨表达自由问题，认为出版自由是防范政府权力滥用、保障个人权利、推动代议制民主的重要途径；他将这一问题置于政治和法律的框架内分析，采用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具有独到的价值。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应当说，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历史文献。他的表达自由思想对于回答当代自由主义发展中的一些困惑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下文将从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所处的困境来考察詹姆斯·密尔对表达自由思想的逻辑建构意义。

二、深入思考

詹姆斯·密尔的表达自由思想与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是根植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内部的，并在实在的矛盾与冲突之中显露出来的。他从自由主义内部对“公民权”、“民主”、“侵害”、“惩罚”、“补偿”等一些问题的探索和讨论，在今天的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政治哲学家那里仍处于困顿和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在对媒介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中，忽视詹姆斯·密尔的表达自由思想无疑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表现出不完整性。

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在当代自由主义理论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⑴

 。当代有关自由主义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罗尔斯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可以说，他的理论支配着当代自由主义的辩论话语
⑵

 。罗尔斯以正义、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当代语境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也把作为自由主义基本依据的原则理念带入重重困境之中。我们要理解罗尔斯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诸种观点，首先应理解他所回应
⑶

 的功利主义理论
⑷

 ，进而从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来看，理解作为“功利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功利主义表达自由思想”也非常必要。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往往针对边沁、亚当·斯密和约翰·密尔等人；然而，在分析自由主义之功利主义理念时，詹姆斯·密尔是功利主义理论路径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他对功利主义理论在政治、法律以及表达自由方面的主张恰恰说明了罗尔斯以指摘功利主义理论之缺陷的方式，和其试图跳出功利主义的框架、建立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途径的正义理论是多么的徒劳。回顾近代表达自由思想的进路，詹姆斯·密尔似乎能够为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一）困境中的当代自由主义理论

1．社会正义、平等原则vs.自由主义：罗尔斯的两难选择

如果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支配着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
⑴

 ，那么他对自由主义近代重要哲学基础之一的功利主义的批判，即可被看作把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拖入困境之起点。他在《正义论》中提出平等和正义的理念，对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总结了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基础三个方面的缺陷：⑴忽视了个人的道德价值与自然权利，忽视社会中个体权利的不可侵犯性；⑵将个人的选择原则扩展到社会，否认社会选择原则本身所具有的原初契约性质；⑶功利主义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较之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义务的理论存在缺陷
⑵

 。罗尔斯的批评甚至得到了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自由主义批评家的支持，他们认为功利主义无法论证个人权利，它可能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而这种行为将导致不自由的结论。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指责的主要理由是：功利主义强调后果原则，不能坚持绝对的个人权利，因而无法真正维护个人利益。如果将他的这一理由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批判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也正是哈耶克批评功利主义的理由，只是从一个全然相反的方向出发罢了。哈耶克认为，功利主义企图以个人快乐和个人利益建构社会政治制度的做法，犯了建构理性的错误
⑴

 。而哈耶克的这一理解恰恰促成了他思想中致命的内在冲突，在讨论自由主义时，将所谓“演进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与“构建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对立起来，从而将英国式自由主义与法国式自由主义对立起来。而罗尔斯因之所坚持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下的个人自由原则，也正成为社群主义者对其理论攻击的标的。在社群主义者看来，罗尔斯关于原初状态的描述以及关于在“无知之幕”下构建正义社会的理论，反映了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些基本特征，暴露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根本缺陷。社群主义者这里所指的根本缺陷直接指向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特征。而个人主义中所包含的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原则、“公民权”的概念，以及对个体的权利、价值、尊严和利益的强调，也正是自由主义一切理论建构，包括表达自由理论，所依据的根本价值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关注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强制权利的管辖范畴，从而为个人提供较大的活动空间，而基于民主理念的民主主义强调的是由公众或多数人控制乃至行使政府权力的问题。于是，“公共权力”的行使成为西方一些极端论者将自由价值与民主理念对立起来的重要分界
⑵

 。而罗尔斯的理论本身正是基于“公共权力”解释的对那些可以满足大众理性需求的共同政治问题的关注
⑶

 。

罗尔斯试图通过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建立一种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观”，试图厘清其他政治价值基于正义原则的要求，试图回答一个宪政民主社会中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应当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社会合作？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所提出的宪政危机，而他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解释如何判定宪政危机。他试图建构一种“无知之幕”下纯粹的个人权利，用平等的正义观促进自由主义的转向，却不经意间将自由主义带入自由价值与民主理念相悖的论争；他试图对功利主义的普遍性的民主理念进行批判，却忽略了功利主义法学家早已设定的正当性标准与制度规则，使论争表现出内在的理论冲突。这些，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正义”范畴从《正义论》中涉及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到《政治自由主义》中仅将其规定为一个政治概念这一缩水过程的内因。以当代视角来看，罗尔斯在公平正义原则与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批判中进退两难，他所引以为据的一些重要观点甚至未能跳出功利主义自身所设定的框架，而由此所导致的理论困境也只能置于功利主义的框架中才能得到解决。后文中将以功利主义思想家詹姆斯·密尔的表达自由主张为据，对此加以进一步阐释。

2．理性内化vs.外在强制：自由权利与政治、法律制约的关系困境

罗尔斯在讨论“理性”与“合理”之区分时，认为“理性的个人不是由普遍善本身所驱动的，而是由一种社会世界本身的欲望所驱动的”
⑴

 ，从而赋予“理性”以交往行为的意义。萨缪尔·弗里德曼在这一问题上也进一步指出，“理性与合理之间的进一步基本差异是：理性是公共性的，而合理性不是”
⑵

 。罗尔斯将“理性”置于一种公共交往的社会框架中考察，从自由主义批判角度为表达自由思路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他意识到这一公共交往的框架之中存在着基本的价值冲突，并指出可以“从一种完备的道德学说内部出发来描述这一过程”
⑶

 。在这一点上，他实际上同他所批评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主张的个人道德责任感的培养观点存在一致性。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强调“个性”和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主张只要个人行为不伤害他人利益，他人以及社会应当容忍、接受这些行为
⑴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主张建立在个人主义承认所有人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要求个人尊重他人的利益与权利这一基本假设之上。这一假设强调的是个人将道德原则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为，而非外在的强制力量。然而，恰恰是由于强调道德是个人的选择，个人在选择道德的同时实际上是将社会道德责任感赋予了个人。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始终未能走出个体自由的内在力量与政治法律外在力量博弈的悖论。据此，罗尔斯所引导的当代自由理论就面临以下问题：将个人权利置于道德责任的框架之中，赋予自由以理性内化的过程。如果自由基于个人选择，那么用什么来保障选择的理性和公正不受个人偏好的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下，“共同善”的实现又何以可能？

至此，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基本的哲学思辨范畴，需要置于更广泛的政治法律语境中解决。自由主义的法治原则追求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
⑵

 ，它要求确立一种权利的“正当性”，这也是从权利出发论证民主制度的核心所在，即强调民主政府是惟一合法的政府
⑶

 。在自由范畴和限度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内部存在一些相互冲突的观点。作为自由主义传统最古老的共和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由必须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的出现
⑷

 。公共理性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政府威权的忧虑，罗尔斯认为政府威权是由公共理性引导的、无法回避的过程，政府的威权渗透在社会文化的约束中，构成对自由的外部限制。通过观察公共理性的本性，罗尔斯引出权利、自由和机会的优先性，同时将这些价值限制在政治正义的框架中展开讨论。这种正义的实现需要法律的保障，从而，赋予公共理性以宪法安排，他认为“公共理性是法庭履行的惟一理性”
⑴

 。而在贡斯当那里，通过民主方式来保护主权的绝对性而不侵害个人利益，是不可能的，“任何现世的权力都不应该是无限的，不论这种权力属于公众、公众代表或任何名义之人，还是属于法律。公众的同意不能使不合法的事情变得合法：公众不能授予任何代表他们自身没有的权利。”
⑵

 贡斯当的观点更类似于詹姆斯·密尔关于公民代议权利的法律保障的观点，而他所提出的侵害原则和补偿原则为自由权利的保障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参照。从表达自由的当代特征来看，言论自由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由法律所造就。“以法律的术语来说，言论自由是以实质性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瓦解而告胜利的。即使最高法院承认，在言论自由问题之外，公共权威的管制具有充分的理据，言论的自由还是受到了保护。”
⑶

 自由权利与政治法律制约的内在冲突通过何种途径能够得以解决，成为当代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之一。在对公共权威质疑的语境中，有关保障表达自由的法律中最重要的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受到追问：第一修正案文本中的“no law”是指“根本没有法律”吗？如果不是，什么样的法律能够通过宪法审查？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何种程度上的干涉构成了剥夺
⑷

 ？这些问题促成对表达自由传统的再次反思。

3．有效政府vs.公共服务：媒介的私有属性与公共属性之冲突

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不仅强调有限政府，而且主张有效政府。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必须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市场经济运作所需要的规则，提供产权保护，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同时认为，只有有限政府才可能是有效政府，全能政府必然是无能政府。政府要实现其有效运作，首先要解决的是公共服务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或政府应采用一种怎样的态度？是仅仅提供一个中立的框架，在公众所持有的不同善的观念中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
⑴

 ，还是应通过价值观念的媒介传递维护“共同善”的目标？

当代的西方传媒具有一套建立在明确政治价值体系之上的公共服务模式，这种模式有别于市场机制下的媒介资本运作，以传媒自身免受政府和市场审查、最大化地消除商品化与“重新嵌入”公民社会中，对民主社会进行必要的保护与拓展。传媒的公共服务模式主张，传媒不应被置于“市场力量”的反复无常中，而应当置于政治和法律的框架中
⑵

 。这一模式一度被作为解决媒介私有化所带来的问题、保障政府在传媒领域有效运作的最佳方式。然而，基于自由主义传统中表达自由之“免于干涉、限制、侵犯或剥夺”的特质，英国当代政治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看到了自由选择与公众接受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不同层面对市场经济的媒介资本的偏向加以指摘，认为西方早期的新闻自由观存在偏颇：“现代早期的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点，即民主程序与公共服务媒体也同样有利于不同意见，它们也会为不赞成与修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提供便利。”
⑶

 在对媒介的公共属性讨论中，“公共辩论”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公共辩论是保障个人表达自由权利、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的最佳途径。费斯（Owen M Fiss）也将公共辩论看作是判断政府权力滥用的标尺
⑷

 。然而，在西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由于表达自由涉及个人与传媒机构两种权利内容，其内部往往蕴含表达的个人自由与媒介自由冲突。在这种冲突下，即便公共传媒模式也显得无能为力了。

换个角度来看，这一表达自由的内部冲突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体系中也反映出媒介的私有属性和公共属性之间的冲突。曾在西方近代新闻自由历史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产权概念，在当代无论是公共传媒还是私营传媒中仍然是个重要问题，并深刻影响着表达自由
⑴

 。产权概念使当代传媒进退维谷：基于“使用与获取”概念的公共传媒如何能免于政治与经济的干涉、实现公共言论的绝对自由？没有商业资金的注入，传媒的表达自由又何以在法律对基本财产权的保护中得以实现？表达自由的个人权利性质又如何能得到保障？没有上述保障，公共辩论的商议程序又如何完成？在社会政治文化的维度上，自有产权的确立或许存有消极的一面，但它为个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建立了相当重要的关联，促进了英国近代新闻出版业发展，并令其自由空间在相对意义上获得重大拓展。

（二）詹姆斯·密尔对当代表达自由思想阙如的逻辑建构

发端于英国的宪政制度，其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历史学家通常将宪政的确立作为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开端
⑵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近代英国的表达自由思想体系都与宪政制度有着明显而深切的内在关联。从表达自由的英国近代传统来看，我们通常将弥尔顿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作为这一传统中的两个基本坐标点。在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尤其是表达自由思想传统的研究中，经常有学者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弥尔顿关于表达自由的思想加以比较，试图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关联，以使镶嵌在宪政制度中的英国近代表达自由之推进得到合理的论证。这类比较经常得到的是思想“飞跃”式的结论，其间的关联与推进多数情况下也不得不求助于洛克、边沁，甚至伯克、托克维尔等人的思想支撑。事实上，从表达自由的英国近代传统来看，在弥尔顿与约翰·密尔之间存在着一个二级推进，中间的这个思想立论者就是除边沁外对功利主义最具贡献的思想家詹姆斯·密尔。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社会变革使詹姆斯·密尔站在国家经济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的作用和个人的自由权利。他思想的形成建立在经济放任自由原则基础之上，将表达自由置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相异相交的范畴内加以考察，并从法律的视角讨论了表达自由的限度问题。

如序言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1811）是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表达自由领域中，继弥尔顿1644年的《论出版自由》之后，直接以“论出版自由”为题的最具贡献的理论文献。詹姆斯·密尔在《论出版自由》中所建立的原则，为近代乃至当代关于表达自由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原则依据。他思想的特殊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表达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发展；其二，表达自由权利在法律领域的保障；其三，表达侵害动机的心理学分析。这三个方面的独特贡献反映出他对表达自由思想体系之逻辑建构的具体实现，而这些正是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未能充分重视之处。

1．詹姆斯·密尔促成了表达自由权利在当代政治领域的发展

在表达自由理念形成初期，表达自由权利主要指的是政治表达权。詹姆斯·密尔沿袭了这一传统，在《论出版自由》中对政治表达权进行了有力的申辩。他坚持认为应赋予公众对统治者行为自由指责的权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合法利益的实现。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能保障该权利的实现，就极大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此外，在该文中，他还为如何保障公众的政治权利、如何防范权力滥用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詹姆斯·密尔对政治表达的强调主要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顺应了英国宪政确立前夕的社会状况。当时，英国正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议会改革运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努力改变旧制度下英国选民比例极低的状况
⑴

 。在当时的形势下，詹姆斯·密尔主张赋予公众使用出版业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认为出版业是公众获得良知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公民的良知是做出“好的选择”的先决条件。他反复强调，“让任何人代为做出选择都是极为危险的”。詹姆斯·密尔认识到了表达自由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深刻冲突，从他对作为个人权利的表达自由的维护中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子。《论出版自由》是詹姆斯·密尔对表达自由思想在政制范畴的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看，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理由就不乏偏颇了。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忽视了个人的道德价值与自然权利。但实际上，在詹姆斯·密尔那里，出版业对个人权利的侵害问题恰是关注的重心之一。罗尔斯将公平正义的理论建构在对“公共权利”解释的基础之上，在表达自由领域即为“公众讨论”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上，詹姆斯·密尔虽然未能像20世纪60、70年代的学者那样提出媒介的获取与使用概念，却在其身处的时代提倡公共讨论自由，并对“公共讨论”的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讨论自由是指平等地表达和讨论主题相关的所有意见的权力，以及通过任何作者认为合适的媒介将讨论意见推荐给他人的权力。在意见的表达上，如果只为某种观点的表达设置了障碍，或只为某种观点的表达提供了方便，而其他观点没有，那就是不平等的，讨论自由就会遭到侵害，真理就不能自我证明；如果错误的一方占尽优势，真理就会失去在公众间广泛传播的机会。”他得出结论说：“出版自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它，良好的政府就得不到保障。”密尔对公共讨论的观点在20世纪的学者欧文·费斯那里得到证成。费斯将公共辩论看作是一种公共自由，获取与使用传媒的自由或权利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权利，是为了个人的自我表达，不如说是为了保障与推进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公共辩论领域。他进一步指出，言论自由可通过公共商议的过程来培育民主
⑴

 。这个观点在詹姆斯·密尔那里也有相似的说法：“关于政治制度中那些与统治者以牺牲公众利益而谋私利的缺陷的正确意见在公众中流传，对公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已经证实，讨论自由是保障正确意见占据优势的惟一途径。”

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 john）主张言论自由以维护公共辩论的生机而服务于民主，同时也敏锐地认识到民主的健全程度取决于公民对获知信息的评价能力。詹姆斯·密尔认为，应当让公众获得全面的信息才能实现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让任何人代为公众做出选择都是危险的”，而“为某些意见的表达提供方便，为另一些的意见的表达设置障碍，这就是在做出选择”。若是该假设成立，这一观点就能够为当代政治表达中为维护公民权利而规定的政治公开提供一定的依据。在现代西方，政府对公众的“交待”（account）体现在许多方面。譬如，政府在作出某种决策时必须向公众讲明理由；公众可以随时通过大众媒介或其他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政府必须以公开的方式对公众反应强烈的意见作出说明，解释其接纳或不接纳公众意见的理由；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必须及时向公众通报情况，接受公众监督，特别是接受公众通过大众舆论所表达的监督；在执行政策后，政府须向公众说明结果，接受公众的评估，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公众对政府行为作出不满的评价时通过法定程序更换政府
⑴

 。从上述意义来看，詹姆斯·密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政治表达自由从近代到当代的内在逻辑关联。

2．詹姆斯·密尔为近代表达自由权利明确了法律保障的原则

詹姆斯·密尔由于在《论法学》和《论典狱改革》等领域拥有独到的见地，被评价为18、19世纪杰出的功利主义法哲学学家
⑵

 。他部分继承并发展了洛克（John Lock）学说中强有力的法律观念
⑶

 ，并在论述中涵盖了洛克和弥尔顿没能回答的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对政治自由真正的威胁？公民、政府和出版业的关系是什么？侵害的动机及如何控制侵害？等等。法律思维贯穿《论出版自由》的全文之中。针对出版业在法律语境中的“权利侵害”这一核心问题，詹姆斯·密尔主张建立法律的框架对出版自由予以规范，这或许是受到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思维的影响，或者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对边沁立法原理的推广。

在《论出版自由》中，詹姆斯·密尔主张对政府权力滥用所带来的出版侵害予以详细审查，并应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惩罚条款，使受害人得到补偿，并以此来限制和防范侵害行为的发生。密尔所界定的出版侵害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他说“在个人权利没有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任何行为都不构成侵害”，也即将侵害作为一种法律框架下的行为加以考察。詹姆斯·密尔主张要让公众明白，侵害行为会受到追惩，客观上便以惩罚的方式达到培育社会道德责任的目的。詹姆斯·密尔所主张的是一种具有道德力量的法律权利，他从道德角度对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侵害加以论证，一方面力图证明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具有正当性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另一方面力图证明这一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从他的侵害惩罚规定建构来看，这与罗尔斯对公共理性法律保障的诉求并无明显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密尔在对侵害的讨论中，引入了“个人”、“财产”和“诽谤”、“规劝”等概念，提出了名誉侵害问题，并将其置于法律框架中加以系统讨论。但同时，他也表现出对权威的担忧，而这些观点在后来的自由主义理论者那里被确定为更为晚期的思想家提出的。詹姆斯·密尔在论述公众讨论的问题时引用伯克的话：“清晰有力地被表达出来的理由，本身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力，但是公正地说，立法机构所陈述的理由往往具有不可抗性。”由此，将立法机构看作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威胁，这一想法表达了对权威的担忧。他将意见的完全公开作为对抗权威力量的必要途径，又引用了坎培尔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敌人，是阴险且不能忽视的。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不平等的条款让我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就需要用一种能以适当的理由维护自身利益的调和的能力。良好的理由需要充分公开和公平听证，可以说，它拥有自我表达的极大优越。”因此，詹姆斯·密尔已经为表达自由提出了优先性的问题，而“优先性”是当代自由主义选择秩序的核心问题。

詹姆斯·密尔提出的“不违反真实性的非难是否该算作出版侵害？”问题至今仍然充满争议。而詹姆斯·密尔将这类侵害置于两种不同的情境中进行讨论，“其一是在法律规范的惩罚范围之内的；其二是带有个人喜好倾向的那些贬损和憎恶”，将法律惩罚和保护原则与是否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他所提倡的这一原则在当代美国关于新闻界的诽谤案处理中不乏证明。在那类案件中，大法官们最重要的理由便是言论与出版自由对维护政治自由与民主这一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⑴

 。然而，在其论述中，虽强调了法律对公众“良知”知情权的保障之重要性，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隐私权”的问题，这正呼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英国普通法中没有隐私权的状况
⑵

 。可以说，詹姆斯·密尔关于表达自由的法律思考为欧洲和美国的宪政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石，他关于表达自由的思想在20世纪及以后的一些重要文献
⑶

 中仍可辨其痕迹。

3．詹姆斯·密尔关于表达侵害的心理学分析

詹姆斯·密尔关于权利侵害的分析是对表达自由之法律保障的一大推进，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从侵害动机的角度提出了防范侵害发生的途径。他对出版侵害的动机分析从实践的角度运用了犯罪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是对表达自由权利保障颇有见地的探索分析。在关于个人对他人侵害动机的讨论中，密尔将动机分为三类，即金钱利益动机、竞争动机和报复满足动机，并对这三类动机的产生以及不同情况下的存在机会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利用法律机制作为补充，制定防范侵害的方法。同样，在关于政府的出版侵害讨论中，他试图建立一种能够抵消侵害动机的动机，主张针对不同情况下的侵害，制定适度的惩罚，保障个人自由表达权利，并从心理层面防止日后类似侵害的发生。他对侵害动机的分析运用了功利主义的方法，援引边沁关于苦乐是人们行为动机的观点，指出应制定明确的惩罚措施，即制定法律来规定表达自由的限度，以免带来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这些措施应能使政府或个人充分认识到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以达到趋乐避苦的效果。历史学家们将詹姆斯·密尔评价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如此。他主张的是功利主义的普遍性原则，也正是因此受到了他的儿子约翰·密尔的反驳——“他把人作为一个抽象的类别看待，不需要因此而对对手的良好品质视而不见，或是根据一种普遍假设而不是他们完整的人格对个人进行评价”
⑴

 。然而正是约翰·密尔对人的“个性”的强调使得他本身的理论遭到种种质疑。詹姆斯·密尔对惩罚动机的分析虽不是从法律角度的强调，但却为“他律的法”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然而，从动机的角度分析侵害所要完成的却是一种实质上“自律的法”。严格地说，詹姆斯·密尔的惩罚补救原则是对侵害行为进行防范的框架性原则，而非工具性原则。

（三）被遗落的与被忽视的：表达自由之当代反思

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在19世纪末战争的冲击下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衰退，20世纪却在矛盾与冲突中复兴
⑵

 。复兴后的自由主义在当代社会语境中面对社群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威权主义、自由多元主义等理论分歧不同的层面重重挑战，许多尖锐的批评和激烈的辩论直指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
⑶

 ，如个人主义、消极自由、多元主义民主等，将自由主义拖人进退维谷的理论困境之中。作为自由主义重要内容的表达自由也难辞其咎，其当代载体的传媒在新的“选择与信息”环境中面临多样复杂的威胁。如何保障媒体的民主机制、维护宪法所规定的基本自由权利，在“沟通自由也可以用来毁坏沟通自由”
⑴

 的时代亟待一种合理的解答。

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无论是社群主义者、威权主义者、共和主义者还是自由民主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归到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反思。然而，即便是最鲜明的表达自由当代反思者约翰·基恩教授，在他的《媒体与民主》的结尾部分，也表现出诸多“也许”修饰的不确定态度。当代理论家们，如罗尔斯、梅斯特尔、赫尔德、施密特、桑德尔、诺齐克、汉娜·阿伦特等人，都试图回归自由主义之基本理念，为自己所建构的理论找到依据，却找到了“不同的”解读。即便在当代自由民主理论的核心人物罗尔斯那里，在对自由主义一些原则的批评与反思中也难免陷入困顿。

在表达自由的核心问题，即媒介与自由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詹姆斯·密尔所主张的建立在个人原则基础上的、个人与国家关系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冲突与调和，建立在权利保护基础之上对表达侵害不同类别具体的法律规范，建立在心理动机分析基础上的防范机制等，似乎都为当代媒体与民主关系的困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该路径将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边沁和亚当·斯密等人的功利主义理念、柏克等人的哲学法学思想融合并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建构了一条从近代到现代的逻辑链环。他的思想深刻而直接地影响了约翰·密尔的思想形成
⑵

 ，在英国宪政形成过程中也产生了显著作用。这或许正是当代自由主义反思中遗落的一只逻辑链环。

译者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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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版自由

詹姆斯·密尔

一、研究的性质与目的

本文旨在指明对出版业的哪些行为应通过立法予以禁止，我们相信这些被禁止的行为范畴将会比在《论政府》
⑴

 和《论法学》
⑵

 两篇论文中所确定的范畴大大缩小。

在涉及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或政府执政发生动荡的问题上，出版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用作为工具。出版可能造成的侵害实际上几乎是伴随着整个社会领域内的规范缺失而产生的。

然而，我们并没有必要对出版业的每个侵害行为
⑶

 或造成的每次动荡逐一定义，那样就会又多出一部惩罚法典来。本文首先对下列常规案例中的侵害行为进行描述，然后再在出版业被作为特殊工具的案例中重新审查。

如果为了防止权利遭到破坏，而必须对造成若干侵害的每种手段都进行分类定义的话，那么这部惩罚法典就无休无止了。通常情况下，这些手段或方法并非关键，而侵害行为本身及对侵害的警觉程度才是本文考察的根本目标。如果一个人被要挟并遭到抢劫，我们要关心的并不是他被用手枪还是用匕首要挟的。在给小偷、骗子或是杀人犯定罪的时候，没有必要列举他们作案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方法，而只要准确地描述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本身就足够了。我们的目标是防止侵害的发生，而不只是去关心所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方法不是问题的关键。

上述解释足以表明，要编撰一部惩罚法典，在对出版侵害的核心问题，即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和政府执政发生动荡进行定性的问题上，出版业本身并非关键。同样，很明显，如果我们像通常那样，仅以“诽谤”
⑴

 来界定出版侵害行为，将引起极大的混乱。

由于使用了“个人”（Persons）和“财产”（Property）概念，通常对权利侵害行为的界定总是有理有据的。同时，在将出版业作为权利侵害的工具时，所造成的侵害并不少于使用其他手段。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要像限制杀人犯或小偷的罪行那样，制定一部法典来限制出版侵害行为。无论使用的是出版手段还是什么其他手段，有能惩罚杀人或偷窃等罪行的法律就足够了。

然而，毫无疑问，出版作为一种工具，特别能对名誉造成侵害，并且还能对政府执政行为产生影响，但却对其他方式的侵害并不明显。同时，对这个问题，也存在很大程度上对出版业行为的非适度管制，因此就要求我们对此进一步究其细节。

于是，我们首先要问，出版业的哪些行为涉及个人名誉的问题；其次，哪些行为涉及到主张制定惩罚条例来管制这些行为的政府
⑴

 。

二、有关个人权利的出版侵害

根据《论法学》中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在个人权利没有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任何行为都不能认为是构成了侵害
⑵

 。

应当在这一假设下考虑关乎名誉的权利：即每个人都应有权被看作是拥有某种品质的主体，并依其行为对其进行评价。

（一）应界定这类侵害

这种作为民法法典组成部分的权利应当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意义，现在已不再是个问题。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界定已不存在特别的困难。由于法律审理的对象是表达出来的语言而非思想，所以权利只与特定的语言安全相关。这些语言包括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对行为的无中生有，或对某人行为毫无依据的评说。

设想一个人因出版侵害造成他的名誉权伤害而向另一个人提起诉讼，为使诉讼有效，他就必须证明被告人转嫁给了他从未有过的行为，或强加给了他某种没有证据证明的品性。

语言是人为生成的，但问题是，在指控中这些语言是否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不公正指责。

应当看到，那些反对给我们简称之为“出版侵害”下定义的人，利用这一时机提出了反对意见。通过种种形式的表达，行为或公开或隐晦地遭到这样那样的诋毁；他们问道，如此形式各异的表达该如何被界定？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语言是否指责了这样或那样的行为，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关于客观事实的问题。根据法律，在对行为进行界定的过程中，行为本身不应受诋毁。不管什么人说了什么样的话，这些话是否诋毁了某些行为，都是个客观事实的问题。

当法律认为不应将这样那样的行为转嫁给某个人时，却不能够判定比如受到B起诉的A是否将B没有过的行为转嫁给B了。判定这个问题需要的是证据，其中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A所使用的言辞。这些言辞传递了什么意思，或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论证的可信度有多大，在实际案例中，这些因素是陪审团在正式指控前进行考证时所要核查的。对言辞的解释，在此类案件中和其他案例中一样，被置于和主观愿望（Will）同等的位置上。法律认定，一个人无论怎样分配他的财产，在他死后将同样有效。譬如A是否把他的戴尔庄园留给了B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仍要由相应的证据证明，而证据则主要是由那些承载意愿的言辞所表现。

那些比较顽固的人也许还会争辩说，用立法方式禁止对行为的诋毁是难以成立的。

但这种状况不会维持太久。

认定一个人做了坏事或有做坏事的意图，伤害到的是这个
 人而不是别人。显然，仅仅是第一种情况的诋毁就足以使其名誉相关权利遭受损害了。

一个人因被认定做了坏事或有做坏事的意图而受到伤害，对他的指责要么是基于法律规范，要么是出于公众偏好。

对于那些法律规范下的行为，如偷盗、杀人、伪证等，以精确的语言对它们做出规定并没有什么困难。

对那些仅仅出于公众偏好，使人们相信他确实有过的行为，也需要充分而准确地予以规定，因为这会同样对个人造成伤害。

（二）个人因出版侵害受到伤害时应获得补偿

惩罚的最终目的是使受到伤害的个人获得赔偿，并防止类似的事情日后发生。

在所有的惩罚观念中，有必要规定对受害人的有效赔偿，并且这也是最基本的。于是，假设法庭宣告，给当事人带来麻烦和名誉损害的所有罪行，也即捏造的所有诋毁都应受到惩罚，至少是对受害方予以赔偿。在这里使用罪恶（evil）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应保留原告陈述其所受伤害的类别和程度的权利。这也是个有关事实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由陪审团根据采证予以事前审判。如果损害仅仅是经济损失，那么这个问题就恰恰与赔偿金事宜相符，在英国的法庭上由陪审团进行常规裁决。

该类型的侵害目前在我们看来只会以两种方式对个人产生影响：减少他可能本应支付的罚款额，或降低他可能本该受到的尊敬和喜爱。在后一种情况下，损失很明显也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这也就和对侵害本身进行法律定义这个立法问题无关了。同其他的事实问题一样，这是一个法庭有必要根据证据在开庭前就予以确定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并存在相当的难度，因为那些证据通常由细节组成，而这些细节很少能得到准确核实。然而，这并非依证据很难做出准确判决的唯一一类司法问题。在该情况下，对陈述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所有的困难都在于事实之中。法律中明确规定，个人因转嫁给他的行为或立场而受到伤害，该个人应获得补偿。然而，认定的困难在于事实的复杂性或证据的模糊性，任何立法都无济于事。这就要靠法官的正直和判案技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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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人本该得到的尊敬或喜爱受到了损害，规定此类补偿是立法应解决的问题。我们假设一个士兵被指控怯懦，用这种方式使人们普遍相信所控属实，或一个正人君子被指控说谎或具有能引起公众恐慌的一些非正常倾向，显然，在这类案例中，赔款不能作为合适的赔偿方式。

当一个人因受他人侵害而失去了一大笔财物，我们说，他应获得就像侵害从未发生时他原本应有的财物等同的补偿。

根据这一赔偿意见，当个人因他人行为而承受不利意见时，应得到同此事未发生过同样的赔偿。由此，这也是立法机构所应努力达到的目标。

还有个极佳的权宜之计。那就是，当个人恶意地散播对他人不利的言论时，要让他尽其所能地消除他所造成的坏印象。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应将判决公之于众，并声明他是恶意地转嫁给了受害人某种行为或立场。他至少要将这一声明用他进行诋毁时所使用的各种途径公布，但通常要求更为广泛的公告。

在多数情况下，这么做也就足够了。然而，坏印象可能会造成过大的不良效果，单凭法官的判决难以抹去。这样，就需要其他的补偿方式。此时，有必要考察，法官在严肃调查后判罪的诋毁行为是否是造成这一坏印象的原因，而声明无法完全抵消这些不良影响，这意味着至少下述情况之一：或者公众拥有指控的事实证据，而该证据没有被法官所引证，于是其余的印象就不是由法官所判有罪的诋毁行为造成，而是由证据造成；或者公众的智力总体处于无知或低能状态，即便是在最清楚不过的问题上，不仅不能根据证据做出判断，而且还反对这些证据。然而，如果公众的智力处于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形，就是立法的错误了。毫无疑问，纠正恶行的最佳方法是对公众进行有效指导，这一指导将很快把公众带离危险地带。同时，或许有比公布法官判决更有效的方法，能弥补一个人由于恶意诋毁而遭受的在他人眼中的地位损伤，政府有各种方法提升个人的地位。没有立法机构会对能解决诸多问题的权宜之计茫然不知。

（三）防止出版侵权的应采取的办法

现在，我们已经对关于予以受害人补偿的问题作了部分地阐释。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对这样的案例来说，为达到惩罚之外的目的，具体来说，为及时防范类似的侵害，什么才是最好的方法。

要设计一种足以防范侵害的惩罚，就要找到足够抵消侵害行为动机的动机。我们因此就要考虑，哪些动机促使人对他人品质进行恶意诋毁。

有三类这样的动机：⑴可以得到金钱利益，⑵出于竞争，⑶或者通过玷污邻人的品质获得报复满足。

在中伤他人且不当截取其邻居钱财收入的案例中，仅责令当事人对受害者给予满意答复就显然足够了，倘若法律机制足够好的话，还可以保障执行。如果一个人能明白第二天或下周他将不得不如数归还，连同他使用这些钱所赚取的所得，还要承受做了他人所憎恶行为的羞耻的话，就没人会为了将20镑放人自己的口袋而去中伤其邻居。

然而，有时一个人可能通过中伤他人攫取经济利益，而那些被伤害的人并没有任何钱财损失，比如通过销售诽谤性的出版物赚钱。对于这类案例，措施也是简洁明了的，有必要弄清通过这一侵害行为所获得的所有利益，并予以剥夺。如果可以确定这些利益，这将与满足受害者的要求一并成为防止侵害行为的附加动机。

在这些案例中，如果法律不能得到切实执行，就需要一个足以防范逃脱机会的惩罚附则。法律的不完善程度决定这一附则的惩罚许可度。然而，重要的是要让受罚的人牢记，当惩罚力度超出或低于某个度的时候，切实的执行性就降低了。因此，真正的方法在于适当地对法律机制予以补充，使所宣告的惩罚总能得以施行，于是也就没什么能逃脱赔偿，而通过散播流言获得的任何额外利润都会被剥夺。这样，出于同样的利益动机，就能有效抑制对他人名誉的侵害了。

另外两种情况的案例也一样简单。如果一个人散播谣言，为的是诋毁那个人的品质，使其形象受损的，惟一的可能就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长期获利。如果他能认识到，法律将立即制裁他，他将被迫提升他人的品质，并声明自己的无耻。这样他就会明白，企图通过中伤贬损他人的品质来抬高自己是个最笨的方法。对通过伤害他人名誉实现报复动机的案例来说，其结果是相同的。要证实某个人具有这种倾向，最明显的表征就足够了。如果能够明白，他将要被迫给人家即刻的满意答复，不仅不能伤害到他所恨的人，反而伤害的只是自己的话，就没有人会为了满足自己对他人的恶意而去侵害他人财物（比如，杀掉人家的公牛或驴子）。然而，法律的粗疏和失效使得有逃脱赔偿责任的机会存在，除了给受害者满意答复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有效措施。

（四）不违反真实性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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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应算作出版侵害

现在，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已经确立了充分的证据，倘若民法中所规定的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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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僭越事实范畴，相信这些证据对防范名誉侵害是必要的。我们承认，名誉权是否应有所演绎，个人是否应得到不被公开行为的保护，这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鉴这个原因，在进入后继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应做如下反思。

毫无疑问，当或真或假的不良行为被转嫁到某个人身上时，会令此人感到痛苦。同样确定的是，不应蓄意激起令任何人心中痛苦的感受，那必然会造成没有足够的善来对恶进行平衡之后果。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造成名誉侵害的非难行为有两种：其一是在法律规范的惩罚范围之内的，其二是带有个人喜好倾向的那些贬损和憎恶。

对那些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的应被惩罚之行为，不存在不确定性或争议。除非法律本身不好，应当被废止掉（不过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即使在最好的法律中也有例外），否则其实施就不该令人失望。一个人用或不用报纸透露对杀人犯或小偷不利的信息，都是为公共事务做贡献，这不应受到惩罚，而应获得奖赏。

因此，个人是否应得到保护而不受到非难，这个问题似乎仅仅关乎那些不在法律惩罚规范内，却可能带来坏名声的行为，换句话说，关乎那些不被社会成员认可或公众不喜欢的行为。

有机会将所有该类型的行为即刻公开，将成为防范该类行为发生最为有效的措施。人们将会习惯地克制那类行为，并会因特意的克制而感到有点痛心，就像目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会去偷窃，并远离那些构成庸俗恶习的行为。莫摩斯（Momus）的寓言一贯被认为负载了一项重要的道德准则。他发现了一个令人伤心的失误，即那扇可用来观察其行为、透视其思想的窗子并未被置于所有人的心中。罗马人的宽宏大量曾受到高度赞扬，他们不仅将住所安置在所有市民都可以清晰观察到其行为之处，还宣称他们要像敞开其房间那样对所有人敞开心扉。

因此，如果人们的憎恶和轻蔑总能得到正确的引导并能以合适的比例存在，如果这些憎恶和轻蔑从未作用于其他行为，除了用以反对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侵害行为之外，那么，除了它所带来的伤害程度无法确定以外，其余情况都将是非常清晰的。对任何人的任何行为的曝光，其所产生的好处超过所带来的不良效果总和。在那些为数众多且非常重要的案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保障那些法律或惩罚条款所未能触及的道德实践，这些道德实践总是体现出某些需求动机，并且强大到足以对抗引起即时侵害的即时动机。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动机几乎都源自他明白所有其他人都在看着他，而好的口碑将为他带来利益。没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可以逃过公众的眼睛，并且他们会以憎恶和轻蔑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行为。从这一点来看，高尚且持续的观察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信仰有时可以被看作是对道德的重要援助。然而，所有的动机都是脆弱的，它们依痛苦和快乐的决定因素——距离感、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程度而变化。普通人和牧师一样，抱怨信仰动机对大多数人的生活都缺少重要影响。从动机所固有的期待性质来看，它们便再脆弱不过了。这一情况，同我们认为应在他人心中激起的那种情感动机有所不同，它们关乎一种日常的、无可争议的经验，属于作用于人的思想的最有力的内容。向死亡冲锋的士兵忍受了他这项残酷职业的所有艰难困苦，但可以因此而受到尊敬并免受同伴轻蔑。绝大部分人的追求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那些从事最卑微职业的人又有多少能向他人展示、给周围人留下印象的东西呢？从这些问题引出的特定议题是整个讨论中的最重要部分。事实上，声誉的价值除了我们为之附加的他人喜好之外，别无其他。

然而，我们得承认，令人不快的情感的确并非总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应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项。没有带来不良后果的行为也常常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这种反感针对的或是行为人或是旁人。如果任何人从这类行为中获得快感，那就要阻止他享受这种无知的快乐。如果是因为出版业，使个人被他人憎恶、痛恨和轻蔑，这就产生了恶的效果，不是小恩小惠所能弥补的。对一个印度婆罗门来说，即便饥饿难忍，如果被人知道他吃了一个基督教徒准备的哪怕是一小口食物，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天主教活跃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在禁忌日里吃了肉，将被认为是可怕的，即使是适度的饮酒，这个天主教徒也将被整个群体憎恶。

这种对人类喜好情感的误导，也即对道德情操的曲解和腐蚀，在到目前为止的最大多数情况下，是牧师们为提高他们的影响力所设计的。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对出身的偏见，一度在欧洲影响重大。低出身的人受到极大的轻视，高出身的人享有最大的尊敬，对道德情操的曲解在贵族阶层中非常明显，目的是更有利地维护其统治权力。

因此，很显然，在憎恶、宗教或贵族体制盛行的地方，出版业被错误地用作给那些披露个人行为的事实蒙上恶名。

现在，我们能够明确的是，出于保护个人的目的不让出版业讲真话是错误
 的，但对个别案例而言，这种保护也许
 是好的。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就非常清楚了。我们需要的是随机应变：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公开声明，在某些情况下则不允许。然而，这两种情况能够被准确区分么？

如果注意比较，就不难确定，在那些由于证据不足而治罪的案例中，对事实的澄清会比较有效，允许澄清事实的好处远比澄清事实所带来的伤害要大得多。

首先，任何文明社会形态下，澄清事实有效的案例比澄清带来伤害的案例数量多得多，也更为重要。那些澄清有效的案例涉及整个道德领域，根据各自不同的重要性，那些价值附加的行为被提高到美德的层面。每个人都相信并且宣称，美德的普及将确保人类的最高幸福尺度；也没有人怀疑一旦令人叹息的不幸遍布全球，人与人之间将相互伤害而不是相互帮助，将相互排挤、欺骗、误导、掠夺和压迫，这将使人类近乎灭绝，情形比退回到古希腊的黄金时期好不了多少。要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世界上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比用事实检验不道德行为更有效。所有不道德的行为，一旦存在都将减少人类的幸福总值。根据这一观点，行为是非的判断是毋庸置疑的，而禁止说出真相来揭发不道德行为，所带来的恶果却是无法计算的。那些由于憎恶所导致反对某一行为的念头其本身就是幼稚的，但可以想像，甚至没人会去多想这些事情。

比如，在本国，能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而使当事人遭他人反感的一类行为不在多数。由于说出了真相而遭到麻烦的人数，与因此受益的人数相比，要少得多。

实际上，有必要注意到，在无缘无故的憎恶现象中隐含的相对少数。当然，那些有憎恶同感的人会避免他们所憎恶的行为。除非这种憎恶非常普遍，遍及全社会，否则就不能造成有害影响。此外，事实所能带来的对个人所有可能的伤害，将会使人们自觉杜绝他们所不耻的行为。

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到，由事实所带来的所有恶是具有偶然性的，可以被消除掉。对需要治疗的思想病症来说，立法机构应当坚持不懈地治疗它，在治疗过程中，事实是较之其他措施最有效的方法。如果麻烦是由“莫须有”的憎恶引起的，在事实公开之后，“无凭无据”这一弱点就显现出来，并会被公众所熟悉和讨论，这样，憎恶也就会不治而愈了。

因此，很显然，如果能够明确哪些是通过公布事实能消除偏见的案例，并将它们与对澄清事实有利的案例做出区分，事实许可的规则就应是普适的。但是普遍看来，尽管我们看到一些这样的案例，想要达成对什么有伤害性的、什么没有伤害的一致意见，基本是没希望的。我们一贯被告知，原则应建立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之上，并允许存在一些非常明确的特例。如果可以做出这样的划分，无论划分的对象是无伤大雅却激起憎恶的行为，还是类似出身一类的事实（尽管一个人在哪一方面都不比别人差，他也会被看作低人一等）。当所行无害或者事实对衡量人的价值毫无用处时，相关事实的表达也许应当被禁止；当产生了伤害时，事实的表达至少可以促成补偿。

三、有关政府的出版侵害

这里，通过对现状足够清晰的解释，我们期望建立一套通过立法保护个人权利
 不受出版业行为侵害的原则。至此，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对应建立起的保护政府运作
 的出版原则进行阐释。

（一）阻碍政府具体运作的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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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被看作侵害；即刻抵制政府各种权力的规劝不能算作侵害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除非放开对政府的抵制，否则就会出现绝对服从的教条，其后果是，普遍流行的政治腐败给公众带来痛苦并导致政府机能退化。另一方面，除非建立在权利保护基础上的政府被保护，不受阻挠议事，否则所有由现存政府所带来的利益都将终结。这两种措施对建立良好政府都是必要的，但是，却表现出这样一种矛盾，为获其一必须以牺牲另一为代价。

然而，由于困难主要在于自定义的宽泛性，因此深度考察那些带有迷惑性的案例将有利于我们发现所追寻的现实路径。

首先，有必要弄清那些障碍中有哪些是矛盾的、哪些是不矛盾的；在政府运作中，对权利的保护哪些是必要的。

在法律执行中运用武力抵制政府，这种运用就是此类阻碍政府运作的障碍，如果使用频繁的话，则不能实现保护的终极目的。因此，必须将这种对武力的运用视作一种侵害。任何源自出版业，并能直接导致武力的因素也都应被看作这类侵害。

这一论题需要进一步的阐释。我们在这里将武力的运用看作一项罪行，这种罪行很明显地有别于对政府的抵制，而抵制政府是多数人抵制少数人最欠安全的方式，这是指使用武力阻碍政府的具体运作。例如，程序正义的建立过程、立法机构的建立过程或任何行政机构的建立过程，实施任何过程都要求责任。诉诸最后的理由是，这种特定的抵制并不能保障公民不受政府权力滥用的伤害。这实际上并不是对政府具体运作的抵制，它是对所有政府权力即刻的抵制，或是将它们从当前的掌权者手中夺走，或是对他们所制订的条款作大幅修改。

在抵制失败的情况下，哪怕是一点抵制也会受到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惩罚。社会不一定会因多数人不赞同就发生动荡，然而，这通常是属于刑法范畴的问题，并且与出版侵害问题无关：因为我们认为满意的答案是，无论出版业多么直接地对这类抵制进行了规劝，出版行为都不应被看作是侵害。

这是因为任何这类的规劝都不能产生即刻的强大的影响，实际是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除非它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使用媒介进行完全自由的表达。设想出版了一本著作，鼓动普通百姓拿起武器抵制政府，为的是改变统治阶层所达成的某种一致意见，但在没有确定其政府会立即垮台之前，除非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人们是绝不会拿起武器抵制政府的。如果这种共识存在于理想状态中，即只需要规劝就可以促成这样的行为，规劝就会势不可挡，予以禁止也无济于事。如果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达成较理想的共识，那么，纯粹的规劝，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不会产生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将这类规劝看作侵害都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可以明确承认，任何人都有权规劝他人对政府进行普遍意义上的抵制，所有此类规劝就会变得荒谬不堪。除极少情况外，没有任何禁令或处罚能够或应当阻止这类规劝。本段所提出的宗旨，会让那些习惯于墨守成规的头脑感到惊诧和荒谬，在后续的探讨中，我们将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相信可以使其得到充分的证实。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讨论了一些特例，现在我们回到侵害的案例上来。在这些案例中，不仅是妨碍政府运作的武力，而且发表这些导致武力的规劝，都被看作侵害。我们在前面也说过，它们仅仅同政府的具体运作相关显然，即便政府拥有一些人们普遍信任的机构组织，其具体运作也会受到某些阻碍。出版业可能会被用来作为激起这些障碍的直接有效的方式，比如，在关键时刻散布的一张传单，会对本就处于激动的情绪产生作用，在小的范围内，甚至可能激起骚动阻碍法庭判决，或阻碍政府官员执行任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阻碍司法协商。

这些很明显是侵害行为。这些侵害可以被非常明确地定义，程度适中的惩罚就足够防止它们了。在对这一类侵害的描述中，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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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不在讨论范围内，因为无法确定意外受伤的受害方。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确定能够造成侵害的这样一类动机，并对其巧妙运用，就像在其他案例中，用充分的反向动机抵消它们。这一工作在此类案例中并不比在其他案例中困难，因此，没有必要对其运作模式再做赘述。

有必要予以一个原则仔细而严谨地审视，即不要为了报复
 目的去设置任何惩罚。这一原则的公正性和重要性早已被完全认可，从其必要性来看，我们认为这一原则早就该被明确下来。然而，事实是，只要存在政府权力的滥用，那些可以从中获利的人就会靠政府权力制造各种侵害，并蓄意加重某些惩罚。

对藐视法庭的惩罚、为维护法庭或政府或官员荣耀而规定的惩罚、为维护尊严制定的惩罚、对尊严侵害的过于严重惩罚，这些都是通常适用于以报复为目的的惩罚，或是对权力滥用的保护。因此，它们不应被写入睿智和持续地追求普遍利益的法典之中。


以妨碍政府具体运作为目的的规劝有两种：⑴直接的；⑵隐晦的或辅助性的
 。

对哪些行为不应采用出版规劝，目前还不是很确定。此外，有必要明确那些应被禁止的规劝
 的范畴。

对于所有那些通过滥用政府权力而获利的人，尤其对那些身处不良政府又滥用权力的人来说，尽可能地不去界定应被禁止的规劝类型至关重要。对这些人来说，关键在于，这样做能避免许多申诉的产生，或避免人们了解或想到他们有申诉的依据。如果能够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就将毫不犹豫、毫无顾虑地沉浸在暴政的快乐之中：就没什么能够限制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来获益。

因此，没什么比防范出版业引导公众思考对统治者的申诉更让他们感兴趣的了。他们会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阻止此类出版影响。如果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所有妨碍政府具体运作的规劝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却不对规劝范畴作出确切的界定
 ，广义上讲，他们将很容易地找到实现其目的的方法。

在合乎他们利益这一解释下，所有出版业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让人们了解或相信他们对政府体系或统治者行为的一些申诉，可能被作为妨碍政府运作的规劝言论处理。我们有无数的现实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结论。难道不正是对政府缺陷的指责，或对滥用政府权力者不当行为的指责，带来了“仇恨和轻蔑”吗？如果人们仇视和蔑视他们的制度和统治者，他们难道不会反对其行为和统治运作吗？因此，无论从本质还是效果来看，对这些缺陷的指责难道不正是反对政府运作的规劝吗？在我们的立法机制下，支配我们的难道仅仅是纯粹的语言形式，而非这些语言的内涵及其所带来的结果吗？

这一解释不仅备受赞赏，而且，几乎其中所有假设都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建立这样一种对出版法进行模糊解释的模式就更加容易。这也将阻碍或部分阻碍可能致使公众相信他们被不合理的因素所支配。

实际上存在两种规劝，一种是清楚且直接的，另一种是间接和辅助性的。在第一种类型中，规劝者呼吁被规劝者履行某种明确具体的行为；在第二种类型中，规劝者仅仅提供了一个背景，被规劝者要从他们不确切的观点中推断出或许应采取某种行动。

关于第一种类型的规劝，没什么可疑惑之处。如果是清楚且直接的规劝导致了上述某种行为，比如阻碍政府具体运作，这种规劝就是侵害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间接的、辅助性的规劝是否应被作为侵害对待？要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和政府事务相关媒介的使用都应被考虑在内。

（二）隐晦的和辅助性的规劝不应受到惩罚

我们已经将对政府的抵制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普遍意义上的抵制，其目标是促成政府大的改革；其二，对各种政务的具体抵制。

我们已经引入了对我们来说似乎是结论性的一个论题，它表明无论规劝是明确的还是隐晦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关键是规劝是否以引发第一种类型的抵制为目的或有此倾向，除此之外的任何规劝都不应受到法律的管制。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一观点形成的基础。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认为，以间接规劝，即设置使公众对政府不满而抵制政府的方式中，不存在完全许可和完全禁止之间的中间状态。简言之，如果没有充分的表达自由，如果不能允许公开发表任何对政府的指责，我们所追寻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允许对政府进行任何方式的指责，其所追寻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政府的“善”，完成这个目标的关键是人类智慧的运用。如果有更合适的途径能够使政府的“善”得到保障，很明显，就应当禁止那些对政府的指责。所有对政府的不满，只有在其能够消除这些不满的真实诱因
 时，才是有利的。如果不存在诱因，或没有更好的方法消除这些诱因，当然，不满就是“恶”的，引起不满的诱因也就是“恶”的。

然而，事实是，人们的不满是消除不良政府影响的惟一途径。出版自由作为引发不满的主要手段，在所有的文明国度里，存在于除对政治腐败加以支持外的任何领域之中。出版自由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是对人类利益的最佳捍卫。

腐败的政府意味着什么？或者，政府在何处有过失？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们都存在于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之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握有政府权力的少数人，从来都是关心自己的利益远胜于关心他人的利益。因此，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优先于对社团其他成员利益的追求。这就足以说明，在没有办法对这种利益倾向做出审视的地方，所有的政治腐败，或者说人类本性中最大的恶的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见《论政府》）
⑴

 。

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充分的检验方法，这一点无可辩驳。对所有的国家来说，人们或者有法定权力和平地弹劾他们的统治者，或者没有这样的权力。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为使政府得到一定的改良，他们就只能通过反抗，通过对他们的统治者使用武力，或者至少威胁要采取某种行动，以此来使统治者们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要达到这一效果，需要普遍的抵制。要达到普遍的效果，抵抗必须源自一致的意见，并且公众对这种一致意见有广泛的了解。这种效果是如何产生的？通过什么方式使公众普遍接受？并在人们之间完成情绪的传递的？众所周知，除非是公众聚集的范围内，否则就没什么比自由地出版更能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毫无疑问，在那些出版自由不为人知的国度，“恶”的政府经常会被颠覆，这通常是通过武力完成的，出于报仇目的或由于被统治者的情绪中充满了仇恨。但是，这就能够保证建立一个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的新政府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除掉了他们所痛恨的一班统治者，却只能得到另外一班拥有同样权力但能伤害他们的统治者。

然而，我们认为一些人在想，尽管出版自由是保障良好政府的必要手段，但如果公众能公正地获得合法合理的权利，消除政府不良行为，比如如果英国公民能够真正有权选举下议院议员，并有权在他们行为不良时及时换掉他们，出版自由或许就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在这种状态实现之前，没有出版自由，人们选举自己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否真正有利于公众，就值得怀疑了。

（三）对统治者行为的自由指责，是对公民利益的必要保障

很显然，所有对公民有利的机会都来自他们做出的好的选择，主要是指对他们统治者的选择。如果他们选择错了，选择了无能或不能好好使用所赋予他们的权力的人，他们会遭受到和他们权利被剥夺时同样的悲惨命运。

我们于是要问，除了出版自由
 之外，人们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做出更好的选择？“好”的选择要建立在良好获知（knowledge）的基础之上，获知越全面越确切，做出“好”的选择的机会就越大，不当的利益就越难以维系。如果信息不能在人们之间完全自由地传播，人们如何才能很好地了解那些代表他们作出选择的人及其品质？

出版自由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同样值得密切关注，那就是促成公众对所选代表信息的良好获知。后一价值非常重要，它是前面所有价值依存的基础。

可以对此做出严格的论证。如果将一个人安置在一个更倾向于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自己谋利的环境中，那么去选择一个既有能力为公众服务并且自己也乐意为公民服务的人就失去意义了。

如果公众无从了解被选出的这些代表是如何履行职责的，如果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任何人都有办法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自己谋利，就必然会带来不良的政府。

如果人们有权定期重新选举或罢免立法会成员，若没有出版自由，可以设想这些权力将被用作何种目的？若是选举出的代表不能忠于职守就必然会加速政治腐败，但公众又如何才能知晓他们所赋予代表人的权力被滥用了呢？

如果公众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将还会选举他，仍把他当作对他们极大忠诚的人。这样一来，即使是为了公正，公众获知也有必要的，因为公众无法看到差异就无法做出选择，而这对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将带来致命的后果。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可以横施暴政来牟取私利，另一个人也会这么想，于是，理所当然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这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无论什么国家，一旦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良政府的产生就不在话下了。有这样的前提，就不可能不导致不良政府，出于同样的原因，谁又能指望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在此，没有必要赘述这些基本的事实，因为我们在《论政府》一文中已经阐释过了。

如果无法了解他们的代表使用公众所赋予的权力都做了些什么，选举权就不能给公众带来好处，也无法从良好政府中获益。这并不是说要花费大量的言辞满足不同层面的读者，但如果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出版业，公众就无从获得必要的良知。

每个代表的行为、他的发言底本以及他的主张和得票数，都有必要确切地摆在人们面前，让公众来做出判断。我们认为没有人会拒绝这样做。这一过程的实现就需要出版业这一最为廉价的工具，而且是自由的使用。除非每个人都有了解出版立法委员会的进程的自由，否则就不能保证出版的公正。如果批准或禁止出版的权力在统治者那里，我们就几乎可以确信，虚假报道——那些在不当管制的时候还蓄意迫使人们相信他们还是受到良好管制的报道，就时常会存在。

还有一点是必须且非常必要的，一旦缺少了它，其他的都不能成立，那就是：公布进程只是说明做了哪些事情，然而，除非对所行之事能有正确的判断，否则是没有用的。

这样，我们就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论政府》一文中，我们看到，除非人们掌有控制政府行为的有效权力，否则就不能避免政府堕落。我们现在看到，如果没有办法对公民代表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无法将这种控制权用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我们还看到，公众能够对他们代表的行为做出正确判断的方法之一，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权进行自由的报道。我们还是要问，出版业还可以通过其他什么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

我们所希望的是，所有人，或者尽可能多的人，对他们代表的所作所为及其行为结果做出正确评价，并且了解代表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措施。如果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怎么样，那好的结果又从何谈起。如果那些明白人能够给还处在迷途中的人指明方向的话，那将最有效地得出真实的结论。表明他们所掌握的有力证据，这将为他们赢得普遍的赞同。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那些智者以怎样的方式被选出？谁有资格能成为选举人？这些目标无法直接实现。没有关于智慧的确切描述，关于正直的描述更是这样。指派的特权应委以何人？那些判断力需要引导的人，在决定由谁来管理他们的问题上并不合格。如果让统治者来选，他们就会任用那些和他们行动一致的人，并允许这些人通过对公民的掠夺和压迫来满足私人利益。

缺乏可能的选择机制就不应做出任何选择。如果不做出选择，每个人乐意做什么就都可以。所有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对其中任何一部分予以否定，后果都是明显的。我们料想，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冒名誉扫地的危险而对此加以否决。

那些认为不应做出有效选择的人认为，出版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这些命题环环相扣。对出版自由附加的任何限制，无疑都是在做出选择。如果限制由政府施加，那政府就是在选择公共观念的导引者。任何政府，如果代为公共观念选择引导者，那么该政府就是专制的。

假设通过对出版自由的限制，所有对政府的指责都被禁止了，这毫无疑问就是一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常会将试图引导公共观念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会做出指责的，另一类是不会进行指责的，“我选择后者”。

假设并非所有的指责都会被禁止，禁止的只是某些指责，那也还是在做选择。不得不承认，赋予任何人代为选择的权力都是不安全的。

假设不是所有的指责，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受到禁止，那么禁止的应当是哪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解释出版自由原则中遗留的模糊之处。

我们说公正的指责不应受到禁止，因为一旦禁止会毁损公众做出正确判断的途径。我们相信并能完全证实，在政府和政府机构行为决策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比形成正确判断对社会的益处更大了。

但是，什么样的指责是公正的？什么样的是不公正的？换句话说，应当如何看待政府的财产和行为？这都应是明确的。如果说没有人会对政府进行不公正的指责，那么又由谁来做出这种判断？我们没有必要重复论证“同意任何人作为裁判都是不安全”这一观点。明智的实践路径已经再清楚不过：应当允许所有指责存在，无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

当有关不安全的问题在公众中形成各种讨论时，赋予小部分人权力来替大部分人做决策是惟一可行的办法。好在那是个权宜之计，其运作是有力的，其有利影响也是最高的。在不同个体间自发形成的所有结论都应被公开引证，应赋予所有人比较和选择的权力。在一个人没有故意犯错误动机的情况下，他对真理的追求是自然而然的，在他努力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尤其如此。每个有理智的人都有掂量证据的习惯，并会受到优势证据的引导而做出判断。当各种结论连同它们的论据都被同样小心翼翼地对待，就会形成一种道德规范。尽管存在某些误导，但大部分判断将会是正确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有力的证据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由于这是一个基础命题，其他的问题都依存于它。令人欣慰的是，对这个命题来说，论据都是清楚而有力的。实际上，如果没有否定其存在的动机，有关人性的自然法就很难被普遍认识。“从杜利的处境来看，如果公众看到的是她的美德，便会爱戴她，但需要补充的是，”约翰逊博士说，“如果人们可以得知真理，她便会众叛亲离”（Rambler, No. 87.）。“我感到十分惋惜，我的父辈们，”帕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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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耶稣会教团说，“财产权竟要靠这种方式补救。你们相信财产因具有某种强力而不会受到惩罚，可是我相信事实，财产是无辜的。东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漫长而奇怪的战争，一直压制着事实与真相。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激烈的对抗也无法让事实重现，那里再也无法重建昔日的辉煌。在思想的光辉下，真相无法阻止对抗，没有什么能够消解那些被激起的愤怒。一旦发生力量的对抗，更多的强大力量就会被削弱；一旦公众之间发生辩论，那些真实有力的论据必将胜过那些谎话和空泛之言。”（Lett. Provine. 12.）伯克说，“清晰有力地被表达出来的理由，本身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力。但是，公正地说，立法机构所陈述的理由往往具有不可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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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 On Regicide Peace.）

我们有必要看到，无论年龄与国籍，世界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在真理与谬误同时对他们的思想发生作用时，都验证了真理相对于错误结论的绝对优势。洛克说：“如果她是要自我调整的话，事实对她而言就足够了。她几乎无法得到、恐怕也永远不会得到来自那些伟大人物的力量支持。她并不为他们所知，他们也不欢迎她。她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也不需要任何可以使她为他们所知的力量。”（Letter on Toleration.）下面的这段话引自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一段抽象的语言：“帝国是自然形成的。她实际上是这个帝国的独裁统治者：人们对抗她，或许对抗会以她的胜利而告终，但也有极少数的情况，对抗使她无法回到她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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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 de Loix, 1.28,ch. 38.）“这是马基雅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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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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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法：人们如果不亲自去寻求真理，就会随波逐流，有步入误区的危险；然而如果真理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不仅会立即认同并拥抱真理，而且还会成为真理忠实的卫士。”（Harrington.）“辩论所花的力气，”奇林沃斯（Chillinworth）说，“我还没在任何地方发现这有什么困难，但是对那些能力低下的人却比较吃力；原因在于，我所诉求的真理，其内在充满了辩证，只能在光明之中显现出来。”（Religion of Protestants）“公众所长久思考的问题，”约翰逊博士说，“通常都会被正确解决。”“敌人，”坎贝尔博士说，“是阴险且不能忽视的。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不平等的条款让我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就需要用一种能以适当的理由维护自身利益的调和的能力。良好的理由需要充分公开和公平听证，可以说，它拥有自我表达的极大优越。”（Campbell on Miracles, Introd.）

我们于是得出下述重要结论——让任何人代为选择对公众来说都是不安全的，因为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志，因此，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观点，要同样自由地公开。当所有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得到同等的公开，当他们的利益不再反对这些公开时，事实总是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这些基础坚实的原则足以促进对所有实际问题的决策。

所有对政府的指责，所有对政府机制或政府机构行为的指责，都有可能引起对政府的抵制。

对政府的指责，有些可能引起对政府具体运作的抵制，有些可能引起对政府预期内重大变革的一般抵制。

第一类指责可以是任何对法官执行的控告，这有可能激起人们的情绪，他们的同情心会为了将个人从法官手里救出来而反对法官的判决。我们已经论证了，此类救援应当受到惩罚，任何引发这类行为的规劝也应同时受罚。我们认为，现在可以证明的是，只要是间接的规劝，对法官的任何指责都不应受到惩罚。

推理是具结论性的。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应当了解他们所委以管理事务的权力之人的，其实际行为质量。如果没有对那些行为自由指责的权力，无论从大体上还是细节上，他们就无从了解那些情况。要明白这些命题的全部分量，只要适用我们前面建立起的那些原则就够了。

如果公众无从了解所有政府官员的行为，就不能确定官员们的行为是否良好，甚至他们是否代表了公众利益。假设监督法官行为、保证司法完善的责任在代表们身上，除非公众能了解到法官的行为，否则就无法知道那些代表是否尽到了职责。忽视这一点本身对政府来说就是致命的了。统治者以牺牲公民的利益为自己谋利的大门就将大开。权力带来的本该是公共的利益，但将因此变成代表们的利益。这部分人将允许和鼓励权力的滥用，并拒绝让公民了解到他们应获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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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人们应当能够了解法官的行为，我们所谓的法官（Judge），指的是任何拥有明确职责的政府决策官员。如果任何因素限制了指责的权力，就等于剥夺了公众一切可靠的获知方式。

无论有没有根据，所有的指责都存在于相左意见的表达之中，这是指责的本质。但是，如果法官的行为确实该受指责，那么越多的人了解到该指责也就越好。

有人辩护说，没有根据的情况下，不应有相左的意见指责法官的行为，因此，应当禁止这种观点的公开表达。但也有法官的行为应被指责的情况。当其行为应受谴责时，除非允许公共获知，否则就无法保障良好的政府。你怎么能够允许相左意见在一种情况下得到传播，而另一种情况下就受到禁止呢？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的。

（四）在政府事务上，过分的赞扬和不恰当的谴责同样有害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要在公众头脑中形成正确的意见，一旦应形成反面意见的时候形成了正面的意见，这跟在应形成正面意见的时候形成了反面意见是同样有害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结果都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要以惩罚的方式防止其一的发生，对另一方面也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相左的意见是由政府官员提出来的呢，比如意见出自一个法官，该意见是否会遭到反驳？你是否会反对质疑这些主张真实性的自由，以及支持不同意见的自由呢？如果不会，依靠任何政府官员的品质也就都是不安全的。任何人，无论多么值得表扬，都可能成为相左情绪攻击的合适对象。为何不能同等对待上述两种情况？正面的和反面的意见怎么就不能公开对峙呢？

非常明确，这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问题。根据上述定义，可以说不管是谁，只要发表了这种带有倾向性的意见，都应受到惩罚。我们从来不能确切预知任何人的侵害行为。如果存在侵害行为，任何对事实的声明就都是好的，但问题在于是否带来了侵害？如果有人对此供认不讳，是否就应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事实？就没有人获许证实相反的情况，并且对他人所声称的依据进行详审吗？通过很好地衡量双方的论据，就能够形成依据充分的观点。可以确定的是，保障双方的论据得到全面引证，使优点和缺点都充分暴露的最好方法，是允许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尽其所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如果能证明自由地谈论政府官员的错误是不能被允许的，那么讲他们好话时也应一样。同样，为形成对他们的行为的正确看法，如果要限制谈论他们缺点，那对他们的赞扬也应受到限制。

没有讲好话的自由，讲坏话的自由也就应当被禁止。因为，若是只能讲坏话，反对意见则可能被夸大。如果没有讲坏话的自由，讲好话的自由也同样应被禁止，因为，若是只能讲好话有利的意见就可能被夸大。在无论哪种情况下，人们都会被误导，被他们统治者操行的道德外衣所欺骗，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也因此表现出重要价值。

或许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以短浅的目光来看，可以这么说），通过限制公众指责的权力，如果公众对统治者做出相对有利的判断，还不算太过恶劣；但是，如果允许他们形成非常不利的意见，后果就十分令人担忧了。

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比将统治者想象得更好所带来的后果更糟糕的了，这可以被严格论证。因为，当那些过分的好感漫延时，不良政府反而安全了。将统治者想象得更好，暗示了一部分人对统治者令他们承受的痛苦麻木不仁。统治者在任何动机下让公众承受苦难的行为，都是可以让他们自己获利的行为。当这种无知延伸到物质问题上时，所有不良政府的恶行都得到了保护。这些是所有罪恶中最大的恶，但这不等于说会扩大公众的无知。于是，应当承认，在所有物质层面都应有表达指责的自由。但是，在那些蓄意激起人们极大不满的地方，如果允许存在大量的自由指责，他们的一致性何在？谁可以控制它仅仅在小的不满情绪范围内发生？如果通过激起强烈不满情绪的做法从而保护公众不受统治者严重的伤害是合理的，那么通过激起较轻的不满情绪来保护人们不受轻微伤害也就应是合理的。

对政府官员来说，指责可能针对他们未有过的行为，或针对某种道德或知识资历的需要。

对其行为甚或职位安排来说，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只要没有涉及公共职能，就应受到同保障私人安全一样的保护。

他们可能会受到针对在其公共能力范围内，但并没有过的行为的空穴来风的指责。这些指责或者有一些表面现象的根据，或者完全没有依据，容许这种指责将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它们应被禁止，就像对待诽谤或对私人领域的伤害那样。不应限制对任何政府官员似乎发生过的行为做出指责，根据我们前面已经建立的原则，这时并不一定要求证据确凿。任何能够提供线索的表征都应引起公众的警惕，而这只能通过让公众了解那些可疑之处才能实现。事实上，个人应能够发表只能从表面上证明一点点嫌疑的东西。如果他那么做了，就必然会遭受被认为鲁莽的羞耻，但只要他不是出于恶意，这也就足够作为对他的惩罚了。

在对政府职员在智力或道德层面不称职的指责的限制上，几乎没什么限制是对公众有益的。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表达意见，并可提出任何能够证实其观点的证据。在对任何政府官员不称职的讨论过程中，如果将这个官员从未做过的事情转嫁给他，并无从证实，就像我们上面所认可的那样，对这种行为应适当采用有限的禁令。但即便存在这样的特例，自由也不应受到损害。

由此，在对政府官员行为及他们是否称职的讨论中，以及对那些官员是否能直接代表公众，或是否能代表公众管理某些事务的讨论中，希望已充分解释了我们所建立的原则需要何种方式的管制出版。

（五）对政府机制指责的自由是对公众的利益的必要保障

我们进一步要问，在政府机制的问题上，那些原则要求以何种方式管制对出版业的使用。我们前面已经做出的阐释，这使得我们不需再用太大的篇幅对这个问题加以解释。

政府机制帮助公众趋善避恶，无论这种“恶”是由政府制造的还是政府没有阻止的，这是它好的方面；政府机制可作为对公众不利的诱因，无论它本身就是诱因，还是它没能阻止不利因素发生作用，这是它不好的方面。

根据这一不争的事实，严格说来，政府机制可以被看作在某种机制下所有罪恶的诱因。公众在某种机制下无法避恶，而在其他的机制下却可以。

因此，最重要的是，人们应当知道什么样的机制能够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趋善避恶，以及他们自己的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最好的机制。

不良的政府机制或是因为政府权力的掌有者无意识，而且即便有此意愿也无从做出改善，或是因为政府权力的持有者根本不希望改善。

在统治者有意想改善政府机制却不知如何去做的地方，统治者和公众都希望得到任何能使他们认识到不足的信息。要确保这类信息，每个自认对某个问题的某个方面有见解的人，都应有理有据地表达意见，任何持相左意见的人也都可以发表反对意见。于是社会中所有的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见解就会被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有看似真知识、实则伪知识的内容，会在这一检验中被筛除。通过对所有意见的传播，观点得到全方位的表述，这样，每个议题都有机会得到透彻的理解。当各方都提出有力的证据，尤其是那些热衷于指出缺陷和优势的人，就能够通过出版自由和热烈的讨论发挥他们敏锐的才能。那错误的意见也将得到传播？是的。但是在错误意见的影响下，我们怎样才是最安全的呢？当那些意见的依据得到最彻底检讨的时候，公众的利益才能够得到最佳的保障。意见的依据什么时候能得到最彻底的检讨呢？当问题得到最普遍、最热切的讨论的时候；当最大多数合格的讨论者涉人讨论，并为热烈的争论所激动的时候；当讨论致力于深入地关注该问题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协商不完善的环境中，赋予某个统治集团或其他的团体权力，让它们代为公众选择政府，会带来灾难性过失的蔓延。

当存在不良的政府机制，而且统治者们一旦了解就乐于实施改革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讨论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有益的。然而，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也是迄今为止最普遍的情况，即统治者依附于不良机制，并竭尽全力地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改变。这一情况存在于所有被委以政府权力的人能够使用权力，并且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牟取私利的政府机制之中。换句话说，这一机制使他们能够损害或阻碍公众利益。这是到目前为止使公众承受苦难的政府大多数机制，是一种以人为地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少数人谋利的机制。

因此，对大多数有缺陷的机制而言，往往是统治者的利益阻碍了真实意见的传播。但是，就政府机制本身来说，公众有讨论的自由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统治者认识到机制的缺陷，这类机制缺陷会随着统治者的认识而得到改善。当统治者不愿意看到任何改进的时候，机制就永远得不到改善，除非这些缺陷在公民中散播，并在人群中激起不容统治者视而不见的不满情绪。

关于政治制度中那些统治者以牺牲公众利益来牟私利的缺陷的正确意见在公众中流传，让公众全面了解政治体制下统治者以牺牲公众利益谋取私利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已经证实，讨论自由是保障正确意见占据优势的惟一途径。由此可证，公民应享有充分的讨论自由。

从上述论证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讨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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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概念的内涵。

讨论自由是指平等地表达和讨论与主题相关的所有意见的权力，以及通过任何作者认为合适的媒介将讨论意见推荐给他人的权力。在意见的表达上，如果只为某种观点的表达设置了障碍，或只为某种观点的表达提供了方便，而其他观点没有，那就是不平等的。讨论自由就会遭到侵害，真理就不能自我证明。如果错误的一方占尽优势，真理就会失去在公众间广泛传播的机会。

为某些意见的表达提供方便，为另一些意见的表达设置障碍，这就是在做出选择。但是我们已经了解，让任何人代为公众做出选择都是危险的。如果说是公众自己喜欢这么做，这是不是等于在说，公众在没有讨论前可能比经过讨论后做出的选择更好呢？在了解这些信息之前比了解了信息后做出的选择更好呢？绝非如此。如果公众在未获知信息和未经讨论前选择，他们就不是在为自身利益做出选择，他们不得不盲从于那些代他们选择的个人。因此，这是为掩饰真相所作的伪装，是对公众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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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欺瞒，而公众的选择权是建立能够保障公共利益的良好政府的必要条件。

如果这些推理能像看上去那样明白且无可辩驳，对相关出版业管制原则的考察就基本接近尾声了。我们已经证明，只要是对个人权利的破坏，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没有必要进行出版限制。我们还证明了，关于名誉的个人权利侵害在民法典中应当以何种方式加以界定，以及如何通过设定处罚的方式予以防范。我们又进一步讨论了问题的主体部分。具体来说，在论及政府机制和政府官员相关问题中出版业的应用时我们发现，在上述方面，出版自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它，良好的政府就得不到保障。我们还发现，在这些问题上，出版业应享有充分的自由，除了下面两条有用的限制：其一是阻碍政府具体运作的直接规劝应受到管制，其二是无中生有地将罪行转嫁给政府官员的行为应受到管制。当然，在犯罪条例中对这些管制予以界定，找到恰当的制裁动机并非难事，但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都认为出版应是完全自由的。如果对政府机制或官员不利意见的传播受到限制，如果不能通过任何媒介使这些意见表达出来，除了伪造事实这一特例外，在上述任何情况下，出版自由可能给公众带来的利益都会遭到严重的破坏，良好的政府也就难保了。

四、对讨论自由的限制及对它的破坏

在英国的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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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勉强可先称其为法律，没有什么会比法官的专断意志在这一议题上有更好的体现。也就是说，尽管讨论应当是自由的，但它同时还应是“得体的”。讨论中所有“不得体”的部分都会受到类似诽谤罪的惩罚。我们本部分的论述并非是要揭露英国诽谤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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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种变体。如果我们成功地发展了能够管制出版自由的真正原则，通过这些原则的运用，每个读者对他所认为能引起其注意的若干细节做出判断。我们应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注意那些断言
 或教条，它们似乎在为某些相反的原则辩护，那些原则与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原则相反。

问题是，是否应禁止那些不得体
 的讨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然要弄清“不得体”指的是什么。

这一术语在英国诽谤法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难道还是未定义的吗？

英国的立法者们至今还不擅长下定义，对此，律师们总是怨声载道。因此，“不得体”一词总是毫不费力被法官们用来指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得体”和“法官的喜好”几乎成了同义词。

不得体的讨论指的并非意见的正确或错误，因为讨论本身就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存在。在所有的讨论中，都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肯定的，一种是否定的。在二者中错误的观点必居其一。

尽管不是所有的，也必然会有一些真实意见的表达被看作是不得体的。所有的意见不是正面的就是负面的。关于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正面的真实意见不会被认为是不得体的，真实的负面意见也不应以不得体的名义受到禁止。负面意见可以是非常负面的，也可以是轻微负面的。任何可以免于不得体控诉的负面意见一定是轻微负面的。但请让我们来看一下将非常负面的意见定为“不得体”，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说某种政府机制或某个政府官员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的真实意见是个非常负面的意见。你可以容忍人们谈论小的过失，然后将其忘却，却不能容忍人们对大的过失发表看法。

如果真实
 的意见不会被认为是不得体的，就意味着不得体需要惩罚
 ，我们必须要问是否任何有关政府事务错误的意见都应被视作不得体的。如果所有的错误的意见都被看作是不得体的，那么讨论本身也就是不得体的。因此，并非所有的错误意见都是不得体的。无论意见多么错误，英国的诽谤法从不将正面的意见视作不得体。如果说所有错误和负面的意见都是不得体的，做出其为错误或负面意见的判断者又由谁来担当呢？这已经足以证明，公众只能将决定什么意见是正确的、什么意见是错误的这一裁判权留给自己。下述论点将无可辩驳。公众或知道或不知道一个意见是错误的：如果他们不知道那是错误的打算，他们不能让任何人替他们做出判断，而必须给讨论留下自由的空间；如果他们知道其错误，传播这一不良意见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仅仅是荒谬不堪的恶作剧罢了。

如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正确与否，都被允许自由表达，那么表达所依托的媒介也应如此。我们没有必要详细检验这一推论的真实性，因为这或许是可以的。然而，这也就是说，尽管可以表达所有的意见和论据，却必须使用一种温文尔雅的语言来表述。感情强烈的表达中所有词句都可能产生煽动效果，仅此就可以被认作是不得体的，因为这些语言倾向于误导公众的判断
⑴

 。

要检验这一命题，就有必要厘清英国法中的一些含混不清的表述，并尽可能地用一种确切的语言来解释它们。

我们有力地证实了，利用媒介发表的任何意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真实的还是错误的，都不应受到禁止。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任何语言也都不应看作是不得体的。这就表明，“不得体”这一词条除了简单地说明可被惩罚
 的或适合于惩罚之外，其他的什么都说明不了。

而用一种方式还是另一种方式表达意见的唯一差异在于，一种方式下仅仅是简单的表达，而另一种方式却饱含情感。于是，问题的争议就在于表达不能暗含情绪。

什么！甚至正面的意见也不行？

“噢，可以！正面的意见。对功绩的赞扬
 应被热情地表达出来。”

于是，这即刻就带来了不平等和麻烦。一个意见，我们说真实的意见，如果是正面的，就被允许用某种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是负面的，就不被允许。为什么呢？你说，因为那样是蓄意制造不良印象。如果你希望用正面的意见造成虚假的印象，就表明你居心不良。你想让公众将政府机制和政府官员想象得比实际更好。换句话说，你就是希望政府变坏。

如果无论多么负面的意见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表述，他们所用于表达的语言不应受到惩罚有两点决定性的原因：第一点，用什么方式表达所产生的结果并没有太大差异；第二点，如果没有阻止几乎所有语言表达的权力，就不能禁止某些语言的表达。


首先，结果差异不大
 。如果几乎不能说某个政府官员或某种政府机制是给公众带来苦难和重大伤害的原因，那我使用语言所能做的就是进行暗示，表达这一官员或机制的行为让我感到屈辱、愤怒或仇恨，并由此激起他人同样的感受。如果我可以用直接的方式表达，我将这么做，因为这会是对事实赤裸裸的陈述，在彻底推翻我们所建立的整套原则之前，无从禁止。

于是，亦即说，如果我表明了我的某种情绪，并明确
 表示了我对他人所应有情绪的看法，我就是清白的；如果是含蓄地
 指出，就是有罪的。含蓄或明确，这就是整个的差异所在。如果我说某个法官在某种情况下受贿了，并做出不公正的判决毁掉了一个正派人和他的家庭。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意见声明，根据我们所建的信条，不应被禁止。如果我还说了自己的情况，即法官的这一行为在我心中激起了对受伤害家庭的极大同情，以及对使他们遭受不公的人的极大愤慨和憎恨，这也完全应是可以的。还应允许我进一步自由地表达意见，即认为这应激起社群其他成员的共鸣，那个法官应受到相应的惩罚。然而，大部分这些内容，我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可以进行简洁的暗示，也可以大声叫喊：这种行为让人类愤慨！这儿有个恶棍，被赋予了最庄严的信任，却为了卑鄙的目的亵渎了它！他为什么不是受到公共憎恶的目标？为什么愤怒的小瓶没有砸向他那令人生厌的脑袋？这些仅仅表明：他做了那件事，我因此而恨他，同情受害者，我认为他应当受到惩罚，并认为其他人也该这么想。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表示。就最终的结果而言，这绝不表明两种表达方式会带来很大差异。热情洋溢的语言可能会产生瞬间强大的力量，但要能够形成公民品德的持久性意见，以及行政法中所规定的惩罚，都必须一贯建立在对事件真实陈述的基础之上。在事实面前，语言中最初的特殊成分很快就会失去影响。如果语言表述夸大了愤慨，对事实的了解就立即使它受到压制，更甚者，激起人们对夸大愤慨的人的反感。于是，除了一些暂时的轻微影响外，就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后果。如果暂时的负面影响过大，我们就要进一步考虑合适的补救措施。惩罚应永远不被用于可以通过多种其他方法实现同样效果的问题上。抵制过度的负面情绪所必需的是，准确地展示事实及其带来的所有不幸。所有夸大的情绪都出自夸大某件事产生不良效应的方式，而不是事情本身。能纠正这一看法，就能够实现补救。


第二，没有妨碍使用审查语言的权力，就不能禁止使用带有感情的语言
 。理由就在于语言自身的性质。没人能够用不含赞成或不赞成态度的语言来谈论道德行为。所有的这类语言都可以被定义为带有感情的语言。又如何给带感情的语言和不带感情的语言划分界线呢？文字对思想的影响靠的是我们去联想。但是对同样的一段文字，没有任何两个人会有同样的联想。令一个人感到紧张的文字，对另一个人或许不算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带感情的语言，对另一个人可能没什么。假如，如立法机构所说，所有用饱含感情的语言表达的指责都应受到惩罚，而对于政府官员或政治制度缺陷的讨论，在法官看来，几乎不可能是不带感情的。当伤害到与之紧密关联的官僚集团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此颁以禁令。因此，以感情强烈
 （passionate）为名进行语言惩罚的权力所招致的恶果是无穷的，而带有感情的语言不受到惩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太微不足道了，以至于任何方法都可以防止这些结果的产生。

在大多数国家，宗教
 是以某些形式建立在某种民族国家机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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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此，出版自由是否应像我们前面所认为的那样，在这一机制中同在所有其他机制中一样，同样得到实现？如果有人反对，那么此人就有义务指出这些适用于其他机制的原则，缘何不能用于这一机制。

我们看到，在所有其他机制中，让任何人代为公众选择意见都是危险的。而更确定的是，没什么比让人代替自己做出宗教选择更危险的了。

如果他们放弃自主选择宗教意见的权力，就等于放弃了所有的权力。众所周知，宗教观点是多么轻而易举地让人类拥护他们统治者无限的权力，以及人类最大降格所建立的一切。绝对服从
 和不反抗的教条就是宗教教条
 。允许任何人或任何一部分人来判断什么是或不是宗教信念，就会立刻带来专制。

这个道理如此显而易见，无须阐释或证明。

但是，如果公众在此还是要为自己做出选择，就必然有一个讨论的过程；我们已经证实的对其他机制有效的方法，对这一机制也同样适用；没有什么意见的表达应比其他意见受到更多的妨碍，除非是引证相反意见所带来的障碍。



⑴
 　《论政府》是詹姆斯·密尔政治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文论，其中清楚地论述了有关政府统治、政治体制、政府职能以及体制缺陷的观点，如：政府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善行，政府所达到最终目的的方法是权力和对权力滥用的防范体系等，并提出立宪平衡的原则，以及代表主体的哪些因素可以构成对良好政府的保障，哪些对选举主体的要求能够对代表主体起到保障作用等。《论政府》一文中的所提出观点贯穿于詹姆斯·密尔包括《论出版自由》等的其他相关文论之中。——译者注

⑵
 　《论法学》集中表达了詹姆斯·密尔在当时具有先见性的法学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主张将权利的概念纳入法律的保障范畴，制定宪法或某种惩罚性法典对权利进行保障，同时通过建立一系列规范对不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权利破坏行为予以惩罚。其中详细论述了权利侵害的问题，他从法律角度对政府和个人两方面权利侵害的不同观点为《论出版自由》中将出版侵害在政府侵害和个人侵害两个范畴中的讨论提供了法律基础。其中第五部分讨论的“惩罚满意”这一赔偿原则在《论出版自由》中得到再次探讨。——译者注

⑶
 　在谈到侵害时，作者在本文中使用了violation和offence两种表述方式。根据《剑桥国际英语词典》中的解释，violation指违犯（行为）或侵犯（行为），如对人的权利的侵犯；Offence更具有法律意义的侵害之意，也可指更严格意义上的“罪行”。从内容的实际意义考虑，为了避免混乱，译文中统一译为“侵害”。——译者注

⑴
 　本文在此处使用的是libel一词。根据17世纪英格兰法的分类，诽谤分为书面诽谤（libel）和口头诽谤（slander）两类。规定口头诽谤通常不属犯罪行为，如没造成实际损害则不可诉。关于“诽谤”一词的定义。可参见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4．——译者注

⑴
 　詹姆斯·密尔站在充分维护个人权利的立场上，将出版侵害置于个人和政府两个领域中讨论。他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以后的思想家如哈贝马斯、哈耶克以及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中都有所体现。——译者注

⑵
 　在此，我们假设读者对《论法学》一文中的权利侵害模式与应对举措已经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本文中的出版侵权问题。否则，对这一说法的理解将是相当困难的。

⑴
 　英国主要的法律体系结构建立在普通法的基础之上。小詹姆斯·斯托纳在《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中认为“普通法乃是从一个面对争议的法官的角度，或者从一个试图作出一项陪审团裁决的陪审团的角度所看到的法律。对法官和陪审团来说，法律不必始于一部成文法规。”这同拥有主权权威的成文法有所不同，在普通法系中，法官和陪审团的政治和技巧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译者注

⑴
 　Imputation，该词出自中世纪晚期，同法语imputer和拉丁文imputare相对应，本意指“归人其中”。这个词可以指⑴归罪、归咎、归因、转嫁罪责；⑵毁谤、诋毁、非难、污名、罪名（1535-1545），见《牛津英汉大词典》和《21世纪大英汉词典》中对该词的解释。前文中将这个词译为“诋毁”或“诽谤”，这里将其译作“非难”，是由于所指为针对既存事实的语言。——译者注。

⑵
 　在各国法律体系中，保护名誉权最主要的法律是民法或侵权行为法，英国和美国主要是通过诽谤诉讼等对名誉权提供法律保护和救济。罗伯特·博斯特教授曾列举了英美社会历史上出现过的三种名誉概念：作为一种财产的名誉、作为一种荣誉的名誉和作为个人尊严的名誉。（王峰.表达自由及其界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83.）——译者注

⑴
 　规劝（exhortation）具有告诫、劝告、劝诫之意。本文中的规劝是指利用报纸和出版物传递某种信息影响公共意见。在19世纪，言论和出版自由成为公民的普遍诉求，英国放宽审查制度的限制，允许通过报刊为公共利益进行辩护。——译者注

⑴
 　损害赔偿是根据“可预见规则”建立的，该规则起源于法国，繁荣于英美普通法，并被相应的制定法所采纳，霍尔姆斯在涉及损害赔偿时强调：“它绝不是强制信守契约的法律政策，而只是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契约和为不履行契约对另一方当事人引起的任何损害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50.）——译者注

⑴
 　在詹姆斯·密尔生活的年代，功利主义理论逐步发展成熟并对自由主义起到主导性的影响。詹姆斯·密尔发扬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将表达自由置于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中看待。与边沁的“最大快乐”原则阐释所不同的是，他将个人自私的本性看作是造成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关键动因．——译者注

⑴
 　帕斯卡（Pascal1623-166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译者注

⑵
 　该段引文在原文中为法文。

⑴
 　此段引文在原文中为法文。

⑵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 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著作繁多，代表作有《君主论》、《论李维》等。——译者注

⑶
 　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 106 B.C.—43 B.C.），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

⑴
 　詹姆斯·密尔主张对政府对公民信息公开，认为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也是公众利益得到保障的必要基础。这种观点在随后的关于知情权的讨论中被广泛运用，并在20世纪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论争。本文所论述的获知的权利尚限于政府信息的知情，并未扩大到对任何公共信息的知情这一范畴。——译者注

⑴
 　讨论自由（Freedom of discussion）同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和出版自由（freedom of press）及象征性言论自由（freedom of symbolic speech）等一起构成了表达自由的基本内容。与言论自由所强调的个人权利不同，讨论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公共自由，这一自由形式利用媒介推动公共辩论领域的发展。欧文·费斯在“建构一个自由的报业”（Building a Free Press. Rights of Access to the Media, edt. by Andras Sajoand Monroe Price. Hague, London: Kluwer Law Intl. 1996.）一文中指出：所谓公共辩论是一种公共自由，获取与使用传媒的自由或权利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权利，是为了个人的自我表达，还不如说是为了保障与推进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公共辩论领域。也即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核心价值在于形成这样一个公共辩论领域，并且由此体现出来。——译者注

⑴
 　根据新罗马法理论家们的观点，一个公民的自由程度将由在追求他所选择的目的上受到或不会受到任意行为的强制来衡量。按照“可选择理念”的观念，自由被界定为“支配”的反义词，而不是“干涉”的反义词。根据新罗马法理论家的理论，提出缺乏干涉意味着导致不自由要么来自于干涉，要么归因于依附。参见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2003）。边沁和詹姆斯·密尔都承袭了这一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总结和发展。——译者注

⑴
 　英国行政法沿袭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和“自然正义原则”，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数原则、合理原则与程序公正原则三项基本原则。在詹姆斯·密尔的政治文论中，虽未明确提出这些原则，但已涵盖了尤其是后两项原则所涉及的范畴。——译者注

⑵
 　大约17世纪中期，英格兰将诽谤分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两类。前者源自诋毁国王与权贵的行为，既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也属于犯罪行为，具有可诉性；后者不属于犯罪行为，如果没有产生世纪损害，则不具有可诉性。英国最早的诽谤法见于1792年的《福克斯诽谤法》，该法授予陪审团对诽谤诉讼做出最终裁决的权力。目前英国关于诽谤的制定法，即1996年诽谤法（Defarnation Act1996）是对1952年诽谤法的修订。该法案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译者注

⑴
 　英国继承古希腊的传统，主要对三种类型的言论实行法律限制，分别为煽动（对政府的非议）、诬蔑（对个人的非议）、亵渎（对宗教的非议），三者统称诽谤。在这三种言论中，与政治自由关系最紧密的是煽动性诽谤，这类诽谤诉讼主要指王室成员和政府官员对批评者的政治言论提起的刑事诉讼。查菲教授对煽动性诽谤的定义是：“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故意公开发表对于公众人物、法律或依法设立的机构的书面谴责。”（见ZechariahChaffee《美国的言论自由》（1941））——译者注

⑴
 　20世纪后兴起的社群主义研究中，强调民族国家的群体因素——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生活方式。詹姆斯·密尔认识到宗教在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性，并主张宗教选择的自由，这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他的这一观点或许是源自对英国国教会同天主教会分离后公民权利状况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赋予了宗教信仰以长期要求的政治权利含义。——译者注
LIBERTY OF TH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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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Mill

Ⅰ．Nature and Objects of the Inquiry

The task of pointing out which of the acts, capable of being committed by the press, it would be expedient to prohibit under penalties, we trust will be found to be greatly diminished, by what we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in the articles GOVERNMENT and JURISPRUDENCE.

There is scarcely a right, for the violation of which, scarcely an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for the disturbance of which the press may not be employed as an instrument. The offences capable of being committed by the press are indeed nearly coextensive with the whole field of delinquency.

It is not, however, necessary to give a separate definition of every such violation or disturbance, when committed by the press; for that would be to write the penal code a second time; first describing each offence as it appears in ordinary cases; and then describing it anew for the case in which the press is the particular instrument.

If, for the prevention of the violation of rights, it were necessary to give aseparate definition, on account of every instrument which might be employed as a means of producing the several violations, the penal code would be endless. In general, the instrument or means is an immaterial circumstance. The violation itself, and the degree of alarm which may attend it, are the principle objects of consideration. If a man is put in fear of his life, and robbed of his purse, it is of no consequence whether he is threatened with a pistol or with a sword. In the definition of a theft, of a fraud, or a murder, it is not necessary to include an account of all the sorts of means by which these injuries may be perpetrated. It is sufficient if the injury itself is accurately described. The object is to prevent the injury, not merely when produced by one sort of means or another sort of means, but by any means.

From these illustrations, it sufficiently appears, that, if an accurate penal code were composed, defining the violations of rights, and the disturbances of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to which penalties were to be annexed, every offence, capable of being committed by the press, would be defined without mentioning the press. It is no less evident, that if we include in the term libel, as, to the great encouragement of confusion, is generally done, all the offences capable of being committed by the press, we include in the definition of libel all the definitions of the penal code.

As far as Persons and Property are concerned, the general definition of the acts by which rights are liable to be violated, has always been held sufficient; and has been regarded as including not less the cases in whic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e press has been employed, than those in which any other means have been employed to the same end. Nobody ever thought of a particular law for restraining the press on account of the cases in which it may have been rendered sub-servient to the perpetration of a murder or a theft. It is enough that a law is made to punish him who has been guilty of the murder or theft, whether he has employed the press or any thing else as the means for accomplishing his e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however, that the press is an instrument peculiarly adapted for the commission of injuries against Reputation, and for effecting disturbance to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while it has no peculiar adaptation for the commission of other offences. Here, too, there is the greatest disposition to restrain the press within improper limits. It is demanded of us, therefore, upon this part of the subject, to enter into greater detail.

We are then to inquire, in the first place, what are the acts of the press with respect to private reputation. and next, What are the acts with respect to government, which it is desirable that punishment should be employed to restrain.

Ⅱ．Offences of the Press with respect to Private Rights

Agreeably to the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considered in the article JURISPRUDENCE, no act can be regarded as an offence with respect to an individual, which is not a violation of some of hi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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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sidering the rights which ought to be established with respect to reputation, one proposition may be assumed; That every ma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a right to the character which he deserves; that is, to be spoken of according to his actions.

Such Offences should be defined.

In what manner the definition of this right, which would from a part of the civil code, should be expressed, is not now the question; it is evident there is no peculiar difficulty in the matter. As word, not thoughts, are the object of legal cognizance, the right can only have respect to security against certain words; words, imputing to the individual, actions which he has not performed, or a disposition to certain actions, without evidence that such a disposition exists.

Suppose that one man has instituted a suit against another, for the offence of having violated, through the press, his right to some part of the reputation which he deserves. In his ground of complaint he must affirm that the man has imputed to him either the performance of actions which he did not commit, or a disposition to certain actions, where no evidence of such disposition can be given.

The words are produced; and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y do or do not impute the actions which in the complaint, or bill of accusation, they are alleged to impute?

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they who oppose the attempt to define the offences, which, for shortness, we call the offences of the press, make use of such occasions, as this, to raise their objections. How, they ask, can all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be defined, by which the imputation of such and such actions may be, eithermore openly, or more covertly, conveyed?

It is very evident that the question, on such an occasion, whether the words do or do not impute such or such actions, is a question of fact. The law says, that such and such actions shall not be imputed, defining the actions. Whether such and such a man has imputed such actions, and whether by one set of words, or another set of words, are questions of fact.

The law, when it said that such and such acts should not be imputed to a man, could not determine whether A, who is accused by B, of having imputed to him one of those acts, did so, or not. That is to be determined by evidence, bearing upon the point. One, and in general the main article of that evidence, are the words which have been used. What is the import of these words; or, which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what is the degree of proof involved in them, is to be determined, as all questions respecting the weight of evidence are, in each instance,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tribunal before which the accusation is brought. The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rests upon the same footing in this, as in all other cases, that, for example, of a Will. The law determines, that whatsoever disposition a man has made with respect to his property, shall take effect after his death. But whether A has left his manor of Dale to B, is a matter of fact to be determined by evidence applying to that particular point; principally by that arising from the words of the will.

It may still be argued, by persons who do not easily renounce an opinion to which they have once given their support, that the actions, the imputation of which, the legislature means to prohibit, cannot be defined.

But this is a position which cannot long be maintained.

It is hurtful to a man, if he is believed to have committed some actions, or to have a disposition to commit them; it is not hurtful in the case of others. Evidently it is by imputation of the first sort alone, that any right with respect to reputation can be infringed.

The acts, which a man receives injury from being believed to have committed, or to be disposed to commit, are either those to which the law has annexed penalties, or those to which the penalties of public disrepute and dislike are annexed.

With respect to those acts to which the law has annexed penalties, as theft, murder, perjury, and so on, it will not be pretended that there is any difficulty; the law has already defined them, or ought to define them, and they may be marked with perfect precision by a few words.

Those acts which it is hurtful to a man, solely on account of the disrepute and dislike which they produce, to have it believed that he has committed them, may also be with sufficient accuracy determined.

Compensation should be made to the individual for injuries sustained by Offences of the Press.

The ends to be attained by punishment are, Reparation to the individual to whom injury has been done, and Prevention of similar acts in future.

In the idea of all punishment, effectual reparation to the injured individual is a necessary and essential ingredient. Suppose, then, it were declared by the legislature, that every imputation to a man of acts which bring the evil of dislike and disrepute upon him who has committed them, that is, every false imputation, shall be punished at least by reparation to be made to the party injured; the term evil is to this purpose perfectly precise. It would remain with the complainant to show what kind and degree of injury he had received; which is a matter of fact, to be estimated, in each instance, from the evidence adduced, by the tribunal before which the question is brought. If the injury sustained is a pecuniary injury, the question coincides exactly with the question of damages, decided regularly, in English courts, as a question of fact, by the jury.

injuries of the kind which we are now considering can affect a man only in two ways; either, by lessening the pecuniary value which he might otherwise have enjoyed; or, by lessening the marks of respect and affection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received. What the loss is, in this latter instance, is also evidently a question of fact. It has nothing, therefore, to do with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the offence, the business of the legislature. It is a question, which, like all other questions of fact, must of necessity be determined upon evidence by the tribunal before which it is brought. It is no doubt a question of delicacy, and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because the evidence must often consist of very fine and minute circumstances, which can seldom be precisely ascertained. But this is not the only class of judicial questions, the determination of which depends upon such evidence as it is very difficult accurately to collect and to weigh. What is of greatest importance, on this occasion, to remark is, that all the difficulty lies in the matter of fact. There is no doubt or obscurity in the law, which says, that whatever hurt a man has sustained through actions or dispositions falsely imputed to him, he shall receive compensation for. Difficulties, however, arising either from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tter of fact, or the obscurity of the evidence, no legislative enactments can prevent. These are confided to the skill and integrity of the judge.

The compensation which ought to be made to a man for the diminution of those marks of respect and affection which he would otherwise have received is a question for the legislature. Let us suppose that a soldier has been accused of cowardice, in such a manner as to create a general belief of the truth of the accusation; that a man of honor has been accused of mendacity, or of some of those irregular propensities to which the horror of the public is attached; it is evident that money is not, in such cases, an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When a man, through the offence of another, has been deprived of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or of money's worth, we say that he has received compensation, when he is placed in the same situation in which he would have been, if the offence had never taken place.

According to this idea of compensation, a man, against whom an unfavorable opinion has been created, by the act of another man, has received compensation, when he is placed in the same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opinion of those with whom he is connected, as if that act had not taken place. This, therefore, is object which it ought to be the endeavor of the legislature to effect.

One expedient is perfectly appropriate. It is, that the man who has falsely propagated an unfavorable opinion with respect to another, should be made to do whatever is in his power to remove the impression he has made. To this end, he should publish the sentence of the judge, declaring that the action, or disposition which he had imputed to the individual injured, he had imputed to him falsely. He should at least be made to publish it in every way in which he had published the imputation. Frequently a more extensive publication might be required.

In most cases, it will be allowed, that thus much would suffice. It may, however, be affirmed, that often the impression would be too profoundly struck, to be effaced by a mere knowledge of the sentence of the judge. In such cases, something more in the way of compensation would be required. On this, it is of importance to be observed, that if the impression produced by an imputation, which, after solemn inquiry, the judge has declared to be false, should not, by that declaration, be completely effaced, it implies necessarily one of two things; either that the public have evidence of the truth of the accusation, which was not adduced to the judge, and then the remaining impression is not owing to the imputation which the judge has condemned, but to the evidence; or, secondly, that the public mind is in a state of gross ignorance and imbecility, capable of forming opinions, even on the clearest subjects, not only not according to evidence, but in opposition to it. If the public mind, however, is in such a deplorable condition, it is the fault of the legislature; and for the rectification of this evil, the best course undoubtedly is, to take effectual measure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eople, which instruction would soon place them beyond the danger of such delusions. In the mean time, if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entence of the judge were necessary to restore a man to that degree of consideration, of which the false imputation had deprived him, governments have numerous ways of raising the consequence of individuals; and no legislature would be at a loss for a gradation of expedients suited to the scale of demand.

Means which should be used for preventing the violation of Rights by the Press

We have now illustrated that part of this question which regards compensation to the in ured individual. It remains to inquire what is best to be done in this case,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e other object of punishment, namely, the prevention of similar offences in time to come.

To devise a punishment sufficient to prevent an offence, is to provide a motive sufficient to counteract the motive which leads to the offence. We have hence to consider what are the motives by which men are incited to make false imputations on the characters of others.

These motives may be of three different sorts. A man may derive pecuniary profit, he may derive comparative distinction, or he may satisfy his desire of vengeance, by blackening the character of his neighbor.

In the case in which a man has by calumny wrongfully intercepted the pecuniary receipts of his neighbor, the obligation of making satisfaction to the party injured would, it is obvious, alone suffice, provided the machinery of the laws were sufficiently perfect, to render the execution of them certain. Seldom would any man calumniate his neighbor, for the sake of placing ￡20 in his own pocket, if he were sure that, next day, or next week, he would have to restore it, with all the profit which might have been made by the use of it, and with the disgrace besides of having committed an action which other men abhor.

Sometimes, however, a man may derive pecuniary profit form calumniating persons whom he has not by that means deprived of any pecuniary advantage; by the sale, for example, of a slanderous publication; when the satisfaction due to the individual may not be of a nature to counteract the motive which leads to the offence. The expedient in this case, also, is sufficiently obvious, and sufficiently simple. It is necessary to ascertain the whole of the gain which has been made by the offender, and to take it away from him. This, together with the satisfaction which he ought to make to the injured individual, would, if it were certain, create a surplus of motive to abstain from the injurious act.

In both of these cases, if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 is uncertain, an additional punishment may be necessary,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for the chance of escape. The allowance to be made on this score must depend upon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laws; while one important fact is to be kept in remembrance, that as a severity of punishment, beyond a certain point, is increased, certainty of execution is diminished. The true expedient, therefore, is to render the machinery of the laws so perfect, that the penalties which they denounce may always be sure of execution; and then hardly any thing beyond compensation to the individual, and the abstraction of any additional gain which might have been made by the propagation of slander, would be necessary to repress all offences against the reputation of others, to which the motives was constituted by pecuniary gain.

The two remaining cases are still more simple. If a man propagates a falsehood, for the sake of injuring the character of a man by whom his own consideration is eclipsed, it is only when he expects to obtain by that means a permanent advantage. If he knows that immediately the law will take its hold upon him; that he will be compelled to re-elevate the character of his neighbor, and to proclaim his own disgrace, he will see that, to attempt depressing the character of another man by calumny, is the very worst of all expedients, for giving a comparative elevation to his own. The same is the result in the case where vengeance constitutes the motive to injure the reputation of another. To render this proposition manifest, the most obvious illustration will suffice. No man, to gratify his malignity to another person, would kill his ox or his ass, provided he were sure that immediately he would be obliged to make him full satisfaction; and instead of injuring the man whom he hated, to injure only himself. No, the rudeness and inefficacy of the law, holding out a chance of escaping the duty of making reparation; and if the law were placed in a state but approaching perfection, hardly any thing beside the obligation of making satisfaction would be necessary to repress the whole of this order of crimes.

Whether any Imputation by which Truth is not violated,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Offence by the Press

We have now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this important inquiry. We have ascertained, we think,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be done for preventing injuries to the reputation of individuals; provided the rights of reputation are, by the civil code, not made to extend farther, and individuals ought to be protected from the disclosure of acts which they may have committed, is, we confess, a question highly worthy of solution; upon which, therefore, before we proceed to any of the subsequent topics, we shall offer the following reflections.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feelings of the individual may be as painful, where actions of a disreputable nature are, truly, as where they are falsely, imputed to him. It is equally certain, that no painful feelings ought to be willfully excited in any man, where no good, sufficient to overbalance that evil, is its natural consequence.

We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reputation is injured by the imputation of acts of two different descriptions; first, those to which the law annexes penalties; secondly, those to which disrepute and the dislike of others are annexed.

With respect to those acts to which the law annexes penalties, there is no room for uncertainty or dispute. Unless the law is a bad law, which ought to be repealed (this, we confess, constitutes an exception, and one, which, in very imperfect codes, extends a great way), the law ought not to be disappointed of its execution. The man who gives information against a murderer, or a thief, by the press, or without the press, renders a public service, and deserves not punishment but reward.

It appears, therefore, that the question, whether a man ought to be protected from the imputation of actions which he has really committed, refers solely to those acts which, without being punishable by the law, are attended with disrepute; acts, in other words, which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disapprove and dislike.

The prospect of the immediate and public exposure of all acts of this description, would be a most effectual expedient to prevent their being committed. Men would obtain the habit of abstaining from them, and would feel it as little painful to abstain, as at present it is to any well educated person to keep from theft, or those acts which constitute the ill manners of the vulgar. The fable of Momus has always been understood to carry an important moral. He found grievous fault that a window had not been placed in the breast of every man, by which, not his actions alone, but his thoughts, might have been know. The magnanimity of that Roman has been highly applauded, who not only placed his residence in such a situation that his fellow-citizens might see as much as possible of his action, but declared a wish that he could open to all eyes his breast as well as his house.

If the hatred and contempt of the people, therefore, were always rightly directed, and rightly proportioned; if they never operated against any actions but those which were hurtful, either to the individual himself, or to others, and never, but in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were hurtful, the case would be clear; the advantage which would be derived from the true exposure of any man's actions of any sort, would exceed beyond calculation the attendant evil.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insuring the practice of morality, in those numerous and highly important cases, to which the legal sanction, or the security of pains and penalties does not extend, consists in the want of a motive always present, and powerful enough to counteract the instant motive which urges to the instant offence. That motive almost every man would derive from the knowledge that he had the eyes upon him of all those, the good opinion of whom it was his interest to preserve; that no immoral act of his would escape their observation, and a 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ir hatred and contempt. It is in this view that the aid of religion has been sometimes regarded as on importance to morality; suggesting the idea of a high and constant observer. All motives, however, are feeble, in proportion as the pains and pleasures upon which they depend are distant, vague, or uncertain. Divines agree with all other men in complaining of the trifling effect of religious motives upon the lives of the greater number of men. From the nature of the prospect on which these motives depend, they could not be less feeble than they have been thus described. The case is not the same with the motives arising from the sentiments which we know we shall inspire in the breasts of our fellow-creatures. It is a matter of daily and incontrovertible experience, that these are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which operate upon the human mind. The soldier rushes upon death, and endures all the hardships and toils of his cruel profession, that he may enjoy the admiration, and escape the contempt of his fellow men. On what else is founded the greater part of all human pursuits? How few, even of those who toil at the meanest occupations, but exert themselves to have something for show, something to make an impression upon the eyes of those who surrounded them? The very subject of the present inquiry derives from this source the whole of its importance. The value of reputation is, indeed, but another name for the value which we attach to the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sentiments of our fellow men.

It is, however, true, that their unfavorable sentiments do not always fall where they thought, and this, we confess, is a consideration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It very often happens that men's antipathies are excited to actions from which no evil ensues, either to him who performs them, or to anybody else. If any man derives a pleasure from such actions, it is to limit his sphere ot innocent enj oyment, to debar him from them. And if the press exposes him to the antipathies, the hatred and contempt of his fellow-creatures, on account of those actions, it produces an evil, uncompensated by the smallest portion of good. To an Indian Brahmen, if he were known to have eaten, even when starving, a morsel of food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by a Christian,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dreadful. Where the Roman Catholic religion is in vigor, a man who should indulge himself in animal food on forbidden days would be regarded with horror. The use of wine, however moderate, would render a Mahomedan execrable to the whole of his tribe.

This misdirection of the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sentiments of mankind, in other words, this perversion and corruption of their moral sentiments, has, in by far the greater number of instances, been the work of priests, contriving the means of increasing their influence. In some very important instances, such, for example, as the prejudices of birth, at one time in Europe so powerful as to make men of low birth objects of the greatest contempt, men of elevated birth objects of the highest veneration, the perversion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is evidently the work of the aristocratical class, securing to themselves a more easy dominion over the rest of their fellow-creatures.

It is, therefore, evident, that where antipathies, religious or aristocratical, should prevail, the press would be hurtfully employed in giving notoriety to the facts which would expose a man to the operation of either.

We have now ascertained the cases in which it would not be good that men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the declaration of truth by the press, and also the cases in which it would be good that they should be so protected.

What, upon this view of the subject, would be desirable, is sufficiently clear. It would be desirable that, in the one set of cases, the declaration should be allowed, in the other it should not be allowed. Are the two sets of cases, however, capable of being accurately distinguished?

If the comparison is made with any attention, it will not b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at the evil to be incurred by the loss of truth in the set of cases in which the declaration of it would be useful,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which would arise from permitting the declaration in the cases in which it would be hurtful.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et of cases in which the declaration would be useful are much more numerous, and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ose in which, in any tolerably civilized state of society, it would be hurtful. Those in which it would be useful embrace the whole field of morality, all those acts,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on account of their singular importance, has been elevated to the rank of virtues. Everybody believes and proclaims, that the universal practice of the moral virtues would ensurethe highest measure of human happiness; no one doubts that the misery which, to so deplorable a degree, overspreads the globe, while men injure men, and instead of helping and benefiting, supplant, defraud, mislead, pillage, and oppress, one another, would thus be nearly exterminated, and something better than the dreams of the golden age would be realized upon earth. Toward the attainment of this most desirable state of things,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capable of contributing so much as the full exercise of truth upon all immoral actions, —all actions, the practice of which is calculated to lessen the amount of human happiness. According to this view, the justice of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dispute, the evil incurred by forbidding the declaration of truth upon all immoral actions is incalculable. That which would be incurred by the antipathies of misguided minds against actions innocent in themselves, nobody, we should imagine, would so much as think of placing in comparison.

In our own country, for example, the classes of actions which, though they injure nobody, expose a man to the unfavorable sentiments of others, are not numerous. The number of persons who would be exposed to inconvenience on account of the declaration of truth, in regard to them, would be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who would benefit by its declaration, in the case of all really hurtful acts.

It is, indeed, important to be observed, that a comparative smallness of number is necessarily implied in the supposition of injury from any unfounded antipathy. Those who share in the antipathy, of course, abstain from the action. And unless the antipathy were so general as to include almost the whole of the society, it would lose its injurious effect. Besides, all the injury which can be done to the individuals against whom truth would in this manner operate injuriously, would be, to make them abstain from the acts which were thus condemned.

Another thing to be considered is, that the whole of the evil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truth is dependent upon an accidental circumstance, capable of being removed; upon a mental disease, requiring to be cured, which, the legislature ought to be constantly endeavoring to cure, and toward the cure of which truth is likely to operate as the most effectual of all expedients. If any considerable inconvenience were experience from exposure to unfounded antipathies, in consequence of the publication of truth, the groundlessness of these antipathies could not fail in this case to be so often canvassed, and made to appear, that at last it would become familiar to the multitude, and the antipathies would expire.

It clearly, therefore, appears, that, if the cases in which the declaration of truth would expose to unfounded prej udices could not be clearly defined, and separated from the cases in which the declaration would be salutary, the rule of permitting truth ought to be universal. But through we perceive, that,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re are cases, in respect to which it would be vain to hope for agreement in drawing the line of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hurtful and what is not, we are persuaded that principles might be laid down in which all would agree, and which would serve to mark out certain cases for exception with sufficient exactness. If any such cases could be separated, either of actions which, though injurious to nobody, excited antipathies, or of facts, as those of birth, for which, though a man was in no respect worse, he might be regarded as worse; the exercise of truth, with regard to them, might, on the express ground that they were actions innoxious, or facts which ought to be of no importance in the estimate of human worth, be forbidden, when injurious, under the penalty of at least making reparation for all the injury of which it had been the cause.

Ⅲ．Offences of the Press with respect to Government

We have now explained, we trust, with sufficient clearness for the present occasion,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laws should be constructed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against violations committed by the pres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inquiry, therefore, we must consider as completed. In the second part we have to explain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y should be constructed for protecting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Exhortations to obstruct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should; Exhortations to resist all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at onc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offences.

Unless a door is left open to resistanc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largest sense of the word, the doctrine of passive obedience is adopted; and the consequence is, the universal prevalence of mis-government, ensuring the misery and degradation of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unless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stitut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re secured from obstruction, the security of rights, and all the advantages dependent upon the existence of government, are at an end. Between these two securities, both necessary to obtain the benefits of good government, there appears to e such a contrariety, that the one can only be obtained by the sacrifice of the other.

As this difficulty, however, arises chiefly from the largeness of the terms, a close inspection of the cases which they involve, and which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confuse, will enable us to discover the course which it belongs to practical wisdom to pursue.

It is necessary, first of all, to ascertain what sort of obstructions are inconsistent, and what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force, to resist the government in applying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s the physical power placed at its disposal by the law, is such an obstruction of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as would, if frequent, render it inadequate to the ends which it is provided to secure. This application of force, therefore, must be treated as an offence; and any thing proceeding from the press, tending directly to produce it, as a similar offence.

This proposition requires to be illustrated.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force which is here described, and treated as an evil, is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resistance of government which is the last security of the many against the misconduct of the few. This is an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force to obstruct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organ, or the proceedings of any of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aries,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duties with which they are charged. This is not the species of resistance which is necessary, in the last resort, to secure the people against the abuse of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This last is not a resistance to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It is a resistance to all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at once, either to withdraw them from the hands in which they have hitherto been deposited, or greatly to modify the terms upon which they are held.

Even this last species of resistance it may be necessary to punish, at least in a certain degree, whenever it is not successful; that society may not be disturbed by commotions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disapprove. This, however, is a question which belongs to the penal code in general, and does not concern the inquiry into the offences capable of being committed by the press:because we think it may be satisfactorily shown, that no operation of the press, however directly exhorting to this species of resistance, ought to be treated as an offence.

The reason is, that no such exhortation can have any immediate, or formidable effect; can, indeed, have any effect at all, except through such mediums as ought to be at all times perfectly free. Suppose that a work is published, exhorting the people in general to take arm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for the purpose of altering it against the consent of its rulers. The people cannot take arm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without the certainty of being immediately crushed, unless there has been already created a general consent. If this consent exists in such perfection as to want nothing to begin action but an exhortation, nothing can prevent the exhortation; and forbidding it is useless. If the consent does not exist in nearly the last degree of perfection, a mere exhortation, read in print, can have no effect which is worth regarding. In all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it is useless, and consequently absurd, to treat this species of exhortation as an offence. If, on the other hand, it were clearly recognized, that every man had a license to exhort the people to the general resistance of the government, all such exhortations would become ridiculous, unless on those rare andextreme occasions, on which no prohibitions, and no penalties, can or ought to prevent them. The doctrine of this paragraph, which will appear somewhat startling and paradoxical to minds accustomed only to a certain train of ideas, will receive illustration, and we trust will be amply confirmed, as we proceed.

Having mentioned this as a grand exception, we now return to the cases in which not only physical force applied to obstruct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but the publishing of exhortations to that obstruction, ought to be treated as an offence. These relate solely, as above remarked, to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Obstructions, it is evident, may be offered to the operations in detail of a government which possesses and deserves the fullest confidence of the community at large; and the press may be employed in directly and efficiently exciting to these obstructions. A hand-bill, for example, distributed at a critical moment, and operating upon an inflamed state of mind, in a narrow district, may excite a mob to disturb the proceedings of a court of justice, to obstruct public officers in the execution of their duties, or even to disturb, on this or that occasio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legislature itself.

These are clearly hurtful acts; they may be very accurately defined; and penalties, of moderate severity, would be sufficient to deter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them. Satisfaction by the party offending to the party injured, would often, in offences of this description, be out of the question; because there would be no definite party to whom an injury would be occasioned. It would only be necessary to ascertain the sorts of motives by which such offences would be liable to be produced, and to apply skillfully, as in other cases, motives of an opposite tendency, sufficient to counteract them. This would not be more difficult in this than in other cases, and it is not,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xplain at any length the mode of performing it.

One principle is to be carefully and most religiously observed, that of not imposing an atom of punish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vengeance. This is a principle, the j ustness and importancs of which are so completely recognized, that we might have expected to be believed ere now from the necessity of recommending attention to it. The fact, however, is, that so long as there are abuses in governments, so long will the men, who have the means of profiting by those abuses, exert themselves to multiply the list of offences against government, and to apply to them punishments of the greatest severity.

Punishments for contemptof court; punishments to vindicate the honor ot the cour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gistracy; punishments for the support of dignity; punishments severe in proportion as the dignity of the party offended is supposed to be high, and so on, are punishments almost always applied for purposes of vengeance, 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struments of abuse. They are punishments, therefore, which will be rigidly excluded from a code which wisely and steadily pursues the general good.

Of Exhortations to obstruct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there are two Sorts:1. The Direct, 2. The Implied, or Constructive.

What the sort of acts are, to which the exhortations of the press ought not to be applied, has been so far ascertained. The next point is, to determine with accuracy what sort of exhortation it is that ought to be forbidden.

To all those who profit by the abuses of government, that is, more especially, to all those who, in a defective government, wield any of its power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leave as undefined as possible the sort of exhortation that ought to be forbidden. The point of greatest importance to them is, to keep the people at large from complaining, or from knowing or thinking that they have any ground of complaint. If this object is fully attained, they may then, without anxiety, and without trouble, riot in the pleasures of misrule: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few may pursue their own advantage at the expense of the many.

There can be nothing, therefore, in which they have a greater interest, than preventing the press from being employed in any such way, as will lead the people to think that they have any thing, on the part of their rulers, of which to complain. All artifices possible will be sure to be employed to effect that prevention. And if it is enacted, that exhortations to acts which obstruct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should be punished, without defining accurately what sort of exhortation, they will easily find axpedients which, to a great extent, will accomplish their purpose.

Under the sort of constructions which it will be their interest to apply, every thing which can be done by the press, to make the people know or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y thing in the system of their government, or the conduct of their rulers, of which they have to complain, may be treated as an exhortation to obstruct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se constructions, our experience affords innumerable examples. Does not the imputing of defects to the government, or misconduct to those who wield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tend to bring both “into hatred and contempt”? And if the people hate and contemn the institutions and rulers of their country, will they not oppose their operations? The imputing of these faults, therefore, is it not, in essence and effect, an exhortation to oppose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And are we to be governed, in our legislature, by the mere forms in which a set of words may appear, and not by our knowledge of their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This is not only exceedingly plausible, but almost all the propositions which it involves are true. It is thus, therefore, the more easy to establish such a mode of interpreting an indefinite law of the press, as will prevent, or where the people cannot yet bear a total prevention, will go far towards preventing, whatever can lead the people to believe that any thing is amiss in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are ruled.

There are two species of exhortations, one the explicit and direct, the other implied and constructive. In the one, a particular act is pointed out, and the party, or parties, addressed, are called upon to perform it. In the other, certain grounds are only laid, from which the opinion of the addresser, that the act ought to be performed, may, with more or less certainty, be inferred.

With respect to the first, there is no occasion for doubt. A direct and explicit exhortation to commit one of those acts, described above, as obstructing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should be treated as an offence. The precise question is, whether any exhortation, which is only implied and constructive,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offence? In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almost every thing which relates to the use of the press in matters of government, will be found to be involve.

Exhortations which are Implied and Constructive, ought not to be punished.

We have already divided the subject of resistance to government into two parts; first, that general resistance, the object of which is some great change in the government at large; and, secondly, resistance to this or that of its operations in detail.

We have already adduced an argument, which appears to us to be conclusive, to show, that no exhortation, whether explicit or implied, direct or indirect, the object or tendency of which is to produce the first species of resistance, ought to be subject to legal restraint.

It is necessary here to enter a little more fully into the grounds of that opinion.

We think it will appear,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in the way of indirect exhortation to resistance, that is, in laying the grounds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medium between allowing every thing, and allowing nothing; that the end, in short, which is sought to be gained, by allowing any thing to be published in censure of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obtained, without leaving it perfectly free to publish every thing.

The end which is sought to be obtained, by allowing any thing to be said in censure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ensure the goodness of the government;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objects to the attainment of which, the wisdom of man can be applied. If the goodness of government could be ensured by any preferable means, it is evident that all censure of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be prohibited. All discontent with the government is only good, in so far as it is a means of removing real cause of discontent. If there is no cause, or if there is better means of removing the cause, the discontent is, of course, an evil, and that which produces it an evil.

So true it is, however, that the discontent of the people is the only means of removing the defects of vicious governments, tha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main instrument of creating discontent, is, in all civilized countries, among all but the advocates of misgovernment, regarded as an indispensable security, and the greatest safeguard of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For what is meant by a vicious government? Or wherein do the defects of government consist? Most assuredly they all consist in sacrific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ma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few. The small number, in whose hands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are, in part directly, in part indirectly, placed, cannot fail, like other men, to have a greater regard for what is advantageous to themselves, than what is advantageous to other men. They pursue, therefore, their own advantage, in preference to that of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That is enough.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o check that propensity, all the evils of misgovernment, that is, in one word, the worst evils by which human nature is afflicted, are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See the article GOVERNMENT)

There can be no adequate check withou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evidence of this is irresistible. In all countries, the people either have a power legally and peaceable of removing their governors, or they have not that power. If they have not that power, they can only obtain very considerable ameliorations of their governments by resistance, by applying physical force to their rulers, or, at least, by threats so likely to be followed by performance, as may frighten their rulers into compliance. But resistance, to have this effect, must be general. To de general, it must spring from a general conformity of opinion, and a general knowledge of that conformity. How is this effect to be produce, but by some means, fully enjoyed by the people, of communicating their sentiments to one another? Unless where the people can all meet in general assembly, there is no other means, of attaining this object,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t is, no doubt, true, that in countries where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is unknown, bad governments are frequently overthrown. This is almost always accomplished by the military force, revenging some grievance of their own, or falling in with some heat and animosity of the people. But does it ever enable them to make a new government, in which any greater security is provided for their interests thatthere was before? In such cases, the people get rid of one set of rulers, whom they hate, only to obtain another set, with equal powers of doing them injury.

There are, however, we believe, some people who say, that though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is a necessary instrument to attain good government, yet, if it is fairly attained, and if legal and peaceable mean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of removing their governors for misconduct; —if the people of England, for example, really chose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and renewed their choice so frequently, as to have the power of removal after a short experience of misconduc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would be unnecessary.

So far is this from being true, that it is doubtful whether a power in the people of choosing their own ruler, without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would be an advantage.

Freedom of Censure on the Conduct of their Rulers, is necessary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It is perfectly clear, that all chance of advantage to the people, from having the choice of their rulers, depends upon their making a good choice. Ii they make a bad choice——if they elect people either incapable, or disinclined, to use well the power entrusted to them, they incur the same evils to which they are doomed when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due control over those by whom their affairs are administered.

We may then ask, if there are any possible means by which the people can make a good choice, besides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a good choice is knowledge. The fuller and more perfect the knowledge, the better the chance, where all sinister interest is absent, of a good choice. How can the people receive the most perfect knowledge relative to the characters of those who present themselves to their choice, but by information conveyed freely, and without reserve, from one to another?

There is another use of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no less deserving the most profound attention, that of making known the conduct of the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choosen. This latter service is of so much importance, that upon it the whole value of the former depends.

This is capable of being rigidly demonstrated. No benefit is obtained by making choice of a man who is well qualified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also well inclined to serve them, if you place him in a situation in which he will have preponderant motives to serve himself at their expence.

If any set of men are chosen to wield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while the people have not the means of knowing in what manner they discharge their duties, they will have the means of serving themselves at the expence of the people; and all the miseries of evil government are the certain consequence.

Suppose the people to choose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with power of rechoosing, or dismissing them, at short intervals:To what desirable end could these powers be exercised, without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Suppose that any one those whom they have choosen has misconducted himself, or promoted, as far as depended upon him, the ends of misgovernment; how are the people to know that the powers with which they had entrusted him had been treacherously employed?

If they do not know, they will re-choose him, and that as cordially as the man who has served them with the greatest fidelity. This they are under a deplorable necessity of doing, even to be j ust; for, as they know no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the best, it would be on their part iniquity to make any.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fatal. If one man saw that he might promote misrule for his own advantage, so would another; so, of course, would they all. In these circumstances, we see laid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in every country, bad government is reared. On this foundation it is impossible that it should not be reared. Whenthe causes are the same, who can except that the effects will be different? It is unnecessary to dwell upon these fundamental truths,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been developed in the article GOVERNMENT.

Without the knowledge, then, of what is done by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 the use of the powers entrusted to them, the people cannot profit by the power of choosing them, and the advantages of good government are unattainable. It will not surely cost many words to satisfy all classes of readers that, without the free and unrestrained use of the press, the requisite knowledge cannot be obtained.

That an accurate report of what is done by each of the representatives, a transcript of his speeches, and a statement of this propositions and votes, is necessary to be laid before the people, to enable them to judge of his conduct, nobody, we presume, will deny. This requires the use of the cheapes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we add, the free use of those means. Unless every man has the liberty of publishing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e, the people can have no security that they are fairly published. If it is in the power of their rulers to permit one person, and forbid another, the people may be sure that a false report, —a report calculated to make them believe that they are well governed, when they are ill governed, will be often presented to them.

One thing more is necessary, and so necessary, that, if it is wanting, the other might as well be wanting als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tells what is done. This, however, is useless, unless a correct judgment is passed upon what is done.

We have brought this inquiry, then, to an important point. In the article GOVERNMENT, we have seen that, unless the people hold in their own hands an effectual power of control on the acts of their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will be inevitably vicious:We have now seen, that they cannot exercise this control to any beneficial purpose without the means of forming a correct judgment upon the conduct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We have likewise seen, that one of the mean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m to judge correctly of the conduct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 is the liberty to every body of publishing reports of what they do. It remains to inquire, by what other acts the press can be made to contribute to the same desirable end.

What is wanted is, that all the people, or as many of them as possible, should estimate correctly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s proposed or done by their representatives, and also that they should know what acts might have been propose, if the best were not proposed, from which better consequences would have followed. This end would be accomplished most effectually, if those who are sufficiently enlightened would point out to those who are in danger of mistakes, the true conclusions; and showing the weight of evidence to be in their favor, should obtain for them the universal assent.

How is this to be accomplished? In what manner are those wise men to be chosen? And who are to be the choosers? Directly the obj ect cannot be attained. There are no distinct and indubitable marks by which wisdom, and less by which integrity, is to be known. And who is to be trusted with the privilege of pointing them out? They whose judgment requires to be directed are not well qualified to determine who shall direct them. And if the rulers are to choose, they will employ none but those who will act in conformity to their views, and enable them to benefit themselves by the pillage and oppression of the people.

As there is no possible organ of choice, no choice whatever ought to be made. If no choice is to be made, every man that pleases ought to be allowed. All this is indubitable. The consequences of denying any part of it are so obvious, that hardly any man, we suppose, will risk the imputations to which such a denial would j ustly expose him

They who say that no choice ought to be made, say, in effect, that no limit whatsoever ought to be imposed up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The one of these propositions is involved in the other. To impose any restraint up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is undoubtedly to make a choice. If the restraint is i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it is the government that chooses the directors of the public mind. If any government chooses the directors of the public mind, that government is despotic.

Suppose that, by the restraint imposed up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all censure of the government is forbidden, here is undoubtedly a choice. The government, in this case, virtually says, The people who might attempt the task of directing the public mind are of two sorts; one that of those who would censure; another that of those who would not censure; I choose the latter.

Suppose that not every censure, but only such and such kinds of censure, are forbidden; here, again, is still a choice, while confessedly there is no party to whom the power of choosing for the rest can with safety be given.

If not every censure, but only some censures, are to be forbidden, what are those to which the prohibition should extend?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ill elucidate nearly all that yet remains in any degree obscur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It will not be said that any censure which is j ust should be forbidden; because that would undoubtedly be to detract from the means of enabling the people to form correct j udgments; and we have, we trust, rendered it indisputable that no source of benefit to society is at all to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correct j udgments, on their government and its functionaries, formed by the people, and determing their actions.

But what censures are j ust and what are unjust; in other words, what are the conclusions which ought to be formed respecting the properties and the acts of the government, is exactly the point to be determined. If you say that no man is to pass and unjust censure upon the government, who is judge? It is surely unnecessary to repeat the proof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re is nobody who can safely be permitted to judge. The path of practical wisdom is as clear as day:all censures must be permitted, equally; just, and unjust.

Where various conclusions are formed among a number of men, upon a subject on which it would be unsafe, and therefore improper, to give any minor portion of them a power of determining for the rest, only one expedient remains. Fortunately, that is an expedient, the operation of which is powerful, and its effects beneficial in the highest degree. All the conclusions which have formed themselves in the mind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should be openly adduced; and the power of comparison and choice should be granted to all. Where there is no motive to attach a man to error, it is natural to him to embrace the truth; especially if pains are taken to adapt the explanation to his capacity. Every man, possessed of reason, is accustomed to weigh evidence, and to be guided and determined by its preponderance. When various conclusions are, with their evidence, presented with equal care and with equal skill, there is a moral certainty, though some few may be misguided, that the greater number will judge aright, and that the greatest force of evidence, wherever it is, will produce the greatest impression.

As this is a proposition upon which every thing depends, it is happy that the evidence of it should be so very clear and striking. There is, indeed, hardly any law of human nature more generally recognized, wherever there is not a motive to deny its existence. “To the position of Tully, that if Virtue could be seen, she must be loved, may be added,” says Dr. Johnson, “that if Truth could be heard, she must be obeyed.” (Rambler, No. 87.)[“Je vous plains, mes Péres,” says Mons. Pascal to the Jesuits, “d'avoir recours à de tells remèdes. Vous croyez avoir la force et l'impunité：mais je crois avoir la verité, et l'innocence. C'est une etrange et longue gueerre que celle ou la violence essaie d'opprimer la verité. Tous les efforts de la violence ne peuvent affoiblir la verité, et ne servent qu’à la relever advantage:toutes les lumieres de la verité ne peuvent rien pour arrêter la violence, et ne font que l'irriter encore plus. Quand la force combat la force, la plus puissante detruit la moindre:quand l'on expose les discours aux discours, ceux qui sont veritables et convainquants confondent et dissipent ceux qui n'ont que la vanitě et le mensonge.”（Lett. Provine. 12. ）]
⑴

 “Reason,” says Burke, “clearly and manfully delivered, has in itself a mighty force; but reason, in the mouth of legal authority, is, I may fairly say, irresistible.” (Lett. On Regicide Peace.)

It is of importance to show how many of the greatest men, of all ages and countries, have borne testimony to the prevalence of true over false conclusions, when both are fairly offered to the human mind. “Truth,” says Mr. Locke, “certainly would do well enough, if she were once left to shift for herself. She seldom has received, and I fear never will receive, much assistance from the power of great men, to whom she is but rarely known, and more rarely welcome. She is not taught by laws, nor has she any need of force to procure here entrance into the minds of men.” (Letter on Toleration.)The following is the emphatical language of Montesquieu:[“La raison a un empire naturel:elle a meme un empire tyranique:on lui resiste, mai; cette resistance est son triomphe, encore un peu de temps, et l'on sera forcé de revenir à elle.”]
⑴

 （Esp. de Loix, 1. 28, ch. 38. ）一“It is noted out of Cicero, by Machiavel, that the people, though they are not so prone to find out truth of themselves, as to follow custom, or run into error; yet if they be shown truth, they not only acknowledge and embrace it very suddenly, but are the most constant and faithful guardians and conservators of it.” (Harrington.)—“The labour of a confutation,” says Chillinworth, “I have not in any place found such labour or difficulty, but that it was undertakeable by a man of very mean abilities;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it is Truth I plead for; which is so strong an argument for itself, that it needs only light to discover it.” (Religion of Protestants)—“About things on which the public thinks long,” says Dr. Johnson, “it commonly attains to think right.” (Life of Addison)—“The adversary,” says Dr. Campbel, “is both subtile and powerful. With such an adversary, I should on very unequal terms enter the lists, had I not the advantage this doubtless is. It requires but moderate abilities to speak in defence of a good cause. A good cause demands but a distinct exposition, and a fair hearing; and we may say, with great propriety, it will speak for itself.” (Campbell on Miracles, Introd.)

We have then arrived at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nclusions, ——that there is no safety to the people in allowing any body to choose opinions for them; that there are no marks by which it can be decided beforehand, what opinions are true and what are false; that there must, therefore, be equal freedom of declaring all opinions, both true and false; and that, when all opinions, true and false, are equally declared, the assent of the greater number, when their interests are not opposed to them, may always be expected to be given to the true. These principles, the foundation of which appears to be impregnable, suffice for the speedy determination of every practical question.

All censure thrown upon the government, all censure thrown either upon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r upon the conduct of any of the functionaries of government, s upreme or subordinate, has a tendency to produce resistanc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censures thrown upon government, some may have a tendency to produce resistance to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others that general resistance which has in view some great alteration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first sort would be any such accusation of the conduct and disposition of a judge, as might excite the people, whose sympathies were roused in favor of the individual against whom his sentence was to operate, to rescue him from the officers of j ustice. We have already shown that such a rescue ought to be punished, and any direct exhortation to it ought to be punished. It will now be evident, we trust, that no censure on the judge, though capable of being treated as an indirect exhortation, ought to be punished.

The reason is conclusive. The people ought to know, if possible, the real qualities of the actions of those who are entrusted with any shar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affairs. This they have no chance of knowing, without the unlimited power of censure upon those actions, both in gross and detail. To see the full force of these propositions,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apply the principles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established.

If the people have not the means of knowing the actions of all public functionaries, they have no security for the good conduct even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 Suppose it is the duty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watch the conduct of the judges, and secure the perfection of judicature, the people cannot know whether their representatives perform this duty, unless they know what the conduct of the judges is. Ignorance of this would of itselt suffice to vitiate the government. A door would be left open, through which the rulers might benefit themselv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 All the profit to be made by an abuse of the power of justice, would thus become the profit of the representatives, by whom it would be allowed, and encourage, as far as the knowledge, which they could not withhold from the people, would permit.

That the people ought, therefore, to know the conduct of their judges, and when we say judges we mean every other functionary, and the more perfectly the better, may be laid down as indubitable. They are deprived of all trust-worthy means of knowing, if any limit whatsoever is placed to the power of censure.

All censure consists in the delivery of an unfavorable opinion, with or without the grounds of it. This is the essence of censure. But if the conduct of the judge deserves that an unfavorable opinion should be entertained of it, the more perfectly that is known to the people, the better.

The conduct of the judge, on this occasion, says a defender, does not deserve an unfavorable opinion:A public expression of such an opinion ought, therefore, to be prohibited. But there are occasions on which the conduct of judges deserves an unfavorable opinion. When it is deserved, there is no security for good government, unless it is allowed to be made known. How can you allow an unfavorable opinion to be delivered in the one case, and not delivered in the other? To have the benefit of it in the one case, you must submit to the evil of it in the other.

In matters of Government, undeserved Praise as mischievous as undeserved Blame.

As the real point of importance is, to establish correct opinions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it is as mischievous to inculcate a favorable opinion, when an unfavorable is deserved, as an unfavorable when a favorable is deserved; and, in the eye of reason, it is incontrovertible, that, if the one deserves to be prevented by punishment, so does the other.

But, if an unfavorable opinion is pronounced of any public functionary; of a judge, for example, would you have it left un-contradicted? Would you not grant the liberty of calling in question the truth of the allegations, and of supporting a different opinion? If not, the character of no public functionary would be safe, and any man, however deserving, might be made to appear the proper object of the most unfavorable sentiments. Why should not the two cases be treated equally? Why should not the favorable, as well as the unfavorable opinion be open to contradiction?

It is perfectly certain, that it is not in the power of law to mark out, by antecedent definition, any sort of men, of whom it can say, all opinions favorable to such men shall be punished. It can never be affirmed of any men beforehand that they will certainly perform such and such injurious actions. If they do perform them, all declarations conformable with the matter of fact are good. Bu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y have performed them? One man, affirms that they have. Is that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And is no man to be allowed to affirm the contrary, and to sift the grounds upon which the allegations of the other man supported? It is by weighing well the evidence on both sides, that a well-founded opinion is capable of being formed. And it is certain, that the best security for having the evidence on both sides fully adduced, and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it perfectly disclosed, is by permitting all those who are attached to different opinions to do what they can for the support of them.

If it is evident that it ought not to be permitted to speak evil of public functionaries without limit, while any limit is put to the power of speaking well of them; it is equally evident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forming a correct opinion of their conduct, it ought not to be permitted to speak well of them, and oppose any limit whatsoever to the power of speaking ill of them.

It ought not to be permitted to speak evil of them without an equal liberty of speaking well; because, in that case, the evidence against them might be made to appear much stronger than it was. It ought not to be permitted to speak well of them without an equal liberty of speaking ill; because, in that case, the evidence in favor of them might be made to appear much greater than it really was. In either case, the people would be misguided, and defrauded of that moral knowledge of the conduct of their rulers,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which has so fully appeared.

It may be said(as by the short-sighted, if we did not anticipate them, it wouldbe said), that if, by limiting the power of censure, the people are made to judge more favorably of their rulers than they deserve, the evil is small; but if they are permitted to form a very unfavorable opinion, the consequences are alarming.

We believe it may be rigidly demonstrated, that no evils are greater than those which result from a more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ir rulers,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than their rulers deserve; because j ust as far as that undue favor extends, bad government is secured. By an opinion of their rulers more favorable than they deserve, is implied an ignorance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of certain acts of their rulers by which the people suffer. All acts by which the rulers have any motive to make the people suffer, are acts by which the rulers profit. When the ignorance of the people extends to material points, all the evils of bad government are secured. These are the greatest of all possible evils. To this it will not be said that the ignorance of the people ought to extend. On all material points, it is admitted, then, that the freedom of censure ought to be complete. But if it is to be allowed on great points, on those where it is calculated to excite the greatest disapprobation; what can be thought of their consistency, who would restrain it on those where it is only calculated to excite a small? If it is proper to protect the people from great injuries at the hands of their rulers, by exciting a strong, it is good to protect them against small injuries, by exciting a weak disapprobation.

To public functionaries may be imputed either acts which they have not performed, or a want of certain qualification, moral or intellectual, which they possess.

With respect to acts, and even dispositions, which do not,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cern their public function, the same protection may be safely extended to them as to private men.

Acts in their public capacity which they have not performed, may be imputed to them either by mere forgery, and without any appearance oi ground, or they may be imputed with some appearance of ground. From permitting the former, no good can be derived. They ought, therefore, to be prevented, in the same way as false imputations, injurious to individuals in their private capacity.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restraint in imputing actions to any public functionary which he may appear to have done, flows immediately from the principles already established, and requires not that any thing should here be added to its proof. Any appearance sufficient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slightest suspicion, renders it useful to call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to the suspected part, which can only be done by making the suspicion known. A man may, indeed, publish, as a matter of fact, what is supported by appearances which would only justify the temerity, if not of malignity; and this is all the penalty which needs or can safely be inflicted upon him.

In imputing inaptitude to a public functionary, on the score either of intellectual or moral qualities, scarcely any limitation would be safe. Every man ought to have liberty to declare upon this subject any opinion which he leases, and support it by any evidence which he may think adapted to the end. If, in supporting his opinion of the inaptitude of any public functionary, he imputes to him actions which there is not even an appearance of his having performed, that limited prohibition, the propriety of which we have just recognized, will strictly apply. With this exception, freedom should be unimpaired.

We have now, therefore, explained, we hope sufficiently, in what manner the principles which we have established require, that the use of the press should be regulated in speaking of the action of public functionaries, and of their fitness for the duties which they are appointed to discharge, whether those functionaries are the immediat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or others whom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ose representatives to control.

Freedom of Censure on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We have next to inquire in what manner those principles require that the use of the press should be regulated in speaking of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The illustrations already adduced will supersede the use of many words upon this part of the subject.

Institutions of govrnment are good in proportion as they save the people from evil, whether it be evil created by the government, or evil not prevented by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are bad in proportion as they are the cause of evil to the people, either by what they create, or what they fail in preventing.

According to this statement, which it is impossible to controvert,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may, in strict propriety of speech, be said to be the cause of all the evil which they do not save the people from, and from which the people would be saved by any other institutions.

It is therefor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know what are the institutions which save from the greatest quantity of evil, and how much their own institutions want of being those best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are bad, either because those in whose hands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are placed do not know that they are bad, and though willing, cannot improve them; or they are bad, because those who have in their hands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do not wish that they should be improved.

Where the rulers are willing, but do not know how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every thing which leads to a knowledge of their defects is desirable to both rulers and people. That which most certainly leads to such knowledge is, that every man who thinks he understand any thing of the subject, should produce his opinions, with the evidence on which they are supported, and that every man who disapproves of these opinions should state his objections. All the knowledge which all the individuals in the society possess upon the subjects thus brought, as it were, to a common stock or treasury; while every thing which has the appearance of being knowledge, but is only a counterfeit of knowledge, is assayed and rej ected. Every subject has the best chance of becoming thoroughly understood, when, by the delivery of all opinions, it is presented in all points of view; when all the evidence upon both sides is brought forward, and all those who are most interested in showing the weakness of what is weak in it, and the strength of what is strong, are, by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permitted, and by the warmth of discussion excited, to devote to it the keenest application of their faculties. False opinions will then be delivered. True; but when are we most secure against the influence of false opinions? Most assuredly when the grounds of these opinions are the most thoroughly searched. When are the grounds of opinions most thoroughly searched? When discussion upon the subject is the most general and the most intense; whe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qualified persons engage in the discussion, and are excited by all the warmth of competition, and all the interest of important consequences, to study the subject with the deepest attention. To give a body of rulers, or any other body of men, a power of choosing, for the rest, opinions upon government, without discussion, we have already seen, upon good evidence, is the way to secure the prevalence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errors.

When institutions are bad, and the rulers would gladly change them if they knew they were bad, discussion, it will not be disputed, would be good for both parties, both rulers and ruled.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case, and that by far the most common, where the rulers are attached to the bad institutions, and are disposed to do all in their power to prevent any alteration. This is the case with all institutions which leave it in the power of the men who are entrusted with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to make use of them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people; in other words, which enable them to do injury to the people, or prevent the people from good. This is the case with by far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ose institutions by whichthe people suffer. They are institutions contrived for benefiting the few at the cost of the many.

With respect, therefore, to the greater number of defective institutions, i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rulers that true opinions should not prevail. But with respect to these institutions, it is of still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people that discussion should be free. Such institutions as the rulers would improve, if they knew that they were defective, will be improved as the rulers themselves become sensible of their defects. Such defective institutions as the rulers would not wish to see improved, will never be improved, unless the knowledge of these defects is diffused among the people, and excites among them a disapprobation which the rulers do not think it prudent to disregar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true opinions among the people, relative to those defects in thei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y which the rulers profit at their expense, is on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people, is therefore a freedom of discussion is the only security which the people can have for the prevalence of true opinions has already been prove. It is therefore proved, that freedom of discussion, in its utmost perfection, they ought to enjoy.

What is included in the term freedom of discussion, is evident from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Freedom of discussion means the power of presenting all opinions equally, relative to the subject of discussion; and of recommending them by any medium of persuasion which the author may think proper to employ. If any obstruction is given to the delivering of one sort of opinions, not given to the delivering of another; if any advantage is attached to the delivering of one sort of opinions, not attached to the delivering of another; so far equality of treatment is destroyed, and so far the freedom of discussion is infringed; so far truth is not left to the support of her own evidence; and so far, if the advantages are attached to the side of error, truth is deprived of her chance of prevailing.

To attach advantage to the delivering of one set of opinions, disadvantage to the delivering of another, is to make a choice. But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it is not safe for the people to let anybody choose opinions for them. If it be said, that the people themselves might be the authors of this preference, what is this but to say, that the people can choose better before discussion than after; before they have obtained information, they cannot choose for themselves. They must follow blindly the impulse of certain individuals, who, therefore, choose for them. This is, therefore, a pretence, for the purpose of disguising the truth, and cheating the people of that choice, upon which all their security for good government depends.

If these deductions are as clear and incontrovertible as to us they appear to be, the inquiry respecting the principles which ought to regulate the use of the press is drawn pretty nearly to its close. We have shown, that as far as regards the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 respect to both persons and things, no definition on account of the press is required. We have shown in what manner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 regard to reputation, should be defined by the civil code, and the violation of them prevented by the penal. We next proceeded to what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main branch of the inquiry, namely, the use of the press in speaking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functionaries of government. We have found, that in this respec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of such importance, that there is no security for good government without it. We have also found, that the use of it, in respect to these subjects, admits but of two useful restrictions—that of a direct exhortation to obstruct any of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in detail, and that of imputing to a functionary of government a criminal act, which there was no ground, nor even any appearance of ground, to impute to him. These restrictions, of course, it would be very easy to define in the criminal code, and to find appropriate motives to sanction. In all other respects, we have seen that the press ought to be free; that if there is any limit to the power of delivering unfavorable opinions, respecting either the functionaries, or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and of recommending those opinions by any media, with the single exception of false fact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above, the benefits which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so greatly infringed, that hardly any security for good government can remain.

Ⅳ．Limitations to Freedom of Discussion, which involve its destruc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English law, or rather of what is called law, upon this subject, without being any thing better than the arbitrary will of the judges, it is said, that though discussion should be free, it should be“decent”； and that all“indecency”in discussion should be punished as a libel. It is not our object in this discourse to give an exposition of the manifold deformities of the English law of libel. If we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developing the true principles which ought to regulate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every reader may, by an application of those principles, determine what he ought to think of the several particulars which there may attract his attention. We shall confine ourselves to a short notice of those dicta, or doctrines, which seem most likely to be pleaded in opposition to the principles which we have endeavored to establish.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indecent discussion should be prohibit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of course, inquire what is meant by indecent.

In English libel law, where this term holds so distinguished a place, is it not defined?

English legislators have not hitherto been good at defining; and English lawyers have always vehemently condemned, and grossly abused it. The world“indecent”, therefore, has always been a term under which it was not difficult, on each occasion, for the judge to include whatever he did not like. “Decent”, and“what the judge likes”, have been pretty nearly synonymous.

Indecency of discussion cannot mean the delivery either of true or false opinions, because discussion implies both. In all discussion there is supposed at least two parties, one who affirms, and one who denies. One of them must be in the wrong.

The delivery, though not of all true opinions, yet of some, may be said to be indecent. All opinions are either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True opinions that are favorable to government and its functionaries will not be said to be indecent; nor will all opinions that are true and unfavorable be marked out for prohibition under that name. Opinions unfavorable may either be greatly unfavorable or slightly unfavorable. If any unfavorable opinions are exempted from the charge of indecency, it must be those which are slightly so. But observe what would be the consequence of prohibiting, as indecent, those which are greatly unfavorable. A true opinion, greatly unfavorable to a functionary, or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is an opinion that the functionary, or institution, is greatly hurtful to the people. You would permit the slight evil to be spoken of, and hence removed; you would not permit the great evil to be spoken of.

If no true opinion can be regarded as indecent, meaning by indecent, requiring punishment, we must inquire if any false opinion on matters of government ought to be treated as such. If all false opinions are indecent, all discussion is indecent. All false opinions, therefore, are not indecent. The English libel law does not treat any favorable opinions, how much so ever false, as indecent, who is to judge if they are false? It has been already proved, that the people can confide the power of determining what opinions are true, what are false, to none but themselves. Nothing can resist the following argument. Either the people do know, or they do not know, that an opinion is false:if they do not know, they can permit nobody to judge for them, and must leave discussion its free course:if they do know, all infliction of evil for the delivery of an opinion which then can do no harm, would be purely mischievous and utterly absurd.

If all opinions, true and false, must be allowed to be delivered, so must all the media of proof. We need not examine minutely the truth of this inference, because it will probable be allowed. It will be said, however, that though all opinions may be delivered, and the grounds of them stated, it must be done in calm and gentle language. Vehement expressions, all words and phrases calculated to inflame, may justly be regarded as indecent, because they have a tendency rather to prevent than rectify the judgment.

To examine this proposition, it must be taken out of that state of vagueness in which so many things are left by the English law, and made, if possible, to speak a language, the meaning of which may be ascertained.

We have j ust decided, and as it appeared, on every substantial ground, that the statement of no opinion,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true or false, with its media of proof, ought to be forbidden. No language, necessary for that purpose, can be indecent, meaning here, as before, nothing by that term, as nothing can be meant, but simply punishable or proper for punishment.

But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delivering an opinion one way and another way is, that in the one case it is simply delivered, in the other it is delivered with indications of passion.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 in question then must be, that an opinion must not be delivered with indications of passion.

What! Not even a favorable one?

“Oh, yes! A favorable one. Merited praise ought to be delivered with warmth.”

Here, then, is inequality, and therefore mischief, at once. An opinion, meaning here a true opinion, if it is favorable, you allow—if unfavorable, you do not allow——to be delivered in a certain way. Why? Because in that way, you say, it is calculated to make an undue impression. Opinions favorable, then, you wish to make an undue impression, and by that confess the wickedness of your intention. You desire that the people should think better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functionaries of their government than they deserve; in other words, you wish the government to be bad.

If opinions, to what degree so ever unfavorable, may be freely and fully delivered, there are two conclusive reasons why the terms in which they are delivered should not be liable to punishmen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mode of delivery and another is of little consequence. In the second place, you cannot forbid the delivery in one set of terms, without giving a power of preventing it in almost all.

First, the difference is of little consequence. If I say barely that such a functionary of government, or such an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is the cause of great injury and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all that I can do more by any language is, to give intimation, that the conduct of such functionary, 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institution, excites in me great contempt, or great anger, or great hatred, and ought to excite them in others. But if I put this in the way of a direct proposition, I may do so, because then it will be a naked statement with regard to a matter of fact, and cannot be forbidden, without overthrowing the whole of the doctrine which we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If, then, I give indication of certain sentiments of mine, and of my opinion of what ought to be the sentiments of others explicitly, I ought, you say, to be held innocent; if implicity, guilty.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that is the difference, and the whole of the difference. If I say, that such a judge, on such an occasion, took a bribe, and pronounced and unjust decision, which ruined an meritorious man and his family, this is a simple declaration of opinion, and ought not,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already established, to meet with the smallest obstruction. If I also state the matter of fact with regard to myself, that this action has excited in me great compassion for the injured family, and great anger and hatred against the author of their wrongs, this must be fully allowed. I must further e allowed to express freely my opinion, that this action ought to excite similar sentiments in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that the judge ought to receive an appropriate punishment. Much of all this, however, I may say in another manner. I may say it much more shortly by implication. Here, I may cry, is an act for the indignation of mankind! Here is a villain, who, invested with the most sacred of trusts, has prostituted it to the vilest of purposes! Why is he not an object of public execration? Why are not the vials of wrath already poured forth upon his odious head? All this means nothing, but that he has committed the act; that I hate him for it, and commiserate the sufferers; that I think he ought to be punished; and that other people ought to feel as I do. It cannot be pretended, that between these two modes of expression, the difference, in point of real and ultimate effect, can be considerable. For a momentary warmth, the passionate, the passionate language may have considerable power. The permanent opinion formed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as well as the punishment, which, under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law, he can sustain, must depend wholly upon the real state of the facts; any peculiarity in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 facts may have been originally announced soon loses its effect. If that language has expressed no more indignation than what was really due, it has done nothing more than what the knowledge of the facts themselves would have done. If it has expressed no more indignation than what was really due, it has done nothing more than what the knowledge of the facts themselves would have done. If it has expressed more indignation than what was due, the knowledge of the facts operates immediately to extinguish it, and, what is more, to excite an unfavorable opinion of him who had thus displayed his intemperance. No evil then is produced; or none but what is very slight and momentary. If there should be a short-lived excess of unfavorable feeling, we have next to consider what is the proper remedy. Punishment should never be applied where the end can be attained by more desirable means. To destroy any excess of unfavorable feeling, all that is necessary is, to show the precise state of the facts, and the real amount of the evil which they import. All excess of feeling arises from imputing to the facts a greater efficacy in the way of evil than belongs to them. Correct this opinion, and the remedy is complete.

Secondly, you cannot forbid the use of passionate language, without giving a power of obstructing the use of censorial language altogether. They reason exists in the very nature of language. You cannot speak of moral acts in language which does not imply approbation and disapprobation. All such language may be termed passionate language. How can you point out a line where passionate language begins, dispassionate ends? The effect of words upon the mind depends upon the associations which we have with them. But no two men have the same associations with the same words. A word which may excite strains of emotion in one breast, will excite none in another. A word may appear to one man a passionate word, which does not appear so to another. Suppose the legislature were to say, that all censure, conveyed in passionate language, shall be punished, hardly could the vices of either the functionaries or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be spoken of in any language which the judges might not condemn as passionate language, and which they would not have an interest, in league with other functionaries, to prohibit by their condemnation. The evil, therefore, which must of necessity be incurred by an power to punish language to which the name of passionate could be applied, would be immense. The evil which is incurred by leaving it exempt from punishment is too insignificant to allow that almost any thing should be risked for preventing it.

Religion, in some of its shapes, has, in most countries, been placed on the footing of an i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ugh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o be as complete, in regard to this, as we have seen that it ought to be, in regard to all other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 If any one says that it ought not, it is incumbent upon him to show wherein the principles,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s, fail in their application to this.

We have seen, that, in regard to all other institutions, it is unsafe for the people to permit any but themselves to choose opinions for them. Nothing can be more certain, than that it is unsafe for them to permit any but themselves to choose for them in religion.

If they part with the power of choosing their own religious opinions, they part with every power. It is well known with what ease religious opinions can be made to embrace every thing upon which the unlimited power of rulers, and the utmost degradation of the people, depend. The doctrine of passive obedience and not-resistance was a religious doctrine. Permit any man, or any set of men, to say what shall, and what shall not, be religious opinion, you make them despotic immediately.

This is obvious, that is requires neither illustration or proof.

But if the people here, too, must choose opinions for themselves, discussion must have its course; the same propositions which we have proved to be true in regard to other institutions, are true in regard to this; and no opinion ought to be impeded more than another, by any thing but the adduction of evidence on the opposite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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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密尔传略

詹姆斯·密尔（1773～1836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鞋匠家庭，家境贫困。他的父亲，同样名叫詹姆斯，是个寡言少语、性情温和的人。他的母亲伊莎贝尔，相形之下性格则更为强硬。出于对儿子美好前程的希冀，她将詹姆斯的姓氏从传统的苏格兰姓氏穆勒（Milne）改为更英国式的密尔（Mill）。并且她不让他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而强迫他将多数的时间用于学习。就像他的老师亚历山大·贝恩描述他的那样，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学习”。密尔在如此严厉苛刻的环境中长大。而从其他资料中我们看到，他将同样的教育方式用到了他的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身上。

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詹姆斯·密尔表现得比其他同龄人优秀很多。7岁以前他就在演说、写作、算术和语言，尤其是拉丁语和希腊语方面，表现出天赋。在他10岁时，被送往蒙特洛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经常因为聪明和坚毅而备受称赞。在他17岁离开蒙特洛斯学院时，他的母亲和牧师一致劝说他加入教会。密尔的决定很快就被詹妮·斯图尔特所了解。她是约翰·斯图尔特的妻子，也是扶助贫苦但有前景的少年的慈善机构的创立者。于是，密尔成为了詹妮的门下客。当时，斯图尔特夫妇正意欲为他们14岁的女儿维惠米娜寻找一个家庭教师。他们就将这一工作交给密尔来做。于是，当斯图尔特举家迁往爱丁堡时，密尔也随他们一同去了。

1790年密尔到了爱丁堡，他在一所大学成功注册。于是，他白天就忙于学业，晚上给维惠米娜辅导功课。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苏格兰大学最初是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避难所，由于成立较早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那里产生过不少杰出人物，如弗朗西斯·哈钦森、汤玛斯·瑞德、约翰·米勒、亚当·斯密等。在爱丁堡，密尔师从杜格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在此人的指导下，他沿袭了苏格兰的传统道德哲学。密尔最欣赏的作者是柏拉图。除此之外，密尔的学习范畴还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学和经典文献阅读。密尔深受苏格兰教育的影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后来谈到他父亲时，曾将他称为“那些伟大学校的最后一位幸存者”。

在1790年到1794年间，密尔不仅作为维惠米娜的家庭教师，同时还是她的伙伴和密友。她对她老师的崇拜之情几近爱慕，并且在感情上也得到了回应。但是，他们不可般配。尽管密尔拥有远大的前程，但是他的出身却是个无法视而不见的社会事实。维惠米娜于1797年同她门当户对的一个公子结了婚，但不久就过世了。密尔从来没有忘记她，他在谈到她的时候总是充满爱意，并给他的大女儿取名维惠米娜。

1794年完成本科学历后，密尔开始学习做牧师。在随后的四年中，他靠给富家公子和小姐辅导功课为生。那段经历并不让他感到开心。他总是想尽办法忘掉自己的出身，但总是遇到这个问题造成的麻烦。他发自内心地痛恨那世袭的贵族制度。

1798年，密尔获准成为长老会的传教士，但这并不是个稳定的职位。他曾一度作为巡回牧师，骑马往返于各个牧区之间。他的马褡子里塞满了祷文，但对那些牧区里的人来说，大多是难以理解的。或许正是从那时起，密尔渐渐开始丧失对教会的信念。在19世纪早期，密尔变得不安，他的幻想也随之破灭。1802年他去了伦敦，并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当他到达伦敦之时，已经29岁了。他靠着向几家定期刊物投稿维持生活，同时还从事经济学、哲学、历史等学术研究。1804年，他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论述粮食大量出口的失策。这于1807年，在《经济辩护》中得到威廉·斯彭斯（William Spence）《英国经济独立》一文的回应。同时，詹姆斯·密尔同一个名为鲍德温（Baldwin）的出版商建立了联系，并协助其改写了一本名为《描绘自然》（Nature Delineated）的书。除此之外，密尔还为创办于1803年的《文学期刊》（Literary Journal）做了四年的编辑。这本期刊为文学、科学和哲学出版物提供了系统的检索。

密尔的确称得上是个多产的作家。从1802年到1819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前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写作量是惊人的。除了1400余篇文章的编辑工作外，他还写了上百篇小文章和评论，以及包括《英属印度史》在内的几本大部头的著作。其中有些是出于爱好而写的，但大部分都是为了维持生计——密尔要一个人供养他的妻子和一大堆孩子。在1806年至1818年间，他定期给《反雅各宾评论》、《英国评论》和《选举评论》，以及《爱丁堡评论》（1808～1813年）供稿。1811年，他同英国作家威廉·艾仑一同编辑《慈善家》期刊，并在这一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教育、出版自由和典狱改革的文章。他参与了关于创办成立于1825年的伦敦大学的讨论。从1814年起，密尔承担了为《大英百科全书》第四卷、第五卷和第六卷的撰写关于政治、法律和教育部分书稿的工作。

1808年，密尔遇到了杰里米·边沁，两人很快成为政治学和文学盟友。他们两个在很多方面都能够达成思想共识。他们都希望能在宗教宽容和法律改革方面有所贡献，两人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两人都担忧英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会让英国落入凄惨的境地。但同时，他们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和生活经历。边沁出身富有家庭，是个举止古怪的哲学家，常玩笑地将自己称为现代法律的缔造者。而密尔出身贫寒，勤奋异常，并非常实际。他比边沁更善于写作和宣讲。

具有享乐主义气质和哲学理念的边沁相信，趋乐避苦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必然目标。他的功利主义哲学主张，应当扩大能够给人类带来快乐的个人利益，从而减少痛苦。公共利益由个人利益构成。根据边沁的观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密尔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表示赞同。但是，由于严格的苏格兰长老会和某种程度上的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密尔对纯粹的享乐主义并不看好。跟柏拉图一样，他将快乐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认为感性的快乐低于理性的快乐。

尽管两人有很大差异，但对边沁来说，密尔仍然是一个难得的伙伴。经过密尔的努力，边沁的思想才广为传播。同时，他本人的思想也受到边沁的诸多影响。比如他曾经帮助边沁解释社会生活和政治机制中一些核心的经济学要素；又比如，他帮助边沁将贵族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引向真正“民主”的方向。他们的伙伴关系非常独特，并一度使两人收获颇丰。密尔旺盛的精力加之边沁的经济支持，功利主义在政治、法律、典狱改革和教育改革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一定圈层的支持者。他们的圈内包括佛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日内瓦的艾廷纳·杜蒙特（Etienne Durnont）、历史学家乔治·格劳特（George Grote）和经济学家大卫·理查德等，当然，也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丰富功利主义哲学做出了贡献。

那时，功利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还不曾得到很大的成功，它不能充分地影响旧的政治党派。出于形势的需要，它急需建立自己的组织纲领、出版机关和在议会中拥有代表。边沁于1824年创办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是功利主义思想论战的重要战场，被看作哲学激进主义党派的许多观点和主张都是在这份刊物上发表出来的。詹姆斯·密尔和约翰·鲍林一起，承担了主要的编辑工作，甚至被认为是这个团体的精神领袖。他编辑包括亲自修改的《行为行动一览表》（1817年），并根据边沁手稿准备好了《证明之基本理由绪论》（1812年部分付印，在《著作集》中发表）。而当时20岁出头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负责编辑了五卷本的《证明之基本理由》（1827年）。功利主义随着实用知识社团的建立得到发展，并主要表现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开办和创办伦敦大学上。在那所大学里，我们至今可以看到边沁的遗体被保留在一具玻璃棺材里。这些被后人称之为“激进主义哲学家”的人致力于政治改革，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观点后被1832年改革法案收录进去。但是，在那个时候，尽管有着一致的政治目标，密尔和边沁两人开始出现分化了。边沁变得性情暴躁并难以合作，而密尔由于在经济上对他的依赖，也只能忍气吞声。

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1818年，密尔的《英属印度史》正式出版了。紧接着他就被东印度公司聘为助理监查官。有了这样的经济来源，他就不再需要边沁的恩惠了。两个人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但是，在个人友谊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着政治同盟者的关系。在1832年边沁去世的前几年，他们的朋友关系才正式决裂。在边沁看来，密尔有时实在是太过坚强了，以致有一次边沁曾说出有些刻薄的话，即密尔的信条是“出自对少数人的恨还多于出自对多数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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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詹姆斯·密尔说“生活是艰辛的”时，他一点也没有夸张。除了在改革和写作上孜孜不倦之外，他还为儿子约翰提供了极为少见的良好教育。他每天教授约翰拉丁文、希腊文、法语、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有时还会教给他文学和诗歌，尽管詹姆斯·密尔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对诗歌和文学持怀疑的态度。

在学习的同时，约翰还要负责将他所学到的东西传授给他的弟弟妹妹们。詹姆斯·密尔对他的9个孩子会一一严格考察，没有人敢说什么，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他们从不敢对父亲有任何反驳。他对长子约翰的教育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甚至于1812年在病中给边沁的信中写道：“如果在这个可怜的孩子成人之前我在任何时候死去，最让我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他的心智不能得到开发到我希望达到的卓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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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对密尔来说毫无幸福可言。尽管在晚年时出于对失去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担忧而变得柔和许多，但在他的孩子们的记忆里，他仍然是个严厉的、没有幽默感的父亲。尽管如此，对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来说，没有人比他这位严厉甚至苛刻的父亲令他受益更大。在约翰的自传中，他写道：“我比别人懂得多一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只是我的命运赋予了我不寻常的优越条件：有一位能教育我的父亲，而且他愿意承受必要的麻烦和耗费必要的时间。如果我比不具备同样优越条件的那些人懂得多一些，那么我是不应该受到赞赏的，假如我知道的不比那些人多些，那就是我最大的羞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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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密尔一生致力于写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文章论点鲜明，论证非常直截。最典型地表现在他的《英属印度史》中，他将其称之为一部“批判的历史”。他对印度的传统和习俗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将它们称为“粗野的”、“落后的”文化，认为这种文化孕育了广泛的无知和对神灵的盲目崇拜。同时，他将功利主义的激进主义看作是能够医治愚昧无知的一剂良药。尽管这部书在某种程度上为英国入侵印度寻找了种种借口，但它的历史意义远非如此。

可以说，密尔所有的写作都有着某种教育目的。他的作品具有严格的说教风格，甚至有些像是中学校长的说教那样摆事实、讲道理，反复强调观点，试图给他人启发。他的重要政治文论《论政府》是这一演绎推理写作模式的典范，《论出版自由》也是如此。后人对他的写作文风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要么是非常喜欢，要么是极其讨厌。许多人对密尔的批判也非常尖锐。麦考利在评价密尔和他的功利主义伙伴时说：“他们的文风玩世不恭并且不够纯洁。”还说“他们穿着布道者的外衣，下面却是极为卑鄙的诡辩”。对密尔来说，推理的写作方式是他思考方式的具体体现，即便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是要清楚中肯的。而那正是大多政治理论家所缺乏的。

詹姆斯·密尔发表的大量关于政府、教育和历史的文章，以及他作为边沁等激进哲学家圈内最有影响的人物，都为他在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赢得了核心地位。他在圈内的影响曾经一度仅仅在边沁之下。尽管他对改革的支持态度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始终反对通过改革赋予妇女政治权利。在1820年发表的《论政府》中，他主张妇女应当将政治选举的权利转交给她们的父亲或丈夫。这些主张让他成为包括边沁在内的许多人的攻击对象。

但詹姆斯·密尔天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他认为理论应主要用来作为实践的指导，理论对实践或经验具有推进作用。密尔对于理论的这种认识，在他的《论政府》和《论出版自由》等论文中都有所体现。人们通常将《论政府》看作是确立密尔政治理论家声誉的代表作品。从密尔的理论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始终坚持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认为人类最基本的动机是趋乐避苦。而世间所有的快乐和痛苦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政府同第二个方面直接相关，同第一个方面间接相关。在他的《论政府》中指出“政府的重要功能是增加人们之间的最大快乐，而减少痛苦的量。”“自然”和“人类的本性”使政府显得非常必要。人类的本性不仅追求最大快乐，还要求能保障这种快乐的方法。一个人快乐的获取不能建立在另一个人感觉痛苦的基础之上。密尔在某种程度上对功利主义的最大快乐原则有所发展，将最大快乐的获得与劳动及合法获得联系在一起。继而，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发展到民主领域，提出选举权的问题，并主张选举权的法律保障。他认为，如果公众将决策的权力和选举的权力请人代为执行，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这些观点在他的《论政府》、《论法制》和《论出版自由》中都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然而，密尔的《对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1929年）通常被看作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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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部著作中，他为功利主义的上层建筑打下了心理学基础。它是以对自然的一切要素都可以进行研究的同样一种方法，系统阐述的一种心灵理论的简洁表达。心理现象被归结为它们最简单的因素，这些因素联合成的群体及其相关内容都被纳入考察范围，所有的联想被他归结为一条规定，即接近律。一般认为，密尔是休谟和哈特里的追随者，但实际上，他对哈特里的效仿多于休谟。对后人来说，他在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不可分割的联想学说。此外，他还重新定义了一条为试图以“联想”解释意识事实的理论所遵循的路线。其中，“联想”是以感觉为终极因素的，而这些“感觉”又被假定为它们本身是无需解释的。

詹姆斯·密尔的兴趣十分广泛，几乎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面从教育学到心理学（他著有两卷本的《对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原理》）、典狱学和监狱改革，还有法律和历史。他的理论建树遍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心理学和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其思想来源庞杂宽泛：从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学到洛克的英国传统经验哲学、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休谟的不可知论、边沁的功利主义等。詹姆斯·密尔最具贡献的领域是政治理论。关于这一领域，他一共有五本著作和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评论。

詹姆斯·密尔没有出版过完整的写作卷本。他的《论政府》有好几个版本，有Currin V. Sheilds的版本（Bobbs-Merrill, 1955），在《功利主义的逻辑和政治》中有这篇文章的另一版本，后者还将麦考利“著名的”批评收录其中。他的《英属印度史》在1795年被威廉姆·汤姆斯改编成单卷本的书册。他的《对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由August M. Kelly Publishers于1967年重印，并在他的《文论》（1896年）中以缩减本的形式出现，但很遗憾后者没有收录詹姆斯·密尔两篇极为重要的文章：《论教育》和《典狱及典狱原则》。但是詹姆斯·密尔的《论教育》及其他有关教育的文章，可以在波士顿（W. H. Burston）编写的《詹姆斯·密尔：论教育》中找到。他的经济学著作主要收录在《詹姆斯·密尔：经济著作选本》中。詹姆斯·密尔的五大卷手抄本Commonplace Books从未出版过，其中四本在伦敦图书馆，第五本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根据可考证的资料，在密尔本人所处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的认可和推崇远远超过其身后的近两个世纪。在其身后的200多年里，人们似乎将其遗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人们又重新提到詹姆斯·密尔本人及他的几近沉寂的思想，其思想（包括其政治思想和传播思想等）再度被引录和解读。

密尔曾经说过：“当一个人成为伟大的智者时，他的思想形成过程就会成为世上宝贵的财富。”然而，密尔本人没有写过自传，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早年生活的只言片语。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从现今可以查阅的资料中对其生平略窥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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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版自由》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发展

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的英国，处在社会动荡和转型的历史时期。那一时期的出版制度及其出版自由的主张为近代英国的新闻体制奠定了基石。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1811年）正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势下应运而生的，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呼吁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更好地理解詹姆斯·密尔的表达自由思想，有必要了解相应的时代背景、用历史的视角分析问题，包括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想史状况。

一、在斗争中走向独立的英国新闻自由体制

英国的新闻自由体制的建立过程可以追溯到报业从萌芽期的反抗王室及政府压制的斗争逐步走向独立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报业早期的斗争中所产生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深刻影响着英国乃至欧洲和美国的新闻理念。

（一）18世纪前的英国报业状况

1476年，古腾堡印刷技术传入英国，致使英国国内开始了各种书籍和小册子的流行。随着宗教改革的发展，这些印刷品中不时出现反对的声音。针对这一现象，当时的封建政府对印刷物进行了种种压制。如1528年，亨利八世颁布法令，正式建立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并开列了一大批禁书书单。1538年，亨利八世颁布法令建立皇家特许制度，规定所有出版商均须经过皇家许可才能印刷，否则取消营业资格。其后，玛丽女王于1557年将出版同业公会改造为皇家特许出版公司，规定只有参加公司的会员和经女王许可的印刷商才能从事印刷出版业，其他印刷出版物均为非法。会员必须同意只刊登“有益于国家利益的消息”，并协助当局查处非法出版商。玛丽女王控制下的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将王室的利益同报业经营者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更加有效地强化了对报业、印刷业的控制。

在对出版物的压制中，伊丽莎白一世建立的“星法院”最为著名。1507年，伊丽莎白一世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改组为皇家出版法庭，即“星法院”（Star Chamber）。“星法院”有枢密院（包括国会议员、财政大臣、掌玺大臣、一个主教、一个勋爵）和三个大法官组成。其审判程序有两种：一种是普通民事、刑事案件，审判程序与一般法院相同；另一种是政治案件，不公开审理。对于煽动叛国罪和诽谤宫廷的案件，“星法院”通常处以罚款、戴枷锁示众和坐牢，重者还可以处以鞭笞、烙印和砍断手足等。“星法院”于1586年颁布特别法令，严厉管制出版活动。该法令规定，一切印刷品均须送皇家出版公司登记，甚至连印刷机也不例外；除非教会同意，否则不再批准出版商的登记申请；伦敦市以外，除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律禁止印刷出版；印刷任何刊物均需事先请求许可；皇家特许出版公司有搜查、扣押、没收非法出版物及逮捕嫌疑犯的权力等等。这项法令直到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才被取消。

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星法院”等许多王室对出版业的控制法令自动失效，新闻出版业随即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自1649年克伦威尔执政伊始，皇家特许出版公司被恢复，革命初期一度繁荣的报刊在严厉的出版查处下，只剩下效忠于克伦威尔的两份官方报纸。革命的清教徒统治英国直到1660年，但此后却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不到两年时间，被处死的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复辟，恢复了原先的出版管制，并指定了两份官方报刊。1662年出台的《许可证法》全面恢复了“星法院”的一系列规定。1663年，查理二世任命王室新闻检查官对新闻出版业进行更加苛刻严厉的管制。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开始正式执政，英国报业才纷纷摆脱限制，逐步实现出版自由。当时的背景是：为了杜绝天主教恢复的可能性，1679年5月，国会里的市民阶级新贵族的代表提出了所谓“排斥法案”，要求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永远禁止他回国，否则以叛国罪论处。在国会内拥护该法案的被称为“辉格党”，而反对者称“托利党”。为了预防辉格党人被逮捕，辉格党人促使国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该法规定：如果没有法院发出的拘票，任何人都不能被逮捕；被逮捕的人在受审之前的拘留期间不得超过一定的时日，也就是说，对于依法逮捕的人，必须及时提交法院审讯。这个法律对于保护人身自由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后，虽有1688年代表市民阶级和新贵族的辉格党人和代表国教僧侣及封建贵族的托利党人联合，发动了废黜詹姆斯二世的革命。次年二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此后的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国王必须按照国会的意志行事，而且只有经下院同意，才能征收新税和招募常备军等。英国革命以后执政的辉格党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即法治或法律之上的原则，政府必须受普遍性法律的约束，行政权要受到严格的制约。这是“光荣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也是由此形成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

在1688年到1689年的革命期间和革命后不久，英国人面临一个早期现代国家的棘手的问题，即对“人民”的理解。尽管这个词被理解为有权利抵抗国王，那么如果真要抵抗，“人民”以什么立场、在何种程度、又通过什么机构来抵抗呢？革命的背景和使革命合法化的需要使得辉格党、托利党和詹姆斯二世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议会的讨论中，辉格党的抵抗理论得以发展。而在1688年到1694年秋，有近100种传单和小册子出版。根据戈尔迪那的统计，在1689～1694年间，共有192种有关效忠问题辩论的传单出版，其中89种是辉格党的，50种是托利党的，53种是詹姆斯二世党的。还有近10种额外的有关抵抗的小册子。新闻界和知识界的交锋非常激烈。1688年冬天和1689年新闻控制被打破，一种检查不太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保证了一个相对以往更为自由的新闻界，这个出版审查制度至1695年被废除。传单的出版数目使得辉格党抵抗理论大大超过了1688～1694年就一直在传播的被动抵抗理论或不抵抗理论。辉格党还重新印刷了早期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有关抵抗理论的各种各样观点并加以补充的传单。由此，提出一种抵抗理论来使革命和复辟解决合法化及尽快的安抚人心成为迫切的需要。政府同样试图审查抵抗合法性的思想。1663年印书局的第一位审查员罗杰·L·艾斯特兰吉起草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里都是一些已经被国王认为是具有煽动性的谏言和小册子。这些谏言认为国王的权力是可信的，但是臣民对国王的忠心是有条件的，国王拥有两个主体，国王个体和他的权威，人民可以抵抗的是国王而不是国王所代表的权威。

20年后，也就是1638年，政府在牛津大学焚烧了一些禁书，与此同时，《排斥法案》危机中辉格党在下院的首领罗素爵士由于在拉伊农舍阴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在伦敦被执行了死刑。被禁的思想是辉格党抵抗理论的一部分，这些书大多在1689年重版。后来，政府就惩罚那些支持印刷宣传抵抗小册子的人，其中包括塞缪尔·约翰逊。当时政府为了反对抵抗权利，其政策的制定也有着明确的意旨，即这些抵抗权利是不被允许存在的。皇家出版公司名存实亡，《许可证法》也于1694年被废除，英国报业于18世纪开始走向独立的道路。

（二）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英国出版业发展

自18世纪开始，资产阶级报业出现了一个新的热潮。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自由报业的兴起，为推动英国民主政治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它的兴起使英国政治更多地考虑对大众负责，而不是对党派负责。财务独立的报纸成为“公众意见的重要喉舌”，它表达公众意见，并迫使政府对公众负责。为了控制舆论，英国政府一方面给报刊津贴，用经济的手段使报纸就范；另一方面，政府经常运用叛逆罪、煽动诽谤罪、总逮捕令等法律对新闻出版业加以制裁。

18世纪初，英国政府基本沿袭17世纪的司法原则，凡是指责或攻击国王和内阁的行为均属于煽动诽谤罪。1730年以后，陪审团在审判中开始对煽动诽谤罪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独立进行判断。1760年至1780年间，政府对约翰·威克斯案与“朱尼斯”匿名信案等著名诽谤罪案的审判，因报界及公众强烈抗议而告终，使得诽谤罪的定罪难度加大。1792年，国会通过了《福克斯诽谤法案》，授予陪审团最终裁决权以裁定出版物是否具有有害倾向。这一法案被认为是对新闻出版业的又一保障。1843年通过的《坎博斯诽谤法案》加入了一项新的规定，将代表公众利益的真实陈述认定为可在煽动与诽谤官司中免予起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进一步削弱了相关法律的严厉程度。事实上，在1843年这项法案通过之前，当局者就已经不情愿地承认，通过诽谤罪起诉报纸的方式通常并不很奏效，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压制报纸的目的。1819年，《共和报》的主编被起诉后，该报的销量反而上升了，发行量超出平时50%。与此类似的反面经验使总检察长在1843年做出这样的论断：“一个诽谤者最希望能够在法院进行公开审判，因为这是效果最好的广告宣传。”这种判断也反映在政府政策的转变上：从1825～1834年，只有16件关于煽动和诽谤罪的起诉案件，而这之前的8年中，这类起诉案件高达167件。

这种情况迫使政府侧重于使用经济手段对报纸进行控制，于是印花税、纸张税和广告税等手段，开始代替法律手段限制报纸的发展。1712年5月，英国国会在托利党的操纵下通过法案，规定所有报刊一律征收印花税，同时对报刊使用的纸张征收纸张税、刊登的广告征收广告税，这三种税项合成为“知识税”。如有违反，则罚款或吊销执照。征收这些出版税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迫使报纸涨价，使读者群限制在富人之中；提高出版成本，使报纸所有权尽量掌握在富人阶层手中。他们相信，社会上掌握资源和财富的主要所有者“会以一种更为负责的态度”来管理报纸，“比那些穷人的管理当然要好得多”。同时，他们也相信，让那些低阶层的人阅读报纸，会从根本上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知识税”开征后许多报刊不堪重负，被迫停刊，半年内，伦敦12家报刊就有7家停刊。以后政府又多次提高税率，至1815年，一张报纸的印花税高达4便士。1789～1815年间，印花税提高了266%。1819年，政府对需要缴纳印花税的出版物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政治性期刊也被包括在内。另外，政府还实施了一套担保系统，要求周刊出版者在登记出版时，必须向管理当局缴纳200到300镑的保证金。这项措施表面目的是为了保证周刊能够及时支付一旦出现的诽谤罚款，而真正用意是提高出版成本。这种用税收和保证金的方式来限制激进报纸的做法，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作用。被拿破仑战争唤醒的激进报纸的发展高潮，在19世纪20年代陷入低谷。但是，随着激进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的复兴，政府当局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些地下报纸有组织地逃缴印花税。抵制纳税的报刊发行人有一套组织严密的发行网络，建立了“受害者基金”，如果有人因为销售这些未缴印花税的报纸而入狱，该基金将对其家庭进行经济资助。1836年，伦敦未缴印花税报纸的读者数量至少达到了200万。根据官方统计，这些报纸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那些已缴纳印花税的合法报纸的发行量。那些缴纳印花税的出版商开始警告政府，如果不出台更有效的措施强制纳税，他们也将开始拒缴印花税。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政府不得不逐步降低“知识税”。1853年，政府被迫取消了广告税，1855年取消了印花税，1861年取消了纸张税。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一部分商业报纸开始依靠广告收入的增长确立自己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地位。来自广告的额外收入大大降低了报纸对政府、政党补贴的依赖，使报纸有勇气拒绝来自政治机构的秘密资助（英国报纸最后一家接受政府秘密资助，是1840年的《观察家》）。可以说，广告收入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工资和福利状况，使得他们不必一味顺从于政府立场；广告收入可以支付新闻采访的费用，这样，报纸就不必过分依赖官方的消息来源，更不必为了向政府换取“优先知情权”而损失自身的独立性。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泰晤士报》在1834年12月26日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声明，宣布从此不再接受政府预先公布的任何消息，因为这与“本报的尊严和独立”相违背，而且首次态度严正地向公众表明“本报自己收集的信息更为快捷可靠”。

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政治的发展使政党政治和商业媒体之间的关系较以往更为密切，并且相互渗透。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许多报业的老板都是国会议员，即使到了20世纪，仍有一些全国性报纸接受政党成员或政治基金的资助。当权政府和反对党持续介入报业的事实说明，报业独立于国会和政府官僚的自我宣称只不过是一个假象。事实上，报纸一直都是政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分支机构。

从上述阶段的英国历史来看，新闻自由的获取依赖于一些关键的事件，其中包括：1641年星座法庭的废除、1694年报刊许可制的终结、1792年福克斯诽谤法案的颁布，以及实行于1853年至1861年的报刊税/知识税的废止。这些事件展示着英国历史上报业与政府压制的冲突与斗争，从思想源头上为日后英国新闻业反对各种由政府发起的新闻改革提供了实例和依据。也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斗争中，报业中形成了最初的日渐独立的新闻体制，相应而生的新闻自由理论，也对其后的新闻出版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激进运动与英国社会变革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边沁起的一批哲学家，包括詹姆斯·密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李嘉图等人被称为激进主义哲学家，他们构成了英国近代政治哲学的重要部分。激进运动是18世纪60年代首先于英国中下阶层中掀起的，标的在于改革议会和实现普选权。在90年代时，这场运动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影响广泛，成为英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自由主义的激进哲学蓬勃兴起，一度成为英国政治哲学的主导力量。激进主义哲学家用犀利的眼光和精辟的分析对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做了近乎颠覆式的批评，詹姆斯·密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学术贡献在前文中已经做了较多阐释，这里不再赘述。此处，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激进主义运动时期英国的社会政治状况。

（一）激进运动的准备

在18世纪激进运动兴起以前，英国虽已开始确立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议员的选举制度仍沿袭中世纪以来的分区选派议员，由各郡和国王指定的城镇各推举两名代表组成下院的方法。同时选举权受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这种选举制度使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大大受益，他们能够利用各种手段控制选举和制约下议院的决议，从而操纵国家政权。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旧的选举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同时，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崛起，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然而，旧有的选举制度使这些工业城市没有资格向下院选派议员。在力量日渐强大的中产阶级看来，这是其长期以来所不能容忍的。它要求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于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开始不久，18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兴起。中产阶级的革命者要求改革，要求重新分配选区和议席，要求参与政权，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到90年代初，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激进主义者不但继续要求对议会实施改革，实行普选，并且提出了民主共和制等设想。同时，这一时期的运动参与者范围更加广泛，除中产阶级外，还有大量的手工工人，他们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

（二）激进运动推动下的1832年议会改革

18世纪的激进运动中，许多中产阶级的激进派宣传家和活动家逐渐显现出来，为激进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推动了这一时期思想的自由发展和言论的自由表达的进程。一些激进的宣传组织在这一时期成立，如1780年，约翰·卡特赖特等人建立了“宪法知识协会”为改革议会的要求进行宣传。1811年成立了“议会改革之友”协会，其成员包括威廉·科贝特等新一代的改革家。这些组织在英国的许多城镇进行游历，呼吁议会改革；如1813年的一次大游历涉及35个城镇，在他们的游历过程中带回430份要求改革的请愿书。18世纪的激进运动开创了中产阶级和更低的阶层共同为改革而做出努力的形势，在他们的推动下1832年议会改革得以实现。

1792年，在格雷等人的倡导下，“人民之友”协会组织成立，要求更平等的代表名额和更经常的选举。由于该组织以中产阶级为核心，排斥更低的工人阶层，要求也相对温和，得到了辉格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如福克斯等人的支持。1793年和1797年，格雷两次在议会中提出改革的方案，虽均被采纳，但这两次议案奠定了1832年议会改革案的基础。可以说，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同激进主义改革家如格雷等人早期的议会改革思想息息相关，他们认识到了议会选举制度的弊端，呼吁建立一个简政和改革的内阁，议会改革的议案促使选举权的范围在行政区域和公民权利方面都得到很大扩展。在选举权的改革过程中，言论自由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一方面推动了改革在不同意见和讨论中的实施，另一方面促进了选举权这一表达的权利更好地实现。

（三）激进运动与英国宪章运动

18、19世纪激进派的主张主要在于改革议会实行普选，这些主张为18世纪90年代的宪章运动做了铺垫。1780年威斯敏斯特协会提出的议会改革六点要求被作为激进派的革命纲领，宪章运动的倡导者们也采纳了这些要求，并将之载入纲领，形成了当时的“人民宪章”，其后，这些要求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激进派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进行了积极的宣传，这些方式为后来宪章运动中为实现“人民宪章”所采用的宣传鼓动活动所借鉴。为了宣传改革，宪章派同激进派一样，也创办自己的刊物，如伦敦工人协会创办的《伦敦快讯》，其报道内容几乎全部为政治改革。激进派在组织间还成立通讯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通讯联络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全国宪章派协会；激进运动中所采用的请愿书和请愿活动向统治阶级施加压力的形式也为宪章运动采用；在宪章运动的三次高潮中，都提出了请愿书，要求改革；激进运动中，为争取更多的力量而多次召集群众大会。宪章派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可以说，宪章运动是激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在社会运动的层面，激进主义哲学的思想层面也对英国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进主义哲学家如边沁、詹姆斯·密尔、李嘉图等人所倡导的功利主义顺应了工业革命的要求，为激进运动和其后的英国宪章运动做了极为有力支撑。

（四）激进报纸的贡献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是激进报业兴起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一方面，激进报纸能够取得成功得益于报纸工业经济结构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官方审查制度的局限性。激进报纸兴起的第一波高潮出现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晚期，它们在政治动员之前，在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重新定位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描述了一个仙境般的过去，一个充满了富足生活和自然正义的时代；它们勾画了一个理想中的美好未来，一个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消除贫穷的世界。这样的希望与期待，与对束缚社会秩序的英国国教提倡的所谓“道德与正义”的直接抨击交织在一起，给当时的国会议员们敲响了警钟。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多的激进报纸把攻击的重点从“老朽的腐败”转向了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使得资产阶级能够剥削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社会矛盾也被重新定位为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斗争、工人阶级和贵族联盟（包括工业贵族和商业贵族）的斗争。这种新的纲领常常和旧的自由主义纲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含混不清的混合体。此外，在那些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比较温和的激进报纸中，仍能看到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延续并不奇怪。在激进运动中，众多左派报纸的政治倾向会受到斗争起伏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样不奇怪的是，当时传统的政治信仰仍能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信仰体系是很有弹性的。但是，一旦激进的工人阶级分子掌握了自己有影响力的报纸，他们就拥有了一种公共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他们同时也拥有了集体资源，来创造、阐述和巩固激进的公共意见，以区别于资本主义报纸的立场，包括通过学校、教堂、工匠协会和知识读物等，来反击强加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上的攻击。

19世纪前半期激进报业的经济结构中，报纸单靠发行就可以维持50%的支出。未缴印花税的激进报纸很少刊登商业广告，缴纳印花税的报纸也只刊登少量的商业广告。例如，《伦敦快报》就曾不满地抗议道，“我们的原则是宁愿受到起诉、罚款之类的待遇，可以肯定的是，这远远比赚那些广告商的钱更光荣”。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伦敦快报》和其他激进报纸与广告商这种对立情绪的存在。根据一项官方的广告报税情况调查显示，从每1000份报纸的广告纳税来看，激进报业和主流报业的差距是相当悬殊的。例如，在1840年，在利兹出版的两份中产阶级报纸《利兹信使报》和《利兹知识报》与主要的全国性报纸《泰晤士报》、《早间邮报》、《早间记事报》和《广告早报》等，每千份报纸缴纳的广告税，都是激进报纸《北极星报》的50倍以上，虽然该报同样也是以利兹为基地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一份报纸的初期运营费用，通常要比创办成本还要高。在19世纪早期，创办一份激进报纸的成本非常低。大部分拒缴印花税的激进报纸都是用手工印刷机而不是蒸汽印刷机印制的，这种机器的购置大概只需要10英镑。尽管如此，早期的亏损仍然会因较低的运营成本而降到最低。那些拒缴印花税的激进报纸不纳税，主要依靠读者自愿提供新闻消息。同时因为每份报纸的阅读人数相当多，新闻用纸的费用也相对较低。因此，逃税的激进报纸只需要很小的发行量就可以在经济上维持下去。例如，19世纪30年代很重要的《穷人卫报》（Poor Man's Guardian），发行量达到2500份时就已经做到收支平衡了。1836年之后，在每份报纸必须缴纳1便士的印花税的情况下，激进报纸的运作成本仍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五）詹姆斯·密尔与激进的《威斯敏斯特评论》

《威斯敏斯特评论》在当时的英国影响颇大，这份刊物成为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它的成功得益于詹姆斯·密尔的诸多檄文。根据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描述，詹姆斯·密尔同边沁很久以来在商讨一个关于创办一份激进党的报刊的议题，旨在击败当时名声处于鼎盛时期的《爱丁堡评论》和《季刊评论》。1823年，边沁决定自己创办《评论》，聘请鲍林担任主编。詹姆斯·密尔为第一期的《爱丁堡评论》写了一篇文章，并因此引起轰动。根据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描述，这篇文章直指辉格党的政治行为，触及统治阶级利益的每个问题。“首先，他大体上分析期刊文字的倾向，指出期刊不能像书籍那样等待成功，而是必须立即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得一塌糊涂，因此它几乎一定要宣传和反复灌输大众已持有的见解，面向大众，而不是去纠正或改正他们的见解。然后，为了描述《威斯敏斯特评论》作为政治性刊物的特点，他以激进派的视角全面分析了英国的宪法。他使人们注意到英国宪法彻头彻尾的贵族特性：下院的多数议员由几百个家族产生；议会中较独立的一部分人——各郡的议员，大部分是大地主；这个狭隘的寡头政治为了方便起见，允许不同的阶级分享政权；最后，他称教会和法律界是寡头政治的两座靠山。他指出，这样构成的贵族体制自然倾向于把自己分成两党：一党掌管行政，另一党在公共舆论的帮助下努力要取代前者，而贵族的支配地位却不会有任何实质的牺牲。”《威斯敏斯特评论》名噪一时，为边沁式的激进主义主张取得公认的地位。在当时自由主义成长迅速的年代，随着英国人对法战争的恐惧和仇恨逐渐降低，英国国内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政治，改革的呼声一片。欧洲大陆旧的王室试图恢复他们以往的压迫统治方式，英国政府也公然支持当时称为“神圣联盟”的反自由组织。战争使英国国内的债务和税收加重，政府和议会不得人心。而激进主义的影响使政府感到恐慌，即便颁布了《六项法案》，这种恐慌也未能得到缓解，在对卡罗林王后的审判之后，英国国内随即出现了一股反对政府权力滥用的思潮。休谟坚持对公共开支详细审查，迫使下院在每个引起反对的预算项目上存在分歧，同时，舆论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节省许多较小的开支。1820年，由图克起草、亚历山大·巴林呈递的为伦敦商人可以自由贸易的请愿书，以及李嘉图在议会生活的几年中所作的努力，使政治经济学也在公共事务中有力地体现出来。李嘉图紧接着就“条金争议”所写的文章，以及继此之后发表的詹姆斯·密尔和麦卡洛克的论文和评论，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关注，这也使得英国内阁中的一些人改变了立场。当时的内务大臣皮尔，就小心翼翼地走在具有边沁主义特色的法律改革之路上。

三、根深蒂固的表达自由思想

（一）近代英国哲学家的表达自由思想传承

英国诗人、政论家弥尔顿被西方新闻界认为是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先驱。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抨击封建统治，阐述主权在民的思想。为了抗议国会恢复出版审查，弥尔顿于1644年在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指出言论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唯有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才能保障真理的存在。弥尔顿提出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被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所提出的“出版自由”理念，及其引发的“意见的自由市场”观念、“自我修正过程”的概念，后来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指导性的价值理念。在他所处的禁书制和许可制盛行的年代，弥尔顿认为许可制绝对达不到自身的目的，“当真纯的真理自由发抒时，它的展示是一切方法和讨论所赶不上的”，禁书制与许可制是对人的理智与选择的亵渎。书籍检查制度“对于学术和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和侮辱，所以它不但没有好处，还有十分明显的坏处”。弥尔顿认为真理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根本不需要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来取得胜利”。自弥尔顿始，反对禁书制、审查制，反对任何权力干涉人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认为这些权力制度是对人的理性的亵渎和侮辱成为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观念。西方的哲学家们普遍将表达自由理解为理性个体的基本权利。他们认为，理性是每个正常人所具有的，具有理性的人都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辨真伪和善恶，而无需由神或帝王来代替人的理性发号施令；在这样的前提下，能够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和讨论来发现真理，使真理通过与谬误、邪恶的斗争中表现出来。即便是错误的意见也可能包含着部分真理，即便是谬论也应在允许发表意见的前提下通过讨论检讨出来。只有在同谬误的反复斗争中，人们才会对真理有更深刻的理解。自由讨论正是这样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可以认识并改正错误。

继弥尔顿之后，洛克等人继续就言论和出版自由做出论证，并广泛传播。洛克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对公民和政府权力关系的讨论。在他的《政府论》中，从“天赋人权”的立场出发，阐释了强调“主权在民、君权民授”的思想；其核心观点是，权力的中心是公民的意志，政府只是由公民授权的受托管理者，有责任维护人们的天赋权利；一旦政府失职，公民可以收回这种权利。这是一种建立在生命、自由、平等、财产等天赋人权，以及任何政府都不能予以剥夺的理念之上的自由观。在这种自由观下，言论自由被作为一项绝对的权利，言论自由不附有任何义务。除洛克外，荷兰政治学家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以及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都宣扬了这样的自由思想和主张，即在各种自由权利中，表达自由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是其他权利自由的基础和保障。斯宾诺莎强调，给公民思想和言论自由，是统治者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好方法。把意见当作罪恶的政府是最暴虐的政府，允许自由思辨的政府才是好政府。他的理论反映了市民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本性和理性的罪恶本质，要求经济、社会和个性自由发展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建立自由的资本主义新国家的客观需要。而洛克的思想相比当时的斯宾诺莎及霍布斯等人来说，更具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他的自由主义观念中体现鲜明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社会契约论、政治分权、宗教宽容等观念，这些观念同当时英国革命的实际运作和发展过程都是分不开的。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另一著名的思想家伯克（1729～1797年）接受了洛克的观点，认为政体是国王、贵族和平民间的一种制衡关系。他所说的权利制衡实际上是指国家的几个既得利益势力之间的平衡，其基础是约定俗成的，而不是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他认为，英国政体的唯一权威在于其存在本身的源远流长。国家是一个在时间、人数和空间上都延续的概念，不是一些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经过若干世纪和若干代人选举的结果，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性格、气质，以及公民的道德、民俗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因此，他的国家学说抛弃了洛克以来关于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的革命因素，以国家乃长期传统和习俗产物的理论来强调国家传统的延续性。伯克学说突出了“光荣革命”妥协和保守的一面，而他本人也始终是辉格党的支持者。伯克以“实质代议制”的观点否定代议制代表的是各个公民，不承认数量上的多数对于形成一个国家的成熟意见有什么实际意义，在他看来，代议制应是“含有反映利益的共同性、对感情和愿望的共鸣的代议制”，没有必要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而仅仅在精神实质上代表就可以了。即便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伯克也主张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这些对于维持繁荣是很重要的。他被看作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该运动的保守倾向与自由主义的信念密切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派别。

功利主义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一重要传统下，功利主义表达自由思想在边沁、詹姆斯·密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人的思想光辉下闪烁着独特的光芒，构成了西方主流思想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边沁看来，国家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社会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化，是出于服从的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功利的原因，国家和政府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公众的功利。他认为，国家和政府的任何活动都应遵循“最大快乐原则”；为了公共福利，政治统治权应归属公众；议会拥有立法权，这样才能使政府利益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保持一致。从功利主义出发，边沁主张代议制民主政体，反对君主制度的政治结论。在边沁看来，人的动机虽不可捉摸，无法用强制手段进行控制，但可以用经验的方法和惩罚措施使执政者不敢滥用权力，促使个人在谋求私利时兼顾公益。因此，应当具体考察政府制度的各项安排，包括官员的任免、职权范围、权力大小等。同时，边沁还对宪法、民法和刑法阐释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诠释了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他认为，制定的法律越多，人们承担的义务也就越多，个人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边沁主张，法律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公民的生存、富裕、平等和安全，其最大功能即保障公民的身体、名誉、财产和职业不受内乱外患的侵扰，财产的安全则是获得最大幸福的重要条件。边沁明确地肯定了民法对于保障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同时还认为在法律安全的考虑之后，也应注意平等问题，以相对平等地分配财产为目的，或者至少是不再产生更多违反理性的不平等。因此，他实际上主张在安全与平等之间建立某种可行的均衡。边沁的这种以法律维护公民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同詹姆斯·密尔以法律的手段维护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利是极为一致的，他们所倡导的激进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改革方案，推动了英国的政治经济改革。

深受边沁和詹姆斯·密尔影响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功利主义传统下将表达自由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里，权利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同总体功利相对应的。他坚决捍卫自由主义原则，强调个人思想和创造性、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自由，主要依据是社会总体功利的最大值。在他看来，扼杀自由的最大代价是导致全社会变得平庸、懒惰，缺少真知灼见和决策的合理性，最终导致总体功利在最大程度上受损。《论自由》（1859年）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在这本著作中，思想、信仰、学术和言论的自由、个人内心道德判断的自由和个性充分发展的自由，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这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所区别，而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原则。密尔的《论自由》建立在两条基本原则之上：

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围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致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要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欢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由此可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努力划清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界限，强调个人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就不该受到限制。在这一点上，他同其父詹姆斯·密尔是完全一致的。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十分重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论是以公众还是政府的名义来压制这项自由，这种权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是它对整个人类的掠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洛克以来的传统，他的论辩也建立在对真理和谬误判断的基础之上；我们永远不能判定所压制的意见一定就是谬误，即便是谬误，压制它也是一个错误。他同样承认真理具有自我纠正的功能，而纠正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自由讨论，允许批评的声音存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识到一些对立的见解实际上处于真理的两端，需要通过讨论来获得修正和相互补充。他列举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与大众流行的见解，如政治方面的进步与保守、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财产平等与竞争等等，还有一些公认的教义和原则都属于这种情况。因而，通过言论自由从相对对立的观点中获得意见的修正是十分必要的。在对应允许发表积极肯定意见的同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强调辩论方式上的公正性，方式需要有节制，不能超越公开讨论的界限；在情绪上不应带有恶意、执迷和不宽容，而应冷静诚实地看待对方的意见；同时他还主张对适当言论和过激言论划定一条界限，只有那种产生直接煽动社会祸害结果的言论才应受到惩罚。

如果将詹姆斯·密尔的自由观点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这些观点相比较，不难发现其中闪烁着许多共同的智慧光芒。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表达的自由观点是其一贯思想的核心，在思想自由的历史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他对个性的强调反映了密尔对时代环境下的一种深层忧虑。他恐惧“多数的暴政”，更恐惧“社会的暴政”；前者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意见表达，后者则逼迫社会中非主流的意见向主流意见的整合。深受詹姆斯·密尔和边沁等伟大思想家影响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自由的理解、对个性的强调、对权利的主张、对社会普遍平庸的忧虑等等思想，为后世的欧洲乃至美国的表达自由价值理念转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詹姆斯·密尔的表达自由思想正是在上述哲学家思想的传递与碰撞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表达自由思想来看，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可以说是从表达自由思想的近代形态向当代转型的典范之作。他在该文中阐述的思想，在20世纪有关表达自由的思想最重要的两种理论体系中依稀可见。

（二）当代表达自由思想的发展

20世纪有关表达自由的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种理论体系：第一个是有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诸种理论，包括绝对权力论、特别平衡理论、优先地位平衡理论、米克尔约翰理论和获取使用理论等；第二是表达自由的权利和权力理论，包括宪法权利理论、意见自由市场理论、第四权力理论、人民主权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论、公共领域理论、民主参与论等。这些理论代表着20世纪后的表达自由思想发展轨迹和思想体系，其中许多内容与詹姆斯·密尔在近150年前所提出的关于表达自由的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1．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诸种理论

⑴绝对主义理论。绝对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将表达自由看作是天赋的、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是一项受法律保护的绝对权利。与洛克的自然权利观所不同的是，20世纪的绝对主义理论者认同了表达自由是一项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承认个人自由，包括表达自由，只能存在于法治之中。他们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制定法律消减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将其中的“不得制定法律”理解为任何法律都不例外，言论和出版自由是绝对的权利，任何政府和个人都不得干预。表达自由的绝对主义理论来源于自然权利的观点，从个人权利的立场考察问题，将表达自由绝对化。在詹姆斯·密尔《论出版自由》的第二部分中，将个人的意见表达自由看作是一项受到法律绝对保护的权利，他的这种观点同样是以自然权利说为哲学基础的，但同时，他又强调了新闻出版自由在不同范围和环境中应予以区别对待。他同意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观点，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詹姆斯·密尔的观点可以被拿来作为对绝对主义理论的批判，他所主张的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法律的限制影响了人们对言论和出版自由长期以来的认识。绝对主义理论的批评者认为，《第一修正案》的这条规定所强调的是“言论和出版自由”，而非“不得制定法律”。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前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人们接受了对这种自由的限制。这条修正案当时的意义在于规定了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立法的方式削减对个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有效保护。绝对主义理论的缺陷在于否认和忽视其他重要的人权与言论和出版自由之间的冲突。而在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和《论法律》中早已提到过这个问题。

⑵特别平衡理论。言论和出版自由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但也经常与其他的一些基本权利发生冲突。当冲突发生时，法院有责任对其进行平衡。彭伯认为，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特别平衡理论，是因为每个案件所采用的判断标准都是新的；表达自由的含义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认为，特别平衡理论实际上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策略。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定义表达自由导致了其不确定性。在这一理论下，很难真正理解《宪法第一修正》的具体含义，以及它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一种具体表达是可能受到保护还是遭到禁止，如果公民无法就此做出合理的预测，那么他们将倾向于明哲保身和保持沉默，但这将有损于所有人的表达权。而且，在做出最后决定时，特别平衡理论支持对言论的判断严重依赖于办案法官的个人偏好。在詹姆斯·密尔《论出版自由》的第三部分中，他试图建立一种对言论和出版自由进行评判的标准，试图建立一种新闻出版侵害的惩罚和免责模式，将表达自由所造成的侵害放在具体情况下进行分析，虽然都主张对个案采用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我们不能说他的思想是特别平衡理论的某种依据。詹姆斯强调的是侵犯的动机，而特别平衡理论强调的却是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平衡问题。

⑶优先地位平衡理论。这一理论所关注的是在个人表达自由的权利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优先地位平衡理论的支持者主张，由于表达自由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自由，对一个自由社会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得到比其他自由更多的法律保护。这一理论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表达自由的优先地位，其二是平衡的概念。该理论主张，表达自由保障了政治过程的运作，允许公民在受到政府权力的侵犯时通过自由表达提出抗议，这与詹姆斯·密尔的关于“新闻出版业在维护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平衡问题”的论述如出一辙。同时，无论是詹姆斯·密尔还是优先地位平衡理论的支持者，他们都同意表达自由并非优先于其他所有的权利。但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地位平衡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在法院的判定中，表达自由优先于个人隐私和名誉权，因为后者没有受到《权利法案》的明确保护，而詹姆斯·密尔却将重点放在对个人名誉权侵犯的问题讨论上，认为应当建立法律对新闻出版业对个人名誉所造成的侵犯予以限制和规定必要的赔偿。彭伯认为，“虽然该理论保留了特别平衡理论的一些消极因素，但是通过有利于表达自由的方向倾斜，它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关于表达自由的定义增加了更多的确定性。由于这一平衡策略建于一个哲学基础之上，即所有权利的维持有赖于言论与新闻的自由，因此，它有利于我们更容易地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框架内广泛地解释表达自由”。

⑷米克尔约翰理论。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在他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关于表达自由的复杂理论。他将表达自由作为一种达到政府自治的手段，而忽略表达自由作为一种抽象概念的价值。他认为，只有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民主体制才能得以运转，他将这作为保护表达自由的唯一理由。米克尔约翰区分了对政治表达与非政治表达不同的限制标准，同时，也认同优先地位平衡理论中所提到的法院对这种言论的价值与其他权利的价值的平衡。他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范围作了界定，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仅仅保障与自治事务有关的公言论，并不惠及与自治事务无关的私言论”。詹姆斯·密尔和米克尔约翰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没有明确将言论自由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不同范围之中，但却已经将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之间做了区别对待。米克尔约翰理论对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言论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言论自由制度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在美国20世纪40、50年代的很多言论诉讼案中，被控告散布“危险性”或“颠覆性”言论的被告人往往引用米克尔约翰的理论为自己辩护，批评政府和法院的做法侵犯人权或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他的理论对于法律制度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纽约时报案判决上。最高法院判决的法理依据就是米克尔约翰的言论自由的自治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一文中，已经提到了造成名誉侵害的动机，并分别在明知故犯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作新闻出版侵害的不同情况中加以讨论。

⑸获取使用理论。根据彭伯在《大众传媒法》中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论的表述，获取使用（access）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当时，一些法学家提出，《宪法第一修正案》旨在允许所有公民享有重要的政府问题和其他事项发表言论的权利，美国大众媒介所有权的不断集中妨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⑴

 。可以说，获取使用理论是随着20世纪中期以后媒介集权化的趋势而产生的。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担忧，随着印刷和广播电视媒介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普通人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呼吁公共媒介的业主开放手中所拥有的不同媒体，允许不同思想和不同声音的存在，并为思想的表达提供必要的机会。他们主张，“如果新闻界不主动做到这一点，那么政府必须强迫大众媒介提供这种近用机会”
⑴

 。《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方面反对政府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压制个人表达，另一方面又反对私人出版机构的表达活动，而广播电视则应该在业主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做适当调整
⑵

 。詹姆斯·密尔在关于新闻出版业保障公民权利功能的论述中，主张新闻出版业为公民提供良好的表达途径，要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才能够保证公民做出相对正确的判断。他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政治表达的基础之上的，他意识到媒介对表达的选择倾向会造成人们对问题认识的偏颇，不利于公民利益的维护，但尚未上升到媒介集权的理论上。获取使用理论作为20世纪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传播理论，持续时间并不长，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政府对传统媒体的表达管制也随之放松。媒体在表达公共意见方面所展示的作用对传统理论的颠覆是始料未及的。

2．20世纪有关表达自由最主要理论

（1）意见自由市场理论。在20世纪的表达自由领域，一个不得不提到的概念是“意见自由市场”。第一个明确使用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诉讼合众国案中，霍尔姆斯指出：“意见的自由交流能够较好地达到人们预期的最终的良好结果……对真理最好的检验是一种思想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使自己得到承认的力量。”在霍尔姆斯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后，美国社会言论自由的原则与立法行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法院解释说，国会不应通过界定一般的限制性条件的方式来限制言论自由。只有当国会发现这样做是适当可取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因此，自1919年以来，“意见自由市场”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概念后，另一个新的概念“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也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力，并且，影响了美国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的制定和讨论。在第五修正案中，言论的“自由”权利是与我们“生命”和“财产”权利相互联系的，都是私人的权利，是私人所有物。宪法保护多种形式的个人所有，对它们可以规制，却不能进行不正当的限制。

无论是霍尔姆斯还是詹姆斯·密尔，他们都将表达自由看作是一种珍贵的私人权利。虽然在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上，宪法将言论自由分为公共讨论的自由和与信仰、出版、集会和请求救济的自由，但后者却被划分在立法限制的范围之外。詹姆斯·密尔在《论出版自由》中就对言论自由做了细致的分类，这与霍尔姆斯对出版和表达自由的分类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是，霍尔姆斯对言论自由的公共讨论范围更加宽泛，他认为只要一个人的积极言论是参与到有关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和公共决定中的言论，这些言论的自由就不应受到限制。这种自由是一个由公民投票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的基本信条。关于表达自由的保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认为言论自由的唯一含义就是必须给予这些信念表达的机会和传播的途径。而在公共领域中，他主张，只要个人的积极言论是参与到有关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和公共决定中的言论，这些言论的自由就不应当受到限制，这种自由是一个由公民投票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的基本信条。在表达自由的限度问题上，霍尔姆斯主张用宪法对其进行协调和规制，意识到了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关系，意识到了自由和秩序内在的矛盾。而与之类似的观点，在18世纪自由主义的发展初期就已经在詹姆斯·密尔的文章中有所表现。对于霍尔姆斯所提出的理论，后人并非全然认同，米克尔约翰对其评价道：“根据这种理论，言论自由变成可让渡的而不是不可让渡的，可以削减的而不是不可以削减的，成为一个条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成为一种相对的权利而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因此公共讨论就降低到私人讨论的法律地位。个人的利益追求就被给予国家公共福利的宪法保障。人们作为法律制定者的权利就与他们作为法律规制对象的权利浑然不分。人们的身外之物与他们的内心思想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米克尔约翰因此对公共表达自由做出更进一步的定义，认为公共讨论的自由不是免于限制的自由，而是免于不当限制的自由。他的观点促使人们思考关于表达自由的其他一些问题，如表达自由原则的制定是基于怎样的政治需要？在表达自由领域中，公共利益和各种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等等。

（2）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论。同20世纪许多重要的哲学家一样，以赛亚·柏林对自由主义的影响深刻而明显，尤其是他的“两种自由观”，为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他的《穆勒的生活与目的》一文中，柏林对边沁、詹姆斯·密尔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由观做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命题是远非自明的，至今也未能形成具有论证价值的假设。柏林使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观点对其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人们想剥夺别人的自由，要么⑴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权力强加在别人身上；要么⑵因为他们想舆论一律，即他们不想与别人的想法不一样，也不想别人与他们自己的想法不一样；要么最后⑶因为他们相信，对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就像任何真正的问题一样），存在一个且唯一一个正确答案：这个答案可以通过理性、直觉、启示、生活方式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方法获得；它的权威性是这些通向最终真理的道路之一所确保的；所有与这个答案相背离的言行都是危及人类得救的错误；这就证明了立法反对甚或毁灭那些不管其性格与目的如何但背离了真理的人的正确性”。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自由意味着不受别人的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自由的范围也就越广。在自由主义发展初期的古典政治学家的自由概念中，所指的基本都是消极自由的含义。他们在区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假设，个人的自由行动的领域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在洛克、密尔、托克维尔乃至贡斯当等人的理论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同意应当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他们认为，一旦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处于一种甚至对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正是因为个人的自然能力，个人才有可能追求各种善良、正确或者正义的利益。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划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对这一界限的划定就要求对自由的原则和价值做出更清楚的规定。柏林认为，如果如传统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将自由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价值，就不应有为保证一些人的自由但另一些人的自由有时必须被剥夺这样的一种原则，这样或那样冲突的法则或原则使人们必须对此做出一定的妥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柏林对密尔的自由观做了批判性的认同。依据这种说法，表达自由则起着保护着个人或群体以在他人看来不自由的方式生活的能力的作用。

与消极自由相对应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积极自由的概念，即个人有“去做……的自由”。用柏林的话说，“‘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积极自由强调的是“自律”而非“他律”，是自我意志的选择而非被强制。这种自由不是对个人权利的削减或抑制，将个人视为自身权利的控制和支配者。个人服从于法律，但是建立在权利不受强制的自我之上，这种自由是在个体自律范围内的自由。自由就是服从，但是用卢梭的话说，“服从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就是服从我们自己”。积极自由是建立在自我是“理性”的基础之上，将自由定义为自我实现与自我导向的自由，通过个人自身的行为来实现其本性和目的，并且能够不受其他因素的阻碍。对表达自由来说，积极自由意味着表达自由作为一种个人权利的实现，这种权利的行使能够满足最大快乐的要求。詹姆斯·密尔认为教育是表达自由积极实现的途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公民获取更好的良知。他认为只有拥有良好良知的公民才可以更好地完成表达自由的自律行为。但是，在詹姆斯·密尔的定义中，教育主要还是指的是原教旨主义下家长制的教育，在表达自由的问题上，他强调的也仅仅局限在报刊对信息的传递和对公民的引导作用。到了20世纪以后，教育所指的范围更加扩大，古特曼和汤普森认为，“在教育良好公民这一问题上，有一个公共的利益，但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宣称，信守他或她独有的信仰就可以塑造出优良的公民身份”。继承了洛克的观点，他们将公民的良知作为一种重要的善，而这种善的实现依赖于表达自由。从积极自由的角度来说，表达自由是通向满意的生活的先决条件，是自由的深层信念。表达自由使人们获得机会将内在与外在，思想与行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自由主义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有学者曾经指出：“表达自由只能存在于这样的社会，其社会成员不会随意阻碍他人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的机会。在面对反映着他们所反对的、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这样的现实时，公民必须以自我约束的方式，而不是以漠不关心的方式来内化这些规范。培养这种自我约束——绝对禁止个人或群体使用强力剥夺他人的表达自由——是自由公民行为的正当目标。”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公民一方面要经过教育的作用，获取良知，按照他们的生活信念积极地推进表达自由；另一方面，又要坚守其道德利益，遵循公共权利的要求，使表达自由成为可能。这也是20世纪后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

（3）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论。在表达自由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自律与私人自律的问题上，20世纪有了一些激烈的讨论，最明显的是存在于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之间的辩论。哈贝马斯主张市民社会的言论自由，即一种全体公民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那些研究政治哲学的人可能对某些事情会更了解，但他们并不拥有高于其他公民的权威。每一个人都同样诉求于在社会中形成的人类理性权威。只要其他公民关注人类理性，文字作品就可以成为持续进行的公共讨论的内容。他指出，《正义论》和其他作品一样，也始终是这种公共讨论的一部分。公民的讨论可能但不必是理性的或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些言论应受到言论自由的有效保护，至少在一个优良的民主政体下应当如此。公民的讨论有时可能会达到一种高度公平和公开的状态，它表明人们对政治理性的关注，但这种讨论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取决于参与讨论者的品质和理智水平。从哈贝马斯的观点中可以看到，道德真理或道德有效性的检验标准，是理想讨论境况下充分合理的可接受性及所有必要性条件的满足。他坚持认为讨论是有规范的，关于理想和价值的问题，尽管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在言论自由的伦理中却不是这样。在谈到市民社会中的公民权利时，公平正义和任何一种民主学说一样，必须讲清楚各种基本的政治观念，比如，作为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观念；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观念；秩序良好的社会观念等。这些观念融合为立宪民主社会基本结构所必需的理性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最主要目的是：让公民考虑这一问题，向市民社会中的公民听众表达这一政治正义观念并让他们理解。对哈贝马斯而言，理性的最高标准是普遍而广泛的反思平衡。

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同时他还对普遍而广泛的反思平衡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广泛的反思平衡（就某一公民而言），是指该公民已经仔细地考虑了各种选择性的正义观念和这些选择性正义观念的各种论证力量之后，所达到的反思平衡。更具体地说，是该公民考虑了在我们的哲学传统（包括对这种争议观念本身的各种批判性的观点）中所发现的各种主导性政治正义观念，并权衡对这些观念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哲学推理和其他推理后所达到的反思平衡。我们假设，该公民的普遍确信、第一原则和特殊判断最后能达于连贯系统。如果这种广泛范围的反思和从这一反思中发生的观点经过多次可能的变化之后得以确定，则该反思便是广泛的。广泛的而非狭隘的反思平衡（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只须注意我们自己的判断）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但是，在此基础上，罗尔斯还认为，共享的政治观念是共同的基础，全体理性的公民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合并体行动，而是通过普遍而广泛的反思平衡，在多种合理性完备的学说基础之上来证明政治正义的观念。“如果人们同意，我们应该对其他理性公民的成熟确信给予相当的尊重，对公共证明的普遍而广泛的公共反思平衡给我们可以在任何既定时候拥有政治观念以最好的证明。”他认为应当对公民的政治反思平衡在不同的领域中区别对待，应当区分日常政治生活和超出政治范围之外的自由权利。哈贝马斯认为，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回避真理问题和个人哲学观念，而罗尔斯却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既避免依赖这些理念，也避免在一种情况下用其他理念来取代这些理念。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表达自由的自律既是一种政治的自律，也是一种道德的自律，而罗尔斯却将其看作是一种法律而非道德的自律行为。哈贝马斯将公共自律的自由和私人自律的自由看作是“共源的”和“具有平等价值的”，两种形式之间存在着无法削减的竞争。罗尔斯反驳哈贝马斯的观点说，“我首先否认自由主义使政治自律与私人自律陷入了无法消解的竞争；其次，认为自由主义面临的那种所谓两难并不是真正的两难，因为那两个命题都明显是正确的；第三，我坚持认为，在恰当解释的自由主义中，如同我希望它在公平的正义中，以及在其他回归于洛克的那些自由学说中，公共自律与私人自律既是共源的，也是具有平等价值的（用哈贝马斯的术语来说），两者都不会构成相互的外在强制。”罗尔斯的理论建立在对社会契约的理解之上。但是罗尔斯并没有使用“自然状态”的概念，而是寻求立约人解决利益冲突的办法。他希望立约人明白，他们的社会要服从于利益冲突的“公共环境”，他们是追求目标的个人，也是理性的，应当最大限度地享受社会的基本利益。罗尔斯规定说，所有立约人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享有所谓的“社会的基本利益”，它“大概是每个理性的人都需要的东西”，因为“不管一个人的理性的生活计划是什么，它们都是有用的”。罗尔斯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在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要求上加上了公正的概念。在罗尔斯看来，人的“基本自由”应得到保障，但是，通过放弃某种基本自由，甚至只是部分地放弃，由此获得财产，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人们的利益的。同样，譬如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结社自由和投票权也在这些“基本自由”的范围之内。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提出了一种特别强调“良心自由”的论点，他将这种自由定义为“把宗教、哲学和道德观点运用于我们同世界的关系的自由”。罗尔斯将权利看作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由主义意义上优先于利益，这和“自由意志论”的自由主义者诺齐克在权利优先于利益的观点上完全一致。

詹姆斯·密尔在关于名誉侵害的讨论中强调了新闻出版的侵犯在对私人和对政府的情况下是不同的。他模糊地提出了名誉保护的议题，这影响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自由的公共表达与隐私问题的思考。尤其在20世纪之后，对隐私保护的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在自由主义范围内，自由和隐私是紧密相关的概念。至少从密尔以来，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自由看成是‘无干涉的领域’，其中个人完全听任他人的安排……每个人都有一个任何政府都无法逾越的圈子，不论这个政府是一个人的、少数人的，还是许多人的。”虽然，很难说这些讨论的出现是基于詹姆斯·密尔的表达自由思想的某些方面，但是，无论是表达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概念应用、政治和法律或是道德的讨论，还是表达自由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限制问题，詹姆斯·密尔关于表达自由的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先见性，并与其身后学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不谋而合，由于在前面的分析中已做了详细解释，这里就不再赘述。

（4）其他理论。由于自由主义多元化的发展，20世纪表达自由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三种重要的理论之外，与詹姆斯·密尔表达自由思想相关的理论还有：第四权力论、人民主权论等。在《论出版自由》中，詹姆斯·密尔将新闻出版业作为一种维护的工具，通过自由地传播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促使公民对政府的权力做出监督和限制。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及以后，美国法律界与学术界提出了第四权力和新闻出版结构性角色两大范畴。从历史实际角度而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基于个人权利与思想自由，与此同时给予新闻出版这一机构以特权，涉及个人权利、思想自由、新闻出版机构自由三者的关系与彼此平衡问题。自那以来，媒体被作为政府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0世纪90年代重新提起的“人民主权论”对表达自由的意义在于，它为公共辩论提供了理论支持。“所谓公共辩论是一种公共自由，获取与使用传媒的自由或权利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权利，是为了个人的自我表达，还不如说是为了保障与推进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公共辩论领域。这样一个公共辩论领域远比民主政治所保障的言论行为本身重要，也就是说，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的核心价值在于形成这样一个公共辩论领域，并且也由此体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米克尔约翰提出了“保卫人民主权”的思想。欧文·费斯则特别指出，国家与政府并非如传统言论自由理论所说的那样是自由的天敌，只是压制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它们也可以是自由的来源，应当利用来扶植言论自由（诸如公共文化资助、广播电视的特定管制、对市场缺陷之弥补政策等），尤其在私人传媒损害言论自由之时，其正当的限度是保障公共辩论领域，促进传媒领域的民主参与，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与多样性，从而在民主政治体系中保持自由与平等的平衡。费斯的这一观点与詹姆斯·密尔所讨论过的政府在维护表达自由，防止侵害产生的观点有着很大的类似之处。

在表达自由领域，20世纪60、70年代以前，表达自由的特征是重视个人自由权利与思想自由的市场机制，忽视积极自由、人民自治、政治参与的理念；而当代西方有关表达自由范畴的法律规章与司法实践，大大拓展了传统的表达自由理念，将信息和传媒的获取与使用纳入其中。获取使用理论的根本依据是，通过传媒表达思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的普遍参与是一个活跃的思想自由交流领域得以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而思想自由交流领域是政治自由最为根本的理性基础，因此应当允许人们有机会表达不同思想，有必要建立某种制度保障媒体更好地表达意见。

20世纪90年代，美英著名学者费斯与基恩教授对于传统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理论进行过比较深入而又系统的批判，推动了二十多年前开始形成的有关获取与使用的传媒理论。费斯对密尔的言论自由哲学理论质疑，他认为：“在美国宪法的领域里，言论自由不是像密尔那样的哲学原理，而是体现在创建政府结构过程中的一种法治。因此，它更具有政治性而非人性的特征……《宪法第一修正案》正是作为这项特定的方案的一部分出现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密尔追求的那种个性，而是确保宪法所建立的那套治理体制能够正常运转……对于密尔来说，言论自由对于个人人格的充分发展是本质性的，而从美国宪法的视角来看，言论自由是由于对民主体制运转的贡献才被看重的，言论自由是通过公共商议的过程来培育民主。”在这个问题上，费斯也意识到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界限的模糊性，他对密尔的批判在有关表达自由范畴的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⑴
 　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6．

⑴
 　“近用机会”在此指媒介信息的获取与使用机会。

⑵
 　邱小平，表达自由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8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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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早就有将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译成中文的想法，直到现在终于得以实现。一书译就，常要有所交待。上乘之作，汇涓成流，我不能得，取三两瓢。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有三个版本，其一是1811年发表在《慈善家》杂志上的最初版本，其二是1825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增补本）》中的收录版本，其三是收录于牛津和剑桥主编的《詹姆斯·密尔政治著作选》中的版本。詹姆斯·密尔自1814年起，承担了为第四、第五和第六卷的《大英百科全书》撰写关于政治、法律和教育部分书稿的工作。本书所采用的原本即为1825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收录的权威版本，较之《詹姆斯·密尔政治著作选》来说，该版本更为完整，差异在于文本中的法文部分。

之前，詹姆斯·密尔的《论出版自由》在国内尚未有译本，就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学界对其关注甚少。介于这一情况，本书在单纯的翻译之外加入了评传和写作背景介绍等内容，希望能为读者的理解和阅读兴趣提供一些帮助。

《论出版自由》篇幅不长，翻译过程却是拖沓，其间不断考证、修改、完善，怀着“译事信为大”的戒语，尽量让197年前的詹姆斯·密尔所言之辞更真切。作者文风的艰涩和不通达晓畅也为本文的翻译增添了难度。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译文中可能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敬请方家多多指正。

承蒙身边许多人的无私帮助，本书才得以完成。感谢我的导师许正林教授对本稿的认真审阅和指点；感谢上海交大出版社对我所做工作的支持和信任，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让人钦佩；感谢我的父母王春云女士和吴靖先生对我翻译稿件中存在问题的提醒，尤其是在法律界从业近30年的父亲，在校对过程中对译稿中涉及法律的术语和表述进行了仔细的修改。还有在译程中给了我不同形式帮助的老师和朋友，在此一并感谢。

吴小坤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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